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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ab简介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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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



谨以此书献给

威尔·贝克（1935—2005）

一位作家、农民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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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本书讲述了两场“婚姻”故事。一个是作者拉乌尔和帕梅二人所结的秦晋之好，这是一名有机农场主和一名植物遗传学家的浪漫爱情故事；另一个则是两种技术——有机农业和基因工程的潜在“联姻”。

如同所有的美好婚姻一样，这两场“婚姻”都包含了对共同价值的分享，活跃的争执，以及在相互碰撞中激发的相互完善。拉乌尔和帕梅二人琴瑟和鸣，感情甚笃。他们都认为，若心存敬畏并精心呵护，大自然可以奇迹般地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并为我们提供灵感来源。

在公元前一世纪，曾有一位伟大的罗马农业作家马库斯·瓦罗在他的经典著作中这样描述农业：“这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极其重要和高尚的艺术。”

当然，农业还是一门科学。现代作家往往忽略了这一根本事实。拉乌尔和帕梅则把它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拉乌尔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以及数百年来农民积累的经验，结合现代生态学，对有机农业技术进行深入探索。至于帕梅，她认为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无比重要，但她也承认，优秀的植物育种工作者也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能工巧匠。

对于第二场“婚姻”，尚有较大争议：它试图让主导观点根深蒂固而极端地对立的两个阵营联姻。可事实上，对于这场婚姻，人们期待已久。几千年前，我们人类不得不放弃用狩猎和采集野果的方式来获取食物。我们开始驯化牲畜和培育谷物品种。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农事操作，而且农事操作日趋复杂和科学化。

有机农业尽量保持自然过程在农事中的核心地位——把有机肥用作保持营养物质和土壤结构的来源，让天敌发挥对病虫草害的自然控制作用。然而，正如拉乌尔在这本书中所述，这些技术的应用有很多限制条件，即便在中等集约型农业生产体系中也是这样。例如一些害虫，可能就很难防治。在非洲时期的工作让我体会到，在非常棘手的杂草或是豇豆、香蕉等作物的病虫害问题面前，有机或常规技术往往束手无策。

帕梅和拉乌尔向我们展示了，在解决此类特别令人头疼的难题上，转基因技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他们还展示了一种在不破坏其原则的前提下应用技术提高有机农业生产水平的方式。

这将是一场令人振奋的“婚姻”。

戈登·康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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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生态过程和家庭决策复杂性的关注，与基因工程的分子技术之间，似乎相去甚远。其实二者不仅各具潜在深远影响，而且相互关联。前行的方向既要利用现代技术的力量，又要消除贫穷、饥饿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需要我们以明智的方式来利用现代技术。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视角，这一视角的首要基础是科学家之间以及科学家与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伙伴关系。

戈登·康韦勋爵，The Doubly Green Revolution，1997

预计到二〇五〇年时，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67亿增至92亿（联合国人口司报告，二〇〇七）。有什么方法能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地球上的所有人呢？如果继续使用当前的耕作方式，大量的野生自然环境将不复存在，数以百万计的鸟类和数十亿的昆虫将会随之消亡，农场工人的患病风险也将增加。总之，作为环境恶化的后果，公众的损失将无比惨重。显然，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在满足粮食增产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一些科学家和政策决策者提出，基因工程（GE）这一现代作物遗传改良方式（专栏1），将有助于培育新型的植物，从而大大减少对农药的依赖，增加食品的营养成分，促进农业系统的健康发展。他们认为，转基因作物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它将使农业不再像这几十年来因过度使用农药和除草剂而备受指责，转基因技术将引导我们走向更为生态的农业生产方式。

会是这样吗？虽然公众对基因工程在新药品生产中的应用普遍能接受，但有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消费表示严重不安，把转基因食品看做不自然的食物，具有潜在的食用不安全性和环境破坏性。在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群中，有机农业组织特别直言不讳地大加指责（专栏2）。还有的消费者认为，有机农业生产者已经能够生产出营养丰富、有益健康的食物，因此并不需要转基因植物。

专栏1 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不是一种栽培方法，它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植物育种的一种作物改良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传统植物育种仅可实现相近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而通过应用基因工程，基因可以从同一物种，也可以从其他任何物种，甚至包括动物，导入到植物。因此，基因工程在作物遗传改良上具有巨大的潜力。

2. 传统植物育种会带入大量功能未知的基因，而基因工程一般一次只导入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基因。

专栏2 传统农业和有机农业

传统农业是一个笼统的术语，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的耕作方法。在传统农业这一连续统一体中，一端是农民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收益率；另一端则是种植业者有节制地使用化学品以实现生态农业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传统农业种植户选择种植转基因作物，在美国这一情况尤以为甚。

有机农业是一种基于生态的农业生产方式，它禁止或尽可能避免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农民尽可能地依靠作物轮作、秸秆覆盖、堆肥和机械耕作来保持土壤肥力，提供植物营养物质，控制杂草、害虫和其他有害生物。美国农业部（USDA）于二〇〇〇年发布的国家有机农业标准，禁止使用转基因种子或其他基因工程技术。美国目前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尚不足2%。

在过去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拉乌尔·亚当查克（有机农场主）和帕梅拉·罗纳德（遗传学家）相互之间，以及和他人一起讨论了这些问题。我们都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工作。这个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坐落在土壤肥沃的加州中央山谷区域。在戴维斯这个小镇上，从事植物研究或培育的人的比例相当高。在这里，有机种植者和遗传学家常出现在同一社会圈子里。不少朋友、家人和同事把转基因和有机农业看作农业产业化中对立两端的代表，他们经常会问我们，转基因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和食物。另一方面，我们一些科学界的同事也会让我们解释，为什么很多有机农业从业者反对转基因作物。这一本书既是我们调查的结果，也包含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本书以部分回忆录，部分应用指南，部分思考探讨的形式写成。它大致记录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年时间。我们的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遗传学家和有机农业专家所从事的工作，也为了帮助读者分清转基因作物争论中的事实与假象。想知道转基因和有机农业激烈争议背后的科学真相的读者，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本书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审慎地将农业的两个重要方面——转基因和有机农业进行结合，并认为这是有助于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保持生态平衡的关键方式。我们并非暗示单是有机农业和转基因就能为农业提供所需的一切改进。其他农业体系与技术变革以及政府政策的完善，无疑也非常必要。毫无疑问，有机农业和转基因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完全没必要地互相责难。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专注于更好地认识转基因和有机农业在未来粮食生产中将发挥的作用。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对生态负责的农业所包含的更广义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作的坚持，比使用什么方法开发出植物新品种更重要。为此，我们列出了一些主要标准（专栏3），这些标准有助于对在食品和农业上使用转基因的问题做出政策决定。在本书中，我们使用这些标准来评价一个特定的作物品种或农业技术的效用。我们希望大家凭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超越意识形态，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专栏3 在农业上使用转基因和有机农业的标准

我们倡导使用某一技术或农艺措施，如果它能：

△ 大量生产安全且营养丰富*的食物

△ 减少有害物质输入环境的量

△ 为农场工人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 保护本地物种的基因组成

△ 增加作物的遗传多样性

△ 培育土壤肥力

△ 改善贫困人口和营养不良人群的生活

△ 维持农民和农村的经济活力

★由美国农业部食品和营养服务中心定义。

本书大致按照季节顺序，针对基因工程和有机农业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每一章节各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例如，第一章，是帕梅写的一个研究案例，讲述了植物遗传学家与育种家如何为欠发达国家农民解决农业面临的问题。第二、第三章由拉乌尔撰写，这两章从一个有机农场主的角度，概述了有机农业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它与传统农业的区别。第四、第五、第六章，由帕梅撰写，描述了基因工程的方法和过程，研究了消费者的关注点，回顾了科学发展的过程。在第七、第八、第九章中，帕梅讨论了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和益处。在第十和第十一章中，我们共同讨论了私营公司和专利在培育植物新品种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最后一章我们描述了为家人准备的一次典型加州春季晚餐。我们采用的食物中，部分是转基因的，部分是有机种植的。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这样选择。因为我们这本书本质上是关于食物的，所以我们也加入了一些我们最喜欢的菜谱。

本书既为消费者和农民而写，也为决策者而写，他们选择食物和政策，以支持对生态负责的耕作方式。更为那些想要准确信息的消费者而写，他们需要真实客观的科学知识，以正确认识转基因作物及其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本书是为那些对所吃的食物除了如何如何准备之外还想知道得更多的人而写。当我们走在超市的过道上，出于对家人健康和地球未来的考虑，我们想知道标签上的“有机”或“非转基因”的真正含义时，本书就是为每一个消费者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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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很多人为本书的调研和撰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包括阿米·迪勒，辛迪·托伊，马特·阿里尔，金·巴恩斯，我们的编辑彼得·普雷斯科特和帕梅的助理丽贝卡·麦克索利。这些朋友们耐心地阅读了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也给了我们开始直至完成该书所需要的鼓励。

我们也对其他家人和许多朋友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我们也感谢许多同事抽出他们宝贵的时间以他们独到的专业视角对本书提出他们的问题和观点，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以及综合平衡。他们包括：弗朗西丝·安德鲁斯，朱莉亚·贝利——塞雷斯，威尔·贝克，黛安娜·巴雷特，劳拉·巴特利，艾伦·贝内特，肯特·布拉福德，布尔特什，帕特里克·伯思，帕特里克·坎拉斯，戈登·康韦，道格·库克，乔·迪托马索，阿利基·德拉贡纳，布赖斯·福尔克，肖恩·费德，萨莉·福克斯，吉纳·弗雷弋西，保罗·热夫妇，瓦尔·吉丁斯，利兰·格利纳，克莱尔·格尔福曼，安妮·哈珀，苏珊·哈里森，约翰·希尔，保罗·霍姆斯，赞达·江，古德夫·库什，佩吉·勒莫克斯，雷切尔·朗，杰西卡·伦德伯格，帕梅拉·马蒂诺，克莱尔·玛松——盖夫曼，科拉·蒙塞，简·米勒，埃莉斯·彭达利，金尼·鲍尔斯，斯坦·鲁滨逊，帕特里夏·罗纳德，彼得·罗纳德，里克·罗纳德，罗伯特·罗纳德，鲁思·桑特，芭芭拉·沙尔，金·绍曼，阿利西亚·萨默斯，沙伦·斯特劳斯，布鲁斯·塔巴什尼克，贝丝·察兹克，艾伦·范·戴恩兹，艾利森·范·恩内纳曼，马克·范·霍恩，安德鲁·沃特豪斯，维多利亚·惠特沃斯，瓦莱丽·威廉森，许克农，徐霞，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罗纳德实验室和学生农场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成员。

最后，感谢克利夫和奥德丽在帮我们输入文稿时的耐心（如果这本书完成了，你们是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电脑面前的，对吧？）；感谢我们的父母朱莉和比尔·亚当查克、特丽希和罗伯特·罗纳德，没有他们的爱和宽容，这本书是不可能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该书所描述的人和事近于百分百真实。我们仅改变了些许名字，合并了几个事件，简化了部分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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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拉乌尔·亚当查克，从事有机农作物种植二十年。曾是美国福尔贝利农场的合伙人，那是一个占地150英亩的有机蔬菜私人农场，每周为超过500个用户提供箱装蔬菜。拉乌尔在三个高端农贸市场售出他的产品，也出售给旧金山湾区和萨克拉门托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作为加州有机农业认证机构（CCOF）的总裁和董事会成员，他还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有机认证的问题，并检查认证过上百家有机农场。他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国际农业发展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时他还研究昆虫学。他现在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农场工作，负责讲授有机生产方式，并管理着一个5英亩的市场菜园。

帕梅拉·罗纳德，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植物病理学教授。她研究基因在植物环境应答中的作用。她的工作大部分都集中在水稻这一为全世界50%的人提供主食的作物上。病害和淹涝都是亚洲和非洲水稻生产上的重大问题，她的实验室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获得抗病和耐淹涝水稻。她在美国里德学院获得生物学专业的理学学士学位；分别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植物生理学专业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她的论文发表在《科学》、《自然》杂志和其他学术期刊上，其科研成果也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法国世界报》、《大众机械》、美国国家公共广播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她是一九八四年的富布赖特奖金获得者；一九九九年的古根海姆奖金获得者；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提名二〇〇九年度生物技术人道主义奖；二〇〇八年，美国农业部为她和同事的耐淹涝水稻研究成果颁发了国家研究创新发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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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 种在中国泥河镇和美国加州戴维斯的水稻



啊，水稻，神圣的水稻，你的丰饶，你的尊贵，你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水稻；啊，神圣的水稻，我在这里把你种植，照看着你的子孙，你的后代，把他们传给下一代，传给年轻一代，代代相传，不拖沓，不偷懒，防病防灾；啊，水稻，请你一定要来看看你的子民。普朗加纳已赐福于你。请予救助，无厌倦，守责任。

1950年，东南亚婆罗洲的伊班农民向稻神帕迪祈祷时的祷告语。因为当地水稻未能茁壮成长，人们向生育之神普朗加纳祈求。

D. Freaman, Report on the Iban，1970.R.W.Hamilton, The Art of Rice: Spirit and Sustenance in Asia, 2003.

淹水稻田里的水已在上周排掉。我跋涉在稻田的泥里，水田向我光裸的脚趾传来丝丝凉意，头上的草帽遮住了戴维斯常有的炎炎夏日。田面潮湿，深色泥巴用力地拉着我的脚后跟，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很响的吮吸声。我的鞋子早就落在这稻田里，我也早已把它们抛之脑后。一只大蓝鹭在附近飞起，它的叫声惊起了一群小白鹭。今天，是水稻——这一比其他任何作物养育的人都多、历史也更久远的作物（Huke & Huke, 1990），把我吸引到了这里。

我已经不经常下田了，但今天不一样。今天上午，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许克农先生和他的妻子徐霞女士，要把一个重要的实验结果告诉我，我急切地想看到。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我们一直试图找出一个对水稻在淹水条件下存活起关键作用的基因。虽然科学探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每一个新的发现，每一点新的科学信息都让我们有种特别的满足感，它让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又近了一步。

试验田就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校园里，它坐落在450英里长的加州中央谷地。就像加州的许多水稻农场一样，田面已经进行过激光平整，确保稻田可被水淹到所需的深度，以便控制田间杂草。田间水位通过出水口和进水口来控制，一块稻田就像一个浅浅的浴缸，可以打开水龙头灌水也可以拔掉塞子放水。农民通过控制稻田水位来防控杂草。把杂草淹没在深水里，可以阻隔杂草获取用以维持呼吸和光合作用的空气和阳光，继而把杂草淹死。然而，这种方法并不是百分百有效。我看到一些水不是很深的田块里，正生气蓬勃地长着开着小花的伞状植物、白花的浮萍、稗草等各种各样的杂草。对于这样一些顽固杂草，农民通常用化学除草剂等办法来杀死它们。但是在有机种植上不能用这种方法，因为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因此主要还是靠灌水来控制杂草。问题在于，如果水稻秧苗被完全淹没的时间超过一个星期，它们就会死掉。因此，有机农户常常行走在杀死杂草和杀死水稻的一线之间。

干草和积水散发出来的刺鼻气味是中央山谷到了夏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让我想起了我和我的兄弟们在附近海岸山脉度过的一个个悠闲又充实的童年时光。那时，我们会用硬纸板做滑板在丘陵玩滑草，用塑料桶从废弃的井里捞蝌蚪。

当我们在泥泞里行走时，许克农跟我说起他那很不一样的童年。他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泥河，那是一个坐落在中国安徽省大别山东麓的小镇。安徽有许多地方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为水稻种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和我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个小砖房里。我家有十五只母鸡、五只公鸡、十五只鸭子、两头猪和十只鹅。我们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喂养这些禽畜，所以它们基本上是有什么吃什么，猪吃剩饭菜，家禽啄虫子和青菜，鸭子在附近的河里偶尔还能捕捉到小鱼。一旦这些禽畜长到足够大时，我们就把它们杀了吃，改善一下我们家那一日三餐都是米饭、米饭还是米饭的伙食。玩呢，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用手从当地的河里捕鱼，这条河会流入巢湖，再流过五六十英里后注入长江。”

村里的三十户人家都要集体参加水稻生产劳动。每天上学前，还有夏天，克农都要帮着务农。妇女们把秧苗插到水田里，她们弯腰弓背地紧贴着田面，确保插到田里的每株秧苗都完好，秧苗的根都插到了泥土里。之后，在整个水稻生长季节，人们要在稻田里辛苦地进行人工除草。工作很繁重，但必不可少。因为杂草会和水稻抢夺光照、水分和营养物质。秋天到了，男人会把沉甸甸的稻谷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或背或挑，到镇上卖掉。在那个年代，卡车和拖拉机还很少见。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国开展了以集体化农业和超速发展工业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数以千万的人死于饥荒。不过泥河镇的村民通常食物都还充足，因为他们是在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上耕种。但克农回忆起了一次例外。

“我记得在我村子里有个时期非常可怕。我大概六七岁时，山洪暴发，洪水从大别山上滚滚而下，淹没了刚插好秧苗的稻田，庄稼全被毁掉。我们家因为我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粮食还够吃。但是我邻居家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粮食不够吃，好多人饿得发慌。”

在泥河镇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特例——每年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估计有1500万公顷（相当于意大利国土面积的一半大小）的水稻田被洪水淹没。在孟加拉国的雨季，道路成了水路，人们用布、黄麻和竹子自制成小船穿行其中（Catling, 1992）。这些土地上大约生活着14000万人，其中7000万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美元，是世界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这里，水稻生产上的损失每年超过10亿美元（Herdt, 1991；Dey & Upadhyaya, 1996）。如果这一数字还不足以说明作物灾难性减产给人类带来的痛苦，那么请再看：在印度和孟加拉，每年因洪涝灾害损失400万吨稻谷，这些稻谷足以用来养活3000万人。

虽然水稻是唯一可耐受水淹的谷类作物，但如果淹没时间过长，大部分品种会被淹死，只有极少数例外。水稻育种家（通过在不同水稻品种之间进行基因混合和配对以改良培育新品系的科学家）对这些没被淹死的水稻品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印度的一个传统水稻品种FR13A便是其中之一。该水稻品种有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农艺性状——秧苗能耐受14天的淹涝。但是它产量很低，现在已经不再广泛种植。FR13A起源于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与孟加拉湾东部接壤。该区域散布着可追溯至十三世纪的印度教寺庙。今天，这里的大多数人仍在讲着古老的奥里亚语方言，很多人都是种植水稻的农户。五十多年来，育种家试图用FR13A做亲本，把耐淹涝性状引入亚洲其他地区稻农所青睐的高产、优质的品种中去，可让人失望的是，培育出来的新品种米质很差。育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哪些是需要的基因，或它们处在基因组中的什么位置，育种者不经意地引入了其他基因，致使该稻米整体质量被降低（专栏4）。

专栏4 基因和基因组

什么是基因？基因包含以脱氧核糖核酸（DNA）或核糖核酸（RNA）形式编码的遗传信息。DNA是一个由四种不同的含氮碱基（分别为腺嘌呤、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糖分子和磷酸分子组成的长链聚合物。每个基因编码一个蛋白质或相关家族成员蛋白。基因通过控制这些蛋白的表达决定了生物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主要特征。在水稻、人类等高等生物中，基因一般在一个被称为细胞核的细胞器中的染色体上的特定位置。

什么是基因组？水稻基因组中的基因有多少？基因组是生物体所具有或所包含的所有遗传信息或遗传物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国际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完成了水稻基因组序列的测定。他们用先进的计算机程序来扫描序列以鉴定候选基因。通过这种方法，大概鉴定了42000个基因。其中不少属于谷类作物专有基因。现代水稻遗传研究的目标之一，是确定每一个基因的功能，然后用这些信息来增进我们对基本生物学作用过程的理解，提高作物产量。

我、许克农和徐霞女士停下来看了看周围的稻田。长得像青草一样的禾叶在风中轻轻摇摆，仿佛它们是朋友，在举行欢迎我们的盛宴。对于农民来说，这样的情景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因为这意味着稻谷丰收指日可待。

“你们是怎么对水稻育种感兴趣的？”我问克农和徐霞。

“我们俩都想种水稻，”徐霞回答，“并且我们都想回到学校上学。”

克农说：“‘文革’期间，学校被关停，我们没有学习的机会。当学校大门再次打开时，农业是一个热门话题，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就读于安徽农业大学。那里也是我们相遇的地方。”

徐霞说：“我来自安徽北部，黄山附近的一个县城。那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以奇松、巧石、云海和温泉闻名于世。之后我们迁到武汉。克农在那里获得了农学硕士学位。我们的大儿子也在那里出生。同时那里也是我们认识从事水稻耐淹涝研究的戴夫·麦克希尔教授的地方。”

当时，戴夫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遗传学教授，是我的同事。他以在水稻育种上应用现代基因技术而出名。多年来，戴夫耐心地回答我在水稻育种和栽培上的问题，解释美国加州和亚洲稻农在生产上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来戴维斯分校之前，戴夫在位于印度伯登杰鲁的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工作过，之后又到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工作了十年。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戴夫的主要目标是培育新的水稻品种，以帮助贫困农民更好地应对淹涝、干旱、病害等各种农业问题。他想，如果能从FR13A分离出耐淹涝基因，育种家将能够精确地把它导入到不耐涝的水稻品种中去，这对亚洲和美国加州的农民都将大有帮助。

戴夫的远见和领导力把我、许克农和徐霞聚到了一起。一九九六年，在许克农和徐霞加入戴夫的实验室后，戴夫问我能否用我在水稻遗传学上的专长帮助他们鉴定FR13A的耐淹涝基因。两年内，许克农和徐霞已经把耐淹性状定位到了水稻染色体上一个非常小的区段（Xu et al., 2000）。应用计算机程序使我们能够预测在这个区段上的基因功能，其中一个基因令我们特别感兴趣。根据我们从其他植物上得到的关于此类基因的信息，我们推测，它可能是调节植物复杂功能的一个主开关。这就是说许克农和徐霞将能解开一个球，一个由42000根不同色调的丝线织成的球，从中抽出一条丝线，这条线跟其他交织，但又能把它们清楚地区分开来。跟纺织工不同的是，遗传学家不能简单看一下就确定手里的线就是他们想要的，他们需要把它编到另一“图样”上来进行测试——这一“图样”在这里通常为不耐淹涝的水稻植株（详细内容，参见图5）。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通过基因工程（GE）方法，把耐淹涝性状这条“丝线”放入不耐涝的水稻品种中去。我们想知道，这个基因的加入能不能使植物在淹涝条件下存活下来。

我和许克农跟着徐霞来到稻田。虽然她比我们俩矮得多，但我们都要快步走才能跟得上她。这里有她几个星期前移栽到大田的基因工程苗。

我们把这块稻田用水淹了两个多星期，然后在十天前排干水。走过稻田时，我们一路上看到只有个别水稻植株在淹水后幸存下来，而且都是些细弱无力的禾苗。这正是水稻被水淹后因缺乏所需的阳光和空气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这些植株看来也活不了多久。

我看到在远处有几行水稻顽强地生长在稻田里。徐霞告诉我，这些就是带有从印度品种那里得到的耐淹涝遗传信息的水稻植株。如果我们鉴定并转入的基因是正确无误的话，植株会在淹涝条件下存活一段时间并能恢复正常。我紧步赶了过去，弯下腰，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第一株水稻那亮绿的叶子。我的眼睛沿着这行水稻往前移，它们全都还活着，似乎这些水稻能够一直屏住呼吸，直到水被排走。这简直就像魔术一般。我看着徐霞和许克农，他们神采奕奕的，脸上洋溢着微笑，那是一种相信世上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美好的喜悦感。我们兴冲冲地回到实验室，急切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人，赤裸的脚上还带着泥巴呢。

我知道，如果不是这个共同编织的将古老的DNA丝线导入现代水稻品种的美好梦想，我怕是不会认识许克农和徐霞的。我们的工作代表了水稻这一在六千年前就开始在长江流域种植的作物的最新遗传改变（Huke & Huke, 1990）。从那时起，人类已经培育了成千上万个水稻品种。FR13A可能是奥里萨的农民选育出来的，因为它能够在那个地方的洪涝灾害中生存下来，然后一代传一代，就这样保留了下来。时至今日，它因为带有耐淹涝性状而变得尤为珍贵。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耐淹涝性状不仅奥里萨品种有，从斯里兰卡来的两个传统品种中也有。这仿佛在给我们讲述着僧伽罗人的祖先的故事。他们起源于奥里萨邦，两千五百年前带着这些珍贵的稻谷迁移到几千公里外的岛上。

也许作为遗传学家，我们做着一件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探索神圣而古老的秘密，并把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他人，而人们可能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新方式应用这些信息。耐淹涝基因现在已经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回到南亚。随着现代基因技术的应用（专栏5），戴夫和他的同事把这个基因导入适应南亚和东南亚生态条件的水稻品种中去（Xu et al., 2006）。新品种能耐受14天的淹涝，产量和米质与它们的亲本一样（图1）。孟加拉和印度的田间试验表明：近三年来，这些带有Sub1基因的水稻品种每年比常规品种能增产3到5倍。这些新改良的水稻品种将有助于减轻亚洲贫困农民家庭的痛苦。我们的研究团队也选育了适应美国加州生产条件的耐淹涝水稻品种，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本地的有机水稻种植业者和其他农户，可以不打除草剂除去杂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已经再一次将区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界限模糊了，同样变模糊的还有过去的农民与今天的农民、有机农业与转基因之间的界限。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农业还将继续发生改变，我们也会随之改变——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们的观念也一样会随着我们的工作以及那些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的人的变化而改变。




图1　耐淹涝水稻

图片为14天秧龄的水稻秧苗用水淹没14天，再过14天后所拍摄。左边的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具有很好生态适应性的不耐淹水稻亲本对照品种Swarna；在最右边的是一个耐淹涝水稻品系；中间的这两个品种是采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导入了耐淹涝Sub1基因的Swarna，除了Sub1基因外其余与亲本在遗传上相似（Xu et al., 2006）。

专栏5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水稻遗传改良

要实现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研究人员首先要鉴定出目标基因的遗传“指纹”图谱。然后用传统的植物育种方法把这两个品种杂交，把目标基因从一个品种导入到另一个品种，产生许多后代。育种家对这些后代进行鉴别，看哪些植株既带有想要的又没有不想要的遗传标记。如果没有遗传标记和以基因工程方法进行的功能鉴定，要想对复杂性状进行选择是非常困难的。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研究人员可以直接准确地找到带目标性状DNA的后代。虽然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也依赖于现代遗传技术，但由于它被认为是传统植物育种方法的延伸，因此在大多数国家比转基因更容易被接受。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对于FR13A项目具有很大帮助，因为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就可以筛选到最优品种，而不用把稻田淹没到4英尺深来看水稻杂交后代是否耐受淹涝，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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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什么要发展有机农业？



现在是七月初，我们的有机农业生产实践课程开始第一周课。刚早上九点，就已骄阳似火。我们的实训基地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园里，这是一个20英亩的通过认证的有机农场。我们班上有8名新生。这些经过戴维斯炎炎夏日考验的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将能辨识有机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异同，并将学习、掌握有机农业生产技术。

作为课程学习的入门引导，我带着学生到商品菜园走了一圈，让他们对有机食品有个直观认识。我们先来到了一行行的瓜苗之间，这里种着希旺、斯图茨至尊、深红甜等不同品种的西甜瓜。学生们在这里看到的可能是各色各样的品种，而我看到的则是更多要干的活。我们继续往前走。在那里，一些番茄苗已经被修剪和上架。一个个架子的第一层已经用线绑好，这样就可以支撑起不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夏天，学生们要把其余四层也都绑上，使果实在成熟时不会下沉到地面。到那时，用红的、黄的和紫的番茄做成的五彩比萨饼将是对他们辛勤工作的犒劳。地里另一头的苗床看起来像我奥尔加阿姨家的布艺家具似的。这是待收的罗勒，还盖着一层地膜，防止跳甲把叶片吃掉。我告诉大家，这里种的水果和蔬菜都会卖给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以及校园内学生经营的咖啡馆。最后，我们在一棵大无花果树下坐了下来。我准备在那里开始给我的学生们讲课。

我先是请大家品尝鲜美多汁的加州黑无花果。这种软得有点黏糊糊的果实，里面看起来好像有几百条红色短须。虽然是水果，但无花果实际上是一朵把自己内外倒转的花。以前有些从中东来的人访问农场时，我发现他们吃之前要把皮削掉。今天在这里，全班人都跟我一样，把无花果整个连皮吃掉。一班对着无花果狼吞虎咽的学生就像吃到蜂蜜的蜜蜂一样，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做好了听我讲课的准备。

学生们安静、舒适地坐着，开始集中注意力，于是我讲道：“有机农业是针对传统农业过度使用化学品，引发大量环境和健康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这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生物学的耕作方式’，因为它用的是有生命力的生物体，而不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传统农业，与之相反，是一种基于化学的耕作方式，因为许多传统农民都在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和肥料，这些化肥和农药在一九四〇年代后被普遍使用（专栏6）。传统农业的目标是获得大量的廉价食物。有机农业的目标是健康，包括土壤、作物、农民、环境，以及消费者的健康。”

凯蒂是学生中的一位，她一定是在我说话的时候注意到地里长着一些杂草，于是举手问道：“这听起来不错，可是不用除草剂怎么除去杂草呢？”

确实，杂草问题是有机农场生产管理上的一个难点。作物轮作、机械翻耕、在灌溉前和杂草结实前除草等，都是有机农场在减少杂草为害方面采用的种种措施。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才能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如果劳动力不足，杂草就成了麻烦问题。还有另一种更依靠工程技术而非生物学的策略，那就是土壤日光消毒。一九八〇年代，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克莱德·埃尔莫尔教授证实，在炎热的夏天用薄薄的透明塑料覆盖在潮湿的土壤上6周，可以杀死地表1.5英寸深度土壤里几乎所有的杂草种子（Elmore, 1997）。

我在胡萝卜这类对杂草竞争最敏感、除草也最费劳力的作物上用土壤日光消毒法。鉴于体验式学习（即学生通过自己体力劳作来学习理论知识）是这门课的教学风格之一，我要求同学们跟我回到热浪中，一是回答凯蒂提出的问题，二是学习掌握这种不用除草剂的杂草防除方法。

专栏6 农药种类

除草剂：杀死杂草

杀虫剂：杀死昆虫

杀真菌剂：杀死真菌

杀细菌剂：杀死细菌

杀线虫剂：杀死线虫

全球每年因杂草、害虫、细菌、线虫、真菌等农作物主要有害生物而造成的作物减产估算达40%。

我们今天的工作是把透明塑料薄膜盖在16个新翻耕的土壤潮湿的苗床上。我刚刚才去买的薄膜，不幸的是只能买到这种13英尺宽的。这个尺寸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因为苗床6英尺宽，装在拖拉机上的板也是6英尺宽。薄膜太宽了，我要把它们剪成两半。然而，薄膜的折叠实在太烦人了——这种折叠方式，需要把它展开来，这样非常耗时间，而且天气实在太热了。把一些薄膜剪开后，我试着把剪好的薄膜固定在拖拉机的爬犁板上。办法是我临时想的，但显然不奏效。加州明媚的阳光在展开的塑料薄膜反射下显得格外刺眼。我早已经大汗淋漓了，其他人也满头大汗的，我们很快就失去了耐心。

这时，一个叫李桑民的学生，冷静地看着我做着艰难的尝试。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你是指导老师，学生懂得比你少，经验也比你少，所以就算你说的办法考虑不周甚至有点疯狂，他们也只是照你说的去做。李桑民跟这些学生不一样。年轻学生一般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把有机农业看作传统农业的必要的生态替代方式。李桑民是传统种植业者，他最感兴趣的是有机农业生产的潜在利润。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一点也看不出来，看上去顶多四十五岁，工作起来就像三十五岁。他开有自己的公司——大金农场，种了数千英亩的亚洲瓜类和萝卜。他是农民，也是商人、诗人、教师和老船长。

正当我开始有点烦躁的时候，李桑民说：“你不用剪开两半，就直接用一整张。不要用机器。”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和我的学生一起把没剪开的薄膜拿出来，摊开，正好可以盖过两张苗床。我们每隔5英尺就铲土盖在薄膜边上，在沟中间再压几个土块，这样可以把水分保住。这样盖一张苗床大概用了10分钟。我们又用了十几分钟盖好另外两张苗床。一个小时内，我们已经盖好了10张苗床。现在可以进行下一个内容的学习了，我为我们的进度感到满意。

我把学生们带到有机温室，向他们示范播种技术。空气中有淡淡的鱼液肥料的气味，那是近日在苗床施放的肥料散发出来的。蒸发冷却器发出的强气流让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大声喊：“在育秧盘里播种比直接在地里播种好。如果让幼苗长在温室里，我们就可以给大田浇水，让田里的杂草萌发。在杂草还很小的时候，就进行浅耕，这样可以除掉杂草。当作物幼苗长到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移栽到大田，这样它们可以对杂草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虽然可以把种子用机器播在128孔托盘，但我还是让学生们用手播种。这样虽然慢一点，但可以有个思考的过程，便于稍后的交流。当我们把辣椒、番茄、罗勒和茄子种子播下去后，一些学生开始打破沉默提问了。李桑民，这位已经用了很多年化肥的学生，问道：“用化肥有什么错吗？哪些有机肥可用来代替化肥呢？”

我从植物生长发育对氮、磷、钾和钙、硫、镁及一些微量元素的需求讲起，来解答他这个问题。氮是构成DNA和蛋白质的基本元素，这对植物中几乎所有的生理生化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土壤氮含量过低会导致植物发育不良。磷也有许多作用，它是光合作用中光能向化学能（ATP）转换过程所必需的元素，并且在植物细胞信号传导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当植物感受到胁迫时，它用磷传递信号给细胞使其启动和部署防御机制。钾对于酶这一非常重要的生化控制因子的活性和在控制叶片气孔（孔状开口）开闭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传统农业中，给植物提供的一般是化学合成的肥料。而有机农业模式则是把植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先供给土壤，然后土壤中的微生物再“矿化”这些有机物质，使它们能被植物吸收。

我继续解释传统农业的农民如何用化石燃料生产合成的氮、磷、钾肥（指它们含有氮、磷、钾等元素）。合成一英亩玉米所需的氮、磷、钾肥所需的能量相当于30加仑汽油（Shapouri et al., 2004）。化肥的用量在过去50年里已经增长了40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攀升。能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必将严重地影响传统农业。近日，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在美国佐治亚州从事传统农业的一个农民抱怨，在过去的三年里，他在化肥上的支出已经上涨了48%。这使他在2006年的成本支出增加了54000美元（CBS, 2006年5月6日）。

有机农场生产使用的氮肥所消耗的能源较少，因为它主要来源于绿肥作物，而不是石化工业。绿肥作物是可以给土壤提供养分和有机质的植物。如紫云英和蚕豆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两种绿肥作物。通常在秋天种，到春天把它们翻耕到下面。这些植物属于豆科植物，和生活在土壤中的部分细菌有一种共生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关系可以将空气中的氮气固定下来转换为植物可以利用的另一种形式。每英亩豆科绿肥作物可以为土壤增加多达150磅的氮，这已经足以满足各种夏季蔬菜作物的生长所需。我们也可以在夏季种植如豇豆等豆类植物，为冬季作物提供所需的氮。在戴维斯附近农场完成的绿肥试验表明，冬季种植绿肥作物紫云英的田块比施用化肥的田块能源使用减少46%至67%（Klein, 1989）。

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和生态学教授大卫·皮门特尔分析了历时二十二年完成的有机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比较试验结果。该研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罗代尔研究所完成。他的结论是，有机农业生产获得与传统农业相同产量的玉米和大豆，能源使用可以减少30％（Pimentel, 2005）。瑞士弗里克的有机农业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发现，有机农业系统虽然产量较低，但能量输入大约只有常规农业系统的一半，并且减少了97%的农药用量（Maeder et al., 2002）。

但是，降低能源消耗仅仅是这个精彩故事的一部分。化学合成的氮、磷、钾肥易溶于水，这易于让植物利用。但土壤中没被植物吸收利用的化学合成肥料很容易流失，或进入径流或进入地下水。这样容易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湖泊和河流等水系营养过剩，造成藻类大量繁殖，消耗掉大量氧气，导致大量鱼类和贝类死亡。每年夏天，由于上游数千英亩农田排出高浓度的氮和磷，在密西西比河口形成了一个6000平方英里的死亡区（Texas A&M University News, 2005年4月6日）。有机农场的硝酸盐淋失比传统农场减少了4.4至5.6倍（Kramer et al., 2006）。这是因为在有机农场，大部分氮都被束缚在有机分子内，在土壤微生物和蚯蚓把它们分解后才变成植物可用的水溶性离子。

“绿肥作物是不错，可是种它们没钱赚啊。”李桑民突然说。所有的学生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感到吃惊，看了一眼桑民，“确实，当绿肥作物种在田里时，赚钱的粮食作物不能生长在同一个空间。然而，绿肥作物也担当其他重要的角色。它们还有抑制杂草生长和控制害虫种群数量的作用（当绿肥作物不是粮食作物害虫的寄主时），并增加了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增加的有机质可增强土壤微生物的活力和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所以种植绿肥作物也可以赚钱，只不过是以间接的方式。”

同时，与绿肥作物轮作也有助于减少害虫、线虫、杂草和植物病原菌等的为害。如果不轮作，种植业者很可能要面临一个或多个有害生物防治问题。传统种植业者可以用农药而非轮作来防治这些病虫害。因此，我们需要在作物产量（种植绿肥作物期间）和农药用量（即能维持较高产量水平，但可能对环境有负面影响没有直接产出）之间进行选择，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从长远来看，害虫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农民可能因为一种作物不再适宜在该地区种植而被迫实施“轮作”。

另一名学生吉姆，一边把种子播在托盘上一边在思考，他问道：“氮、磷、钾肥中的磷和钾又怎么来解决呢？毕竟绿肥作物只是提供了氮，那么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如何获得磷、钾等多种营养成分呢？”我的回答是“堆肥”，这是另外一种重要的有机肥料。“等一下让我们出去走走，一起到肥堆那里看看吧。”我说。

大家用了不少时间把种播完，收拾好他们的水壶和笔记本，便往堆肥的地方走去。那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暗棕色大肥堆。

“这就是堆肥，”我说，“当我们把动、植物废料混合堆放在有空气、水和微生物的环境下，就获得了这堆由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组成的黑黑的腐烂物质，其中有一些是可以被植物立即吸收利用的形式，一些必须经由土壤微生物进一步分解。在分解过程中，肥堆中心的温度需要在54至77摄氏度之间，这样可以杀死杂草种子以及植物和动物病原体。华旗·戴维正在把肥堆翻过来，这样一来所有的材料都经过了肥堆中心的高温处理。”

戴维是一名经受过培训的学生员工，能驾驶拖拉机和操作堆肥。他慢慢地把带刀片的旋转大圆筒放进堆肥。拖拉机继续往前推，转筒把分解了的有机物疯狂地往盖在上面的金属屋顶抛去。堆肥翻转的过程是很好玩的，热气腾腾的堆肥一次又一次地被扔到半空，我的学生们对此百看不厌。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戴维会把肥堆再翻动几次，以确保所有的材料都经过了高温处理和充分堆沤。

当蒸汽消散，拖拉机开回到车库后，我继续我的讲解，“堆肥是很好的氮、磷、钾肥和多种微量元素的来源。如果每英亩施用1000磅（约5吨）的堆肥，您将给土壤新增100至200磅的氮、30至150磅的磷、200至300磅的钾。由于这些营养物质以有机分子的方式结合，它们将会被缓慢释放。比如，氮在第一年大约释放15%，剩下的在随后几年释放（Van Horn, 1995）。这是从传统农业转换到有机农业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的原因之一。因为要在土壤中累积建立起足量的有机物质供应，以高比率释放出满足植物生长需求的营养物质，需要一定的时间。”

最近，我们在学校农场检测了土壤的肥力水平。经过多年的堆肥施用后，我们发现土壤中的磷和钾已经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我们意识到，现在可以少用一些堆肥了，重点是要通过种植绿肥作物等方法来提高土壤含氮量。我们也用羽毛粉、血粉以及鸡粪或鸟粪等各种动物粪便做成有机肥料。许多有机种植者使用这些浓缩肥料，因为它们含氮量高而且不少是植物可直接利用的。动物粪便尽管不会给土壤增加多少有机质，但它们容易施用，可作为绿肥或堆肥的有益补充。

堆肥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它含有的微生物能抑制土传病害（Hoitink & Grebus, 1994；Lumsden et al., 1983）。“抑制”不意味着消除，但堆肥确实对减少土传病害有所帮助。堆肥和绿肥作物也有利于减少水土流失。绿肥作物的叶子有助于保护土壤免受雨水和风力侵蚀的影响，堆肥中的腐殖质颗粒对保持土壤结构有很好的作用。对于传统农场，在非生产季节，田间通常也要喷洒除草剂以保持无杂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含量下降，意味着能使土壤颗粒聚合在一起的“胶水”减少。土壤变得脆弱，易被侵蚀。一场大雨对农场土壤的侵蚀就好似对光秃秃的山坡土壤的侵蚀一样，水流带着土壤，也带着土壤里的营养物质和农药，流到其他地方去——常常是流到一个并不需要它们的地方，比如附近的溪流中。土壤侵蚀造成土壤营养成分和表土的流失、河流的沉积、营养物质和农药对河道的污染等问题。美国每年因此流失掉近18万亿吨耕地土壤（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2006）。

在学生农场，我们用农业废弃物和一些咖啡馆及校园食堂餐厨垃圾来制作堆肥。那些曾经要进入垃圾填埋场的有机废弃物，现在被回收利用，作为堆肥进入农场，为农作物提供养分。

把拖拉机停放好后，戴维回来了，他告诉我们：“有个事我一直在担心。我当然希望看到有机农场的数量越来越多。但问题是随着有机农场数量的增多，对有机氮和其他营养物质等有机肥料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如果我们的堆肥不够用怎么办？”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特聘教授瓦茨拉夫·斯米尔也对有机农业有过类似的批评，说是绿肥作物和牲畜粪便提供的氮并不足以为世界耕地提供全部肥料（Gewin, 2004）。我回答说，“幸运的是，谁也没有必要一下子为全世界找到所需的有机肥。第一步是要把现有的动物粪便送回到农场利用。”我们的现代农业系统是集约化生产的典型代表。超大规模的动物集约化饲养（CAFO）产生大量的有毒动物粪便废弃物，难以运送到农场耕地上进行回收利用。有机农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动物们回到农场，使得它们的粪便可以制作堆肥，就地充分利用。虽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牛、马、猪、羊、鸡等养殖场里成吨的粪便已被我们拿来做堆肥，但我们仍然未能将动物养殖整合到我们学生农场的作物种植系统中去。然而，在许多有机农场已经把作物和动物集成在一个农场里进行混合种养了。除了把农家肥保留在农场外，混合种养也可以让饲养动物在农场收获后食用作物残渣。动物和农作物给农民带来了多重收入，并且降低了农民要承担的经济风险。当然，同时进行动物和作物管理是富有挑战性的，还可能会减少农民的休闲时间。

农民也可以在农业上使用城市绿化废弃物做成的堆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要求，送往垃圾堆填场的废弃物要减少50%。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把城市绿化废弃物做成堆肥。在当地就有一个制作绿化垃圾堆肥的成功例子。位于美国加州莫德斯托的格罗弗景观服务公司，每天把1000吨绿化垃圾做成堆肥，然后卖给农民（Goldstein, 2005）。如果全国都把绿化垃圾做成堆肥，就可以作为禽畜粪便堆肥的补充，让更多的土地能进行有机种植。

如果很多年后，全美国所有的动物粪便和城市绿化废弃物都被用到农业上，而我们仍然缺少肥料，那就是我们应当改造美国城市管道的时候了，通过改造，使人类产生的废弃物能被回收利用在农场上，而不是成为下水道污水。前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司司长F.H. 金在他的《四千年来的农夫》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农民如何将人类废弃物送回到耕地的行为方式，并称赞其为长期生态农业的一个典范（King, 1911）。因为美国目前的下水道污泥已被镉、锌、铜等污染，按照美国农业部的有机标准是禁止在有机农业上使用的。在偶尔还有苍蝇嗡嗡飞过的环境里谈完粪便和下水道污泥后，已经到了午饭时间。“饿了没？”

星期一和星期四是农场的“采摘”日。从七月到十月，每个星期我们都要采收甜玉米。今天，桑民和吉姆跟我一起采摘甜玉米，其他学生去采摘蔬菜。我告诉他们怎么摸一根成熟的玉米棒是不是已经籽粒饱满。更多时候他们会摸到被谷实夜蛾吃过后留下的缺孔。谷实夜蛾把卵产在玉米穗上伸出来的玉米须上。当幼虫孵化出来后，它们爬到穗尖开始取食玉米果穗。我们撕开几个玉米棒子后就看到几只长得肥肥大大的幼虫，因为甜美盛宴受到了打扰，它们正扭动着肥硕的身躯。虽然刚开始时发生的数量还不是太多，可是种到后面就很难看了。穗尖已被虫粪弄得黑黑的，实在令人大倒胃口，我们的客户一般把它切掉。我把谷实夜蛾当作不喷洒杀虫剂这一好处的交换条件，这是有机农民和消费者都可以接受的，而且认为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以合理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李桑民很不以为然，说：“你还是用农药的好，农药很有效。”我让大家停下手头的活，聚拢在树荫下，开始了我的再次讲解。

我从大型传统农场种植单一作物和大量施用氮、磷、钾肥，让农场成为作物害虫取食为害和繁殖的理想场所开始讲起。这些农场为害虫提供了富足的食料来源，但害虫的捕食性天敌或寄生性天敌却缺少栖息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害虫种群迅速增长，需要大量使用杀虫剂就不足为奇了。仅在加州，二〇〇四年一年就用掉了18000万磅的农药。尽管科学家和政府为减少农药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加州的农药使用量仍在逐年上升。农药监管部门发出了要转用低毒农药的文件，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数百万磅的剧毒物质，如一些土壤熏蒸剂，仍然被用在数千英亩的耕地上（Department of Pesticide Regulation News Release, 2006）。二〇〇四年，在草莓上使用了超过950万磅的农药，其中包括超过300万磅的溴甲烷，这是一种在很多国家都被禁用的损耗臭氧的有毒化学品（PUR, 2004a）。我们都喜欢吃草莓，但草莓上的农药用得不是一般的多。众所周知，棉花已经是农药的重灾区了，但28000英亩草莓比780000英亩棉花用的农药还要多（PUR, 2004b）。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传统草莓种植户不进行轮作。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地方种植草莓这一利润丰厚的作物。把900万磅重的毒投到环境中，换来高产、鲜红、有时也甜但通常都不太美味的水果，真的值得吗？有机农业的解决方案是，把草莓与其他作物如花椰菜或绿肥作物等进行轮作，以及用抗病草莓品种等。通过应用这些替代性的有害生物防治办法，有机草莓的产量是常规生产的65%至89%，但是有机草莓的售价高出常规50%至100%。较高的售价足以弥补产量较低的不足（US EPA, 1996）。

“草莓可是我特别喜欢的水果呢，”吉姆说，“被喷了农药真的很要紧吗？”

“问得好，”我回答他，“一项研究评估，在美国，每年因农药引发的癌症新病例达10000个，致使鸟类死亡7000万只（Pimentel et al., 1993）。农场工人的前列腺癌风险增加与溴甲烷相关（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2003）；非霍奇金淋巴瘤增加了2至8倍，这跟2, 4—D除草剂有关（Zahm & Blair, 1992）。还有一项在二〇〇一年进行的有14万多人参与的跟踪调查研究表明，那些在一九八二年以前曾经接触过杀虫剂或除草剂的人群，在最初接触的10至20年后患有帕金森氏病的比例比未接触人群高70%（Ascherio et al., 2006），因此，农田农药暴露的风险问题很严重。”

“那么食物上的农药残留呢？”吉姆打断了我对种种癌症风险的罗列，“传统农业生产的食品也有致癌风险吗？”

这应该是很多消费者关心的一个问题。传统农业生产的农产品，其农药残留量通常是有机生产的3到5倍（Baker et al., 2002）。此外，还发现这些残留物能进入人体。例如，研究人员发现，2至5岁儿童食用传统农业生产的食品，他们尿液中有机磷杀虫剂代谢物含量的平均水平比那些主要食用有机食品儿童的高出9倍（Curl et al., 2003）。我对吉姆解释，尽管有上述这些数据，但传统方法种植的农药残留通常远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制定的残留容许量，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极低水平的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不过，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尽量避免购买喷过农药的农产品。

在讲课结束前，我又补充道：“即使我们现在用的化学合成农药越来越多，害虫数量仍然不比一九四〇年代我们刚开始用有机合成农药的时候少。这是因为害虫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在农药处理过后存活下来的害虫能够继续生长和大量繁殖。一九九一年，已经有超过500种昆虫和螨类、270种杂草和150种植物病原菌有抗药性的研究记录（Bellinger, 1996）。”

在听完这些又长又令人沮丧的人工合成化学物质的毒性作用后，班上的学生有些茫然了。先休息一下吧。吃了点东西、喝了点饮料后，他们回来继续学习有机农业如何防治病虫害。

“有机农业防治病虫害更注重综合防治，与传统农业使用农药的方法有很大不同。”我解释道，“农民先要了解农田生态系统，了解昆虫（包括害虫和益虫）的生活史。农民可以对农场进行设计，使害虫种群数量最小化。这可以从作物的多样性开始，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护益虫、捕食性鸟类、动物等不同群体的栖息地。然而，单是多样性本身并不能解决农业有害生物问题，所以，有机农民也要用遗传育种、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多种方法来进行控制，也会用到天然药物等多种物质。对于许多害虫，我们的瓢虫、草蛉、食蚜蝇和各种寄生蜂等来自自然界的生物控制，效果就已经很好了，好到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至少对大多数作物来说是这样。”

在我说话时，桑民一直耐心地站在一旁，一袋甜玉米就放在他的脚边，他问：“那为什么综合防治对甜玉米不管用呢？”

我回答说：“一般的控制措施，如轮作等，对谷实夜蛾是没有用的。因为谷实夜蛾是杂食性害虫，几乎任何一种我们轮作的作物它都吃，比如番茄、豆角、生菜，等等。它的成虫又能够飞走，防治起来非常困难。我曾尝试在玉米地释放赤眼蜂，但起到的防治效果有限，跟付出的成本和精力完全不成正比。抗性育种的方法也不行，因为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还没找到一个抗谷实夜蛾的玉米基因。”

“你能喷些有机的东西吗？”吉姆问。

我回答：“苏云金芽孢杆菌的Bt毒素可以杀死谷实夜蛾，但喷洒的毒素触不到已经爬进玉米穗里的幼虫。”

“苏云金芽孢杆菌是什么？”凯蒂插言道。

“苏云金芽孢杆菌是一种可以产生被称为Bt毒素的细菌，这种毒素能杀死特定范围内的蛾、蝶类害虫。在一九二〇年代，法国农民开始第一次使用苏云金芽孢杆菌，但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开始在法国进行商业化应用。美国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才开始应用的。到今天，苏云金芽孢杆菌已经可以用工业化生产设施来培养，且无论液体或粉末都有销售，通常还会加入一些添加剂，使它的流动性更好，混合得更均匀。把苏云金芽孢杆菌加水稀释后，喷施在生产大田里。当蛾、蝶类幼虫吃了以孢子形式存在的细菌和毒素后，毒素会破坏幼虫的肠道壁，孢子和其他肠道细菌侵入幼虫体内把幼虫杀死。这种方法就是生物防治的一个例子，即用活的生物来进行病虫害的防治。”

令人遗憾的是，Bt毒素对谷实夜蛾并没有很好的控制效果，因此这种害虫在有机农场难以防治。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还在不断努力，希望能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有机解决方案。我近日了解到，用一个特殊装置把植物油和Bt毒素注射到每个穗里，效果非常好，而且也不算特别费时（Diver et al., 2001）。我迫不及待地想试用一下这项技术。

在走回包装棚的路上，我们经过农场的一块荒地。这片荒地是另一种虫害问题造成的。这里没有种植任何作物，因为有小蜈蚣，这是一种类似蜈蚣、马陆的节肢动物。这些1/4英寸长、24条腿的白色害虫用有机管理很难防控。在一般情况下，被小蜈蚣虫蛀后会在一相对较小区域内出现发育不良的植株。有时，这种有害生物出没的整个地区的作物都被彻底摧毁。我们学生农场的受灾区每年扩大约10到20英尺。在学生农场，我们已经用了水淹、非寄主作物轮作、土地休耕、机械破坏土壤等办法来试图控制小蜈蚣，但没有一种办法行之有效。传统的种植业者是怎么控制这种害虫的呢？他们使用溴甲烷等剧毒物质。很显然，有机和常规种植都急需新的防治措施。

时间到了七月末的一天，加州的阳光依旧灿烂，全班在瓜田锄草。这片早春种植的瓜畦没有经过日光曝晒，杂草长得比我预想的更繁茂。桑民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他的种瓜经验。他指着瓜藤开始蔓延的西瓜说：“这可不是种瓜的最好方式。您应该把瓜苗修剪成4条茎，每条茎40厘米之内的花全掐掉。要不，难有好瓜。”

“嗯，”我回应，“可是我还没见过有人这么做呢。”

他继续说，“植物就像年轻的小姑娘。你不能让她在还太年轻的时候就‘怀孕’，这样结出来的果实不好，太小了。”

“说实在的，”我回答说，“在这里也有很多人种瓜，可是都没有人这么做啊。”

桑民仍然没有放弃，“如果你修剪，瓜可以长得更大，而且可以一次收完。我们每英亩瓜田可以摘满四个集装箱，而且大小适中，很多人都喜欢买我们的瓜。”

我不得不屈服于这位瓜大师，“教教我们吧，桑民。告诉我们该怎么修剪瓜苗吧。”他弯下腰，挑起一条瓜藤，示范了如何去花和选藤。等我们都明白了，我们开始修剪瓜苗，做了半畦当试验。

完成修剪后，仍然还有三畦瓜田的草要锄。偶尔会碰到一些很喜欢锄草的学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对于我来说，锄草是工作所需，我可以在脑子不用想事情的状态下把它做了，但我并不期待去做锄草这件事。然而，就像在盘里播种一样，它是一个很好的相互了解、回答问题的说话时间。在我们继续给瓜田锄草时，桑民问道：“有机食品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会不会太高了呢？”

桑民对我们课程的生产实践部分并不那么感兴趣，他想的是能有大量产品来卖，这样可以有钱赚。“确实，很多有机农产品卖得比传统的要贵，”我回答，“六月份，戴维斯食品合作社的有机苹果为2.99美元一磅，而普通苹果只要1.19美元一磅。有机胡萝卜是0.99美元一磅，而普通胡萝卜是0.59美元。即便这样，美国和欧洲还是有许多消费者愿意为有机食品买单。他们买的其实是一个更清洁的环境，因为有机农业减少了化学合成的农药和化肥对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他们买的也是农药残留极大降低，而抗氧化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含量可能提高了的农产品（Asami et al., 2003）。一句话，他们买的是健康。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表明，这是他们可能会从有机产品那里获得的（Asami et al., 2003）。考虑到环境效益、对农场工人健康的益处，以及可能更高的营养价值，价格似乎略高的有机农产品仍然超级合算。因为，选择有机农业的人们不用为有毒农药和化肥带来的环境成本买单，从长远来看这种成本最终可能会高得让我们承受不起。”

我继续解释，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从事有机农业的小型企业，他们之所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的市场直接面对消费者，无论他们是在农贸市场、农庄，还是通过订购服务（简称为CSA，即社区支持型农业）。直销模式没有中间商，这意味着农民能从销售中得到的收入更多。当然，消费者也可以从直接销售中得到好处。无论是我在福尔贝利农场还是在学生农场，我们的直销市场价格都低于零售价格。此外，农民在直接销售时可以自己决定价格。戴维斯附近一个有机农场的一名员工通过与此相关的研究获得了她的MBA学位。作为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内容，她分析了农场产品销售的净回报率。她发现，无论是在CSA还是在农贸市场销售，农场的净收益率约40%，而零售商的净收益率为3.5%，批发商则在赔钱（Legarre et al., 2001）。我希望桑民还看到农场直接销售可以带来的额外利益：建立起支持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社区。对于桑民，我看他在农贸市场会卖得很好，他巧舌如簧，很会打动客户去买他那漂亮的瓜。但要说服他直接到农贸市场做销售，我想应该有一定难度。

幸运的是，对于桑民来说，批发销售似乎有更多运作和获利的机会。我建议桑民到戴维斯当地超市的有机食品部去看看。在那里，他会看到各种有机的农产品、奶制品，以及种类繁多的加工食品，如麦片、面酱、面包、甜点等。特别是加工产品推动了有机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加利福尼亚州的超市从几乎没有有机产品到现在有大量的有机产品摆放在他们的货架上。大农场可以从批发给大型企业中获利，他们也都越来越希望能在高效农业中分到一杯羹。在企业层面，有相当多的有机食品企业进行了整合。许多熟悉的“有机”品牌现在已为大型企业所拥有（Weeks, 2006）。例如，天然谷物生产商“回归自然”公司于2004年被卡夫食品公司旗下的博卡汉堡股份有限公司买下。卡夫是奥驰亚集团的附属公司，该集团还拥有菲利普莫里斯国际集团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卷烟制造商之一。这也仅仅是很多大公司购买小有机食品公司中的一例。

现在，即使像沃尔玛这样的全国最大食品零售商之一，也在销售有机产品，并声称要让它们走入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Warner, 2006）。随着沃尔玛的绿色化行动，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预计将显著增加——过去十年中，它以每年15%的速度快速增长。一方面，这一决策将有助于扩大有机种植的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和农药、化肥的使用，也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另一方面，有人担心这种扩张可能导致有机农业的内涵和行业准则的淡化。例如，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区研究系的朱莉·古斯曼教授认为，追逐有机商品细分市场丰厚利润的农业企业，有许多已经背离了有机农业的农学和市场惯例（Guthman, 2004）。作家兼记者迈克尔·波伦在他的畅销书《杂食者的困境》里讨论了这一问题。在参观完“大地”农场（一家在加州销售有机新鲜沙拉的大企业）后，迈克尔·波伦说，“我开始觉得我不再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这个我几十年来在全国各地都一直信奉的词——我说的，当然，就是指‘有机’这个词……一盒沙拉五天后在离这里3000英里外的全食超市出售，还能从真正意义上说是有机的吗？如果一个四处游荡的塑料盒子配得起这个名称的话，那么我们或许该找另一个词来形容第一个用‘有机’这个词的人的脑子里想的，那种食物产业链要短得多、少得多的有机。”（Pollan, 2006）

我想的比较务实。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初，当有机农民和活跃分子在思忖有机农业“成功”时的样子，多数人一致认为，那将是主流超市都提供有机蔬菜及有机加工产品。这种境况意味着，有机农业已经改变了世界，而且那将是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如果小的有机种植业者不能满足所需，超市就会向产业化经营的大企业购买。大型种植企业也必须遵循跟大家同样的有机标准，那么就会产生整体环境效应。有机食品系统可以同时运行两种生产和销售模式——本地小企业和大型工业化企业。前一种可满足喜欢在农贸市场、社区农场或“自摘”农场购买的人群的需求，而后一种则适合在超市购买有机食品的大众群体。

假如这些大型种植业者的出现降低了有机产品的批发价格，使较小规模的种植业者更难以在批发市场中获利，我也不认为这就是灾难。第一，总是会有市场让较小的种植业者直接销售他们的有机产品，因为还有很多消费者希望购买当地产品以支持他们的社区，并得到最新鲜的产品；第二，营销商如全食超市认识到，本土化是有机食品销售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前往加州米尔山谷的帕梅兄弟家拜访的途中，我曾走进全食超市商店，惊讶地看到整个商店密密麻麻地挂着“本地种植”的标签。在这里，“本地”的意思是指半径约为100英里内，但这总好过工业化产品通常要运送的1000至1500英里。

桑民的农场经营业务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当地的有机农产品市场有限。想要发展有机产业，他需要进入竞争日益激烈的美国有机批发市场。然而，考虑到墨西哥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较低，他仍然能够获得成功。加大戴维斯分校的农业经济学家史蒂芬·布兰克预计，美国的大部分农业生产将向海外转移，就像我们的制造业已经转移了一样（Blank, 1998）。也许桑民会成为未来有机农户的模范！虽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我还是更倾向于买本地产品。

锄草已经累得我腰酸背疼了，而且随着早晨时光的流逝，天气已经变得越来越热。我准备让问题到此为止，好停止劳作。但同学们还有一个问题：“有机农业的产量能跟传统农业一样吗？”

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它取决于作物、地方、农民、品种、轮作作物，以及是否种植绿肥作物等诸多因素。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和教育中心主任比尔·李伯哈特，在一九九〇年代进行了有机农业测产，结果表明，有机玉米产量是传统玉米的94%，有机大豆产量是传统的94%，有机小麦产量是传统的97%。对于加工番茄，经过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14年的比较研究，他发现番茄有机和传统生产在产量上没有显著差异（Liebhardt, 2001）。其他研究各有不同结果。欧洲的一个研究发现，将小麦、马铃薯、三叶草等三种作物进行轮作，有机小麦的产量是常规的90%，有机马铃薯的产量为常规的58%～66%，有机三叶草的产量与常规类似（Maeder et al., 2002）。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场进行的长期研究表明，经过与玉米、番茄的九年轮作后，有机玉米的产量为常规的66%，有机番茄的产量在统计学上和常规的没有显著差异（Denision et al., 2004）。

虽然这些研究结果可能由于不同原因受到争议，但据我观察这些有机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机系统研究中可供利用的矿化氮往往较少。因此，产量受氮肥影响大的作物，比如玉米，就可能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在常规农业系统中表现得更好。当氮肥的影响被其他不同的生长因子所掩盖时，情况又不一样。例如，在干旱年份，罗代尔研究农场的有机玉米比常规玉米增产（Pimentel et al., 2005）。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传统农业产量的增加是不是以加重了化肥和农药的污染为代价。

对于我在加州种植或认证的作物，如果有机种植业主（包括我自己）把工作做好了的话，有机农场的产量是可以与传统农业相当的。这些工作包括控制杂草、提供充足养分、种植同类品种、不发生任何严重的病虫害问题等。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加州的有机水稻生产往往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杂草问题，可能减产30%～50%。但有机水稻种植业者能接受较低的收益率，因为他们在杂草、害虫和病害控制上的投入与传统农业系统相比是非常低的。有机系统的净利润通常还更高，因为有机大米的价格居高不下，而考虑到生产成本，传统大米的价格几乎没有上涨。不过，仍然急待有更好的方法来控制杂草，使有机水稻的产量与常规水稻相当。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这将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

正如桑民在前面提到的，种了绿肥作物的地方就不能同时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可以视为以短期的产量减少换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正在除草的学生们停了下来，抬头看着我，努力理解有机和传统农业产量比较的复杂性。我觉得有必要对此问题做个清晰的总结。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告诉他们，掌握熟练技能的农民用最好的有机农业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高产。如果本课程的目的是让这些学生完全获得能实现这一理想的知识和技能，我想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锄完草后，瓜苗看起来像刚被糟蹋过似的。几天后，它们将长出新藤和新叶，把我们今天上午在大热天下劳作过的证据藏匿起来。

几个星期后，夏天和我们的课程都快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去看了瓜苗修剪试验结果。用李桑民的方法种出来的瓜比较大、味美甘甜（但也比我们没有修剪的瓜要迟熟）。我们分享了这些瓜。我感谢我的学生们抽出时间来学习并将他们的知识和我分享。这些学生毕业后将奔赴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有的已成为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有的在海外从事农业开发工作，有的在美国食物银行工作，有的在州或联邦农业机构工作，还有的在当地食品合作社工作。他们都在为可持续的农业系统做贡献。

几个星期后（九月初），课程结束了，我把透明的塑料薄膜从苗床上拿掉。之前我们花在除草上的计划、资源和时间都相当多，所以我要把苗床种得尽可能稠密些。我把胡萝卜种子放进学生农场的两台斯坦翰带式播种机里。这种机器带有特殊的装置，能把甜菜种子在中间单独播成一行。我在每张苗床种六行胡萝卜和一行甜菜，种了四张苗床，想着46000棵胡萝卜和近8000棵甜菜应该够我们每周卖60筐的量了。种好后，我把洒水装置打开，今天开6个小时，之后每隔一天开几个小时，直到胡萝卜和甜菜种子发芽为止。10天后种子发芽了，看起来还不错。我们继续每周进行浇灌，直到秋雨到来。感恩节前，我们开始收获我们的第一批胡萝卜，它们都很脆、很甜，长得也还不错。我们没花一分钟在苗床除草上。




三 有机农业技术



确实，需要有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在这些办法中，一些已经付诸应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外一些正处于实验室试验的阶段，此外还有一些只是作为一个设想存在于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的头脑之中，在等待时机投入试验。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基于生物学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对昆虫进行控制是基于对生物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的理解。在生命学广袤的领域中，各种有代表性的专家——昆虫学家、病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都正在将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创造性灵感贡献给一个新兴科学——生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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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把裤子穿上，准备去上班。帕梅从卧室看过来，她那不怎么锐利的眼睛不知何故立即发现似乎有什么不妥。“你的裤子是有个洞吗？”我往下一看，果不其然，左边大腿那里鼓鼓囊囊的，口袋里的瑞士军刀的确把裤子穿了一个洞，洞都到裤腿了。我并不惊讶，因为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这把小刀。

作为一名工具制造者和刀具用户，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能决定哪一款瑞士军刀是我最适用的。我认为这样一把刀必须至少包含剪刀、开塞钻、镊子、螺丝刀、锯子、开瓶器，当然还得有刀片。瑞士军刀猎人增强版以最小的重量符合上述清单。当我拥有了瑞士冠军刀后，它不单有上述的一切，还外加一个放大镜、钳子、笔和其他三十个功能。但当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常常会有人笑。我平时用猎人增强版凑合，因为只是偶尔要用钳子和笔。

我走过大厅，进了厨房，准备吃早餐。我不知道麦片食品公司到底怎么想的，但大多数成年男性都不能打开麦片的密封袋。超人应该能，但通常会爆得满屋子都是。我年轻时又拉又撕的，现在用瑞士军刀上的剪刀，可以很轻易地一剪就开。

吃饱后，我端着杯茶，往门口走。在我和帕梅亲吻和拥抱的时候，孩子们欢快地出来了。我还没出门。六岁的克利夫下午有一场足球比赛，希望我帮他找到并替他穿上球服。但他先把手指伸出来说：“爸爸，教练说我的指甲必须要剪，要不就不能踢球了。”我抓住他战战兢兢的小手指，用瑞士军刀上的剪刀咔咔地剪了起来。他小心地保持不动，还好没有剪出血。这时，四岁的奥德丽哭了起来。她在穿衣服，但是裤子没有裤带。我在衣柜里找了条裤带，那是她表姐给她的，但是太长了——长了大约8英寸。量着她那四岁的腰，我用瑞士军刀上的锥子做了个新的洞，然后再次用剪刀咔嚓咔嚓，把裤带剪到合适的长度。奥德丽消停了，我迟到了。

我到达农场，打开包装工棚的门，在大桌子上放上订购我们有机农产品的31个空筐。我看到墙上白板上列着今天要摘的农产品：红色俄罗斯羽衣甘蓝、菠菜、萝卜、宽叶莴苣、胡桃南瓜、红薯、茄子、辣椒、芝麻菜、生菜和南瓜。初秋是一年里的丰收季节，以暖季与冷季型蔬菜的重叠为特征。

等学生们陆续到齐后，我把他们带到采收列表前。“嘿，德里克，你和摩根今天早上采摘羽衣甘蓝怎么样？我们今天要填满这31个筐。凯瑟琳，你来挖红薯可以吗？”还有些别的事情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桑民和暑期班的其他学生后来种的这两畦瓜，它们成熟得很慢，但十月份可以收瓜，那会给我的股东们怎样一个甜蜜的惊喜。我走到苗床前，看着这些瓜。今年早些时候种出来的瓜大个、味美。现在，它们都还比较小个，但数量可不少呢，而且有的已经呈现出了成熟的金黄色泽。我挑了一个摘下来。连着瓜的瓜藤很容易就断开了。这个瓜应该已经熟了。我打开瑞士军刀上最长的那片刀刃，用快速平滑的动作把瓜切开。瓜汁流到刀上。我把瓜切成一片一片。我听到了笑声，抬头一看，我已经被团团围住了。看来，学生被神秘地吸引到瓜地来了。我把切好的瓜递给他们，给自己也留了一片。瓜肉在清晨的阳光下闪耀着鲜艳的橙色，当我把瓜送入嘴里时，回想起在夏天早些时候收获的许多瓜的甜美味道。我咬一口这凉凉的、多汁的瓜肉，嗯，味甜，瓜香，但接着就感觉到香过头、带有化学物萜烯的苦涩味，有种坏了的、成熟过头的瓜的回味。又尝了几个，结果还是一样。“噢，看来今天的甜瓜没有给我们带来惊喜了。”

我转头去摘菠菜。它们熟得恰到好处。我一手用刀切入菠菜的基部，另一只手抓住上部的叶子和其他部分，一大捧一大捧地把菠菜装进箱子。一片片深绿色、波浪状的叶子还挂着露水，晶莹剔透的露珠闪耀着清晨的阳光。

采摘完后，我过去看看红色羽衣甘蓝和生菜。它们被吹了两天猛烈的北风后，都有点发蔫了，所以我装好一根喷淋管准备给它们浇点水。我打开阀门让水流到喷淋管中。一股股的水涌入管道，喷嘴先是出了一点点水，随后水在强压下“嗖”地喷出，在作物上划出一道道长长的弧线。在农场设备中，喷淋管就像个顽皮的孩子，总是惹麻烦。果然，最后面的洒水喷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用军刀上的锥子捅了捅喷嘴，想把堵在那里的东西捅掉。我不停地用锥子一捅一拔，一捅一拔，最后，终于把小障碍清除了，喷出来的水花欢快地在空中飞舞。我停下来，欣赏这忽高忽低、整齐划一地优美舞动着的美丽水花洒落在这青翠欲滴的植物上。略带紫色的红色羽衣甘蓝、深绿色的菠菜叶、浅绿镶褶边的翠绿色生菜，都生机盎然，和飞溅的水珠一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多美啊！

我回想起上个月在图森参加的一场婚礼。那是我在农场时遇见的一对夫妇，后来成了两个我最喜欢的学生和朋友。我直接从农场过去，在店里换过衣服，把工作裤口袋里的东西装到参加婚礼的裤子口袋里：钥匙、钱包、军刀——我每日必备的“三驾马车”。我匆匆地上车，吃了点简易午餐，往机场疾驰而去。

我不喜欢机场。它们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一个没有植物，满是无序拥挤的熙熙攘攘的人群、糟糕的食物、污浊的空气，以及航班延误甚至灾难的风险的所谓高科技世界。我常常觉得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我拖着登机行李箱，手里攥着电子票，在交互式自助服务机办理登机手续后，朝安检走去。萨克拉门托机场的队排得很短，我很快要走到金属探测器，准备掏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塑料托盘。哎呀！我意识到口袋里有把瑞士军刀，它不能作为随身行李带上飞机。我停下来想了想，我可以把它交给国土安全部门，或者我可以把刀放进我的包回去重新办理托运手续。我在行李丢失的风险与行李领取处的混乱之间权衡着，但这是个简单的决定。这把军刀跟我的食物、家庭和工作紧密相连，我不能把它轻易地交出去。我还要在图森带着它越过旷野，安全回家。我不好意思地从安检处撤离——并没有快速移动——把我的行李拿去办托运手续。

我们在学生农场中使用的以及这里大多数有机农民使用的机械技术，并不比我的瑞士军刀复杂，当然也没有现代航空旅行所采用的技术花哨。拖拉机、卡车、割草机、圆盘犁、铲具、滚动式中耕机、耕作爬犁、堆肥撒布机、灌溉水泵和管道、滴灌设备，都是钢、铁带有一点点塑料的二十世纪的技术。它们跟在常规农业上用的设备大部分都一样。把有机农业和传统农业区分开的技术，不是机械的，而是生态学和生物学的。

有机农业，从准备种子和苗床基质混合物到病虫害防治，所有操作都要遵循有机农业的规范。它使用的是活体技术。我们的苗床基质种子混合物是用好氧堆肥、草炭和蛭石混合而成的。好氧堆肥富含已被证实对植物病害具有抑制效果的微生物。有机农业的农民不像传统农业里那样对混合物进行灭菌处理，而是让堆肥里的有益真菌、细菌和酵母菌竞争过病原微生物。据我二十年的有机农业温室育苗生产经验，我可以告诉你，这确实有用。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温室中的害虫防治。学生农场有校园里唯一经过认证的有机温室。就像大多数的蔬菜大棚一样，我们的温室也有虫害问题：蕈蚊、粉虱、蚜虫等等。我们释放有益的昆虫和线虫来治理这些害虫而不是用什么都被杀死的有毒杀虫剂。学校里的一位研究员，迈克·帕勒拉，已经从事温室生物防治多年。他和他的同事、学生们正尝试把生物防治技术扩大到校园里的其他大棚。蕈蚊造成植物幼苗发育不良甚至死亡。二〇〇五年帕勒拉的研究小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控制蕈蚊的方法，将一种名为夜蛾斯氏线虫的捕食线虫以约5000万条的量和水混合后喷洒在植株上。线虫沿着植株爬下来，爬到苗床混合基质，到达植株根部，通过口器和肛门对蕈蚊幼虫发起攻击。他们把能取食和消化蕈蚊幼虫的细菌释放到昆虫消化道内，然后线虫吃掉细菌。

这种运用活体生物的方法也可在大田应用。我们施堆肥到土壤的过程也在往土壤增添有益微生物。我们在周边种植为昆虫提供花蜜和花粉的多年生开花植物，来增加农田生态系统中的益虫数量，同时还让园区种植的植物多样化，这也有利于益虫生长。我们在农场里放置了猫头鹰巢箱，以此吸引猫头鹰过来控制啮齿动物，并尽量为其他的禽鸟类提供装置和栖息地。运用生物学的技术而不是化学的技术来管理有机农场，其结果是建立起丰富多样、生机勃勃的农场，农场里有猛禽和其他掠食性动物、益虫、土壤微生物、蚯蚓和开花植物，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许多互惠互利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对所种的植物、工作的员工还是参观的游客，这里都是一个有益健康的好地方。

有机农业的思想起源于哪里？现代有机农业始于英国农学家阿尔伯特·霍华德爵士。二十世纪初，他在印度工作。霍华德认为这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农夫是自然，对化学合成的肥料大加指责，认为它们会破坏土壤结构和质量。他还在健康的植物、健康的土壤和人们健康的身体之间建立了一个直接的联系，并指出，由于不良的耕作方式，过去的文明已经倒塌。他写了两本书：《农业圣典》和《土壤与健康：有机农业的研究》（Howard, 1940；Howard, 1947），它们都是我第一个有机农业课程班的必读书目。在《农业圣典》开头的一段里，他这样总结了自己的看法：

地球母亲从来没有试图离开动物从事农作，她一直推崇着混合经营，精心呵护着土壤以防止水土流失，她把动植物残体转化为腐殖质以致没有废物产生，其生物的生长与腐解是平衡的，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土壤肥力，尽可能截留下雨水，在自然界动植物提倡自身保护不受病害影响。

印度的传统耕作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致力于发展和推广动植物废弃物堆肥制作技术，以及使用豆科绿肥作物来提高土壤肥力。

在同一时期，针对当地农民认为化肥的使用使土壤肥力衰竭的看法，德国的鲁道夫·斯坦纳开发出了另一套被称为生物动力学的体系。斯坦纳的有机系统主要关注地球的生命力和活力，对灵性的重视甚于同行评议的科学。生物动力学试图在物质界和较高层的非物质界之间达成平衡。这需要将动物和作物、堆肥，以及一些由草药和肥料做成的制剂等多方面联合起来以创建一个仅需极少量的农场外投入就能实现产出良好、促进健康的生产系统。今天，生物动力学在欧洲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在美国，“生物动力学”的不一定是“有机”的，因为它不完全符合美国农业部的有机标准。

罗代尔，一名受阿尔伯特·霍华德爵士影响的美国人，于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的有机农场，出版了有机园艺和有机农业方面的杂志和图书。罗代尔的这本名叫《如何用有机方法种植蔬菜和水果》的书，多年来一直是有机种植业者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Rodale, 1976）。在它出版的时候，编辑们更多地是基于一些奇闻轶事而非科学事实，但希望其他科学家和他自己的实验农场最终会证实这些趣闻。

蕾切尔·卡森对有机农业的发展和被接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这一本有着巨大影响的畅销书阐述了农药在农业中的广泛使用如何破坏了环境。《寂静的春天》引发了对不含农药残留的农产品以及不破坏环境的农业系统的消费意识和需求。

艾伦·查德维克没有写过书，他在世界一些地区以演莎士比亚剧出名，但他对美国加州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艾伦受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校长麦克亨利的邀请，于一九六七年在校园里成立了学生花园项目（Hagege, 2003）。查德维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上层阶级家庭里长大，这教给了他法国强化园艺和生物动力有机园艺技术。他的法国强化园艺技术来自上半世纪在英国和法国运营的市场花园。双重挖掘、堆肥、绿肥作物、蔬菜栽培，这些技术查德维克全懂，并能在所到之处创造美。他的生物动力学知识直接从源头获得，鲁道夫·斯坦纳曾经是他的老师。两者结合，使查德维克有了一个对六十年代学生富有感召力的技术和精神体系。他是一位魅力十足、鼓舞人心的老师，但也是一个因坏脾气而让人不敢靠近的人。虽然他在圣克鲁兹分校工作，但他是有机农业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在神秘主义和科学之间发生冲突的焦点。学徒制度是圣克鲁兹分校的农场和花园对查德维克体系的一种传承。科学的严谨性已被应用到他的教学中，他创建的课程已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学生成功转为有机农业的从业者。

从一个英国人的“自然是至高无上农夫”的自然观以及对印度传统农业的译读，到一位精神哲学家对自然世界的见解，一位莎士比亚戏剧演员的园艺爱好，还有一位生态学家对环境破坏的强烈反对，有机农业的简史表明有机“技术”是通过这些的组合派生出来的。那么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为有机农业的成功做出过什么贡献吗？

尽管阿尔伯特·霍华德爵士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科学观，他认为农业应该在田间而不是在实验室发展，但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家们为有机农业的成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以最常用的有机杀虫剂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发现为例，一九〇一年，日本生物学家石渡繁胤对家蚕幼虫的一种病进行了调查，他确认，苏云金芽孢杆菌就是造成这些重要经济昆虫死亡的病因。一九一一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柏林在试图弄清楚是什么致使地中海粉蛾死亡时，重新发现了苏云金芽孢杆菌。直到一九五六年，哈内、菲茨——詹姆斯和安格斯等研究人员发现，对蛾类昆虫起作用的主要杀虫活性物质是细菌所产生的晶体内毒素（Bt）。这一发现为把Bt毒蛋白作为一种农药使用铺平了道路，并使它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被商业化应用（Aronian Lab, 2006）。

苏云金芽孢杆菌是生物防治中利用细菌控制害虫的一个例子，除了这个当然还有其他应用昆虫控制害虫进行生物防治的事例。美国农业部首席昆虫学家查尔斯·瓦伦丁·赖利，于一八七三年开始将有益的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引进到美国，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把澳洲瓢虫引进到加州以控制柑橘上的吹绵蚧壳虫。在这次非常成功的生物防治案例之后，数以百计的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被引入到美国来控制外来昆虫、螨虫、杂草等有害生物。一九二三年，美国加州大学成立了生物防治部门，他们致力于害虫、螨虫、杂草等的生物防治方法的研究和开发。生物防治部门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但他们构建了生物防治的知识体系，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害虫、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的了解，也培养了很多可以进一步开发这些技术的学生。

有机农业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从一八七〇年让·亨利·法布尔发现昆虫信息素开始的。昆虫信息素是一种有助于昆虫相互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一九六七年，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哈里·肖雷老师找到了一种应用信息素干扰甘蓝尺蠖蛾交配行为的方法。这一方法已推广应用到其他如苹果蠹蛾等害虫的控制上。把苹果蠹蛾的交配信息素散布在田间或果园里，使得苹果蠹蛾雄成虫获得的信息混乱，无法找到雌成虫伴侣，不能完成交配，也就没有幼虫产生。没有幼虫，也就没有苹果蠹蛾为害果树。如果没有苹果蠹蛾交配信息素的干扰，要种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有机苹果是非常困难的。

植物抗病育种于一百多年前在英国开始进行研究。一九〇四年，生产上推广应用的小麦品种，易受一种真菌感染而引发一种叫条锈病的病害。发病时，小麦叶片出现细长条状的孢子堆，之后形成长而窄的黄色条纹。孢子成熟后会裂开，散出大量的橙黄色孢子。推广品种与抗病非推广品种杂交，可培育出带有双亲性状的抗病品种（Chrispeels and Sadava, 1994）。为了把抗虫、抗病基因导入植物，植物育种家开展了大量研究。今天我们的大多数农作物都带有这样得来的抗性基因。

抗性育种通常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害虫和病原微生物会很快演化出对抗性植物的适应性，抗病品种会再次成为感病品种。但育种者会不断发现抗性新性状和新基因，这样，他们就又可以培育出新的抗性植物。这种将抗病基因导入栽培作物的遗传方式在过去一百年里一直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使有机农业成为可能的技术之一。

近几年，科学研究验证和扩展了有机农业的原理。虽然有机农业自本世纪初以来已经成功地在美国各地实行，但一九八〇年前单独针对有机农业的研究仍然非常之少。美国农业部低投入可持续农业项目（LISA）的第一任主任帕特里克·马登说，许多农业科学家和传统农民认为有机农业缺乏可信性，直至美国科学界发表了三个重要报告。第一个是美国农业部的《关于有机农业的建议和报告》（USDA,1980），它收集和评述了有机种植的产量和净回报率的科学证据，并为研究、教育和公共政策提出了建议。参与编写的作者到美国各地成功的有机农场进行了参观和学习。他们发现，许多有机农场利用农场动物粪便堆肥、轮作、种植绿肥作物等来实现作物的高产高效种植——没有应用多少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份报告是由美国卡特政府的农业部长鲍勃·伯格兰下令完成的。尽管报告的结论很积极，其建议仍被当时即将上任的美国里根政府的农业部弃之不用。第二份报告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完成的，题为《替代农业》。它总结了有关耕作、生物防治和绿肥作物作为氮源等现有的科学知识，并详细描述了传统农业中存在的农药造成的问题（Board on Agriculture, 1989）。美国审计总署（GAO）在一九九〇年发布了第三个有影响力的报告，其中记载了公众普遍关注的农药对环境、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不利影响（U.S.GAO, 1990）。这些报告所产生的替代传统农业的势头与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相结合，有机种植业者和积极分子开始游说美国农业部增加有机研究的资金。他们的努力先是带来了一九八八年启动的低投入可持续农业项目，这个项目后来成为了可持续农业研究和教育计划（SARE）（Madden, 1990）。从一九八八年到二〇〇六年，可持续农业研究和教育计划为可持续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提供了21 450万美元，资助了3300多个项目（Jill Auburn，个人通信）。根据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可持续农业研究和教育计划为农民改良可持续农业技术提供了信息。

低投入可持续农业项目开始不久以后，鲍勃·斯考克罗夫特启动了有机农业研究基金会（OFRF），筹集来自私人基金会的资金资助有机农业研究。自一九九二年以来，有机农业研究基金会已经资助了200多个项目，资助金额超过150万美元。在此期间，67%的资金用于（大学）专业研究人员，15%用于农民，18%用于非营利组织。他们的目标是获得实用的、有科学依据的技术，以支撑现代有机农业系统。有机农业研究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为有机农业研究的许多领域提供了有研究依据的有用信息。例如，他们资助的项目检测了天敌在各种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治中的实效性，育成了适用于有机系统的作物品种，评估了鸟类和蝙蝠对昆虫种群控制的有效性，并分析了有机产品的食品质量效益（Sooby, 2006）。

这些和其他的有机农业研究工作，虽然资金投入并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极大地推动和完善了有机农业的发展。在这些研究中，一些技术得到了验证，一些已被弃用，同时又开发出很多新技术。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参与进来，确保了有机生产技术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也有一些来自私人农业公司的研发。例如，美国阿格拉远征生物公司开发出了如枯草芽孢杆菌制剂等基于生物的产品（Agraquest, 2006），它可以有效控制葡萄白粉病，可作为硫的一个很好的替代品。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ARS）的迈克尔·格林博士和加里·普特卡博士在西弗吉尼亚州卡尼斯维尔市与安格公司一起开发了一款名为“围困”的产品。这种由高岭土制成的药剂，喷洒在梨和苹果上，可以控制卷叶螟、叶蝉、螨、苹果蠹蛾、苹果实蝇等害虫。该产品于一九九九年首次上市，现在广泛应用于有机果品生产（ATTRA, 2005）。有意思的是，这两款产品在有机和常规农场都有采用。环境友好、毒性低的有害生物控制产品对各种类型的种植业者都是有用的，这也表明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有机农业研究对整个农业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有机农业的未来是什么？根据目前的趋势、消费者的需求和有机研究的结果，有机农业可能会增长。现在的问题是，有机农业技术能否满足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食品和纤维产品的需求？可以肯定，有机农业对解决传统农业中的环境恶化问题有帮助。但部分评论家认为，如果美国所有的农业用地都用于有机农业，那么农业用地就要增加三分之一（Trewevas, 2006）。这是否正确尚待商榷，但很显然的是，有机农业如果要成功地养活世界人口，就必须发生巨大的改变：有机废弃物回收到农场以利用其营养物质；改良农作物品种以增强其对病虫害和非生物逆境的适应能力；减少肉类消费，让更多的粮食可以给人类而不是动物消费。我不知道这些改变会多快发生，或这种改变做到什么程度是社会可接受且经济上可行的。我所知道的是，作为一个有机农民，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农田转为有机耕作，同时我想用最强大的现有技术创建一个个环境友好、可持续、高产高效的农场。

那么问题来了，基因工程产品是否可以帮助开拓能满足我们上述标准的可持续农业的未来？基因工程究竟是“生物学使生活更美好”，还是“化学使生活更美好”，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的一部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基因工程可以提高植物抗病虫的能力，也可以提高植物适应干旱、洪涝、冷、盐碱等环境胁迫的能力。通过育种把来自野生物种的基因导入到栽培作物，已经彻底改变了农民的害虫防治方式，同样通过转基因方法导入基因，也能改变目前有机生产方式对其无计可施的一些病害、虫害和线虫为害的控制方式。

基因工程也在分子水平上加深了我们对植物的理解。帕梅试图了解植物和微生物如何相互作用，她为此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为什么有些植物对病害具有抵抗力，而其他又没有？病原微生物如何打破植物的防御机制？植物做了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显然，这得用生物学，也就是蛋白质和基因来回答。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发挥功能作用？如果鲁道夫·斯坦纳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会在实验室中将病毒基因片段导入植物，使它们对病毒免疫——这也是一种生物动力，一种顺势疗法。

虽然目前在有机农业中不得使用转基因植物，但在美国农业部起草制定国家有机标准时，曾有过一个允许使用转基因植物的版本。但在有机社会团体寄来的275000封反对信的巨大压力下，这一版本没被采用。因此，转基因植物被排除在于二〇〇一年实施的美国国家有机计划（NOP）的标准之外（USDA, 2007）。在今天，仍有许多激进团体，如有机消费者协会、加州有机农民协会、加州无转基因农业组织，继续游说反对转基因植物。这是为什么呢？

许多有机社会团体把转基因看作人工合成过程。罗代尔先生是有机农业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如果它是人工合成的，要避免它。如果它通过工厂化方式生产，要特别仔细地检查它。按照生命周期的原则来指导种植，你就会得到祝福，获得上好口味和绝佳质量的食物，免受害虫或病害的困扰”（Kupfer, 2001）。这种相当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意味着，有一种自然的耕作方式，像伊甸园般可以被重新发现。原教旨主义者特别反对任何含有细菌基因的转基因植物，比如把Bt毒素放进玉米。

其他人可能有更为科学的关注。已经有很多人关注转基因植物的花粉飘移，飘移如何影响非转基因作物和原生植物。如果有机作物和转基因作物发生花粉杂交，可能会受到消费者的拒绝。另外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转基因植物的外源性状可转移并留存到野生植物中，这种情况会不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我可以想象，蕾切尔·卡森应该已经注意到花粉流的潜在不良影响。尽管如此，她可能也已经想到了如果转基因植物可以帮助减少农药的使用，那么它们应当是对环境有益的。

很自然地，人们也担心食用安全性。吃转基因安全吗？如Bt毒蛋白等转基因产品是否可以安全食用？“它的味道好不好呢？”艾伦·查德维克也曾这样问过。第一个商业化转基因植物Flavr-Savr番茄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口味问题。尽管它确实延长了保质期，但它并不比其他提前采摘的工业化生产的番茄更美味。即使转基因植物是可以安全食用的（见第七章），但是它们都值得吃吗？

最后，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这项技术由大公司持有，并将继续由他们持有。这是令人痛心的。想想种子等这样一些神奇的东西，花了农民很多钱却不能繁殖，对于杂交种子和部分转基因种子，人们一样有这方面的忧虑（见第九章）。

许多有机农民和有机食品的消费者，不知道植物转基因实际上是如何进行操作的。我可以给任何愿意站在我旁边一起锄草的人讲讲“瑞士军刀”，甚或有机技术，但要讲述基因工程，我还是把它交给帕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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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因工程技术



智慧需要科技朝着新的方向走去，走向朴实、平和、非暴力、优雅和美丽。

E.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1973年

十月晴朗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从我的实验室到校园温室，采收一些基因工程实验用的水稻种子。空气清新，牛奶场附近洋溢着牧场特有的味道。我从自行车上下来，一走进安静、潮湿的温室，马上被一种养活了世界一半人口的备受崇敬的“草”（图2）所包围，这就是水稻。世界七大洲中，六大洲的八十九个国家都种植水稻。稻米作为主食，通常是每餐的基本成分。

正要成熟的谷粒把穗头压得低下了头。谷粒现在还是鲜绿色的，还没成熟——正是我试验的最佳时间。三到四个月后，如果实验成功，我将获得抗白叶枯病（一种水稻主要病害）的转基因水稻。

我用一把锋利的小刀轻轻地把结实穗子的稻秆割下。我的工具跟东南亚的传统收割刀具完全不同。他们的刀上雕刻着很多无比精美的奇幻图案，像婆罗龙或野猪等。这样的刀具“不伤害稻子，因此也就不会冒犯谷精或稻神”（Hamilton, 2003）。虽然我粗陋的工具不能打动稻神，但我态度尽量恭敬以免得罪她们。

在我将带着谷粒的稻穗放进包里，准备骑上自行车离开温室回到实验室时，我回想起在研究生院的那天，我决定把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投入到水稻这种植物的基础研究工作上。我意识到，即使十七年后，水稻植株仍能让我着迷，极大激发我的好奇心。几分钟后，我回到了实验室，在实验室前面锁好自行车。我走上楼梯，走进实验室，坐在白色无菌台面旁边的椅子上。我小心翼翼地去掉幼嫩的绿色谷壳，把还很细弱的未成熟种子裸露出来，它带着宝贵的胚和蕴藏在胚中的遗传物质。如果留到稻谷成熟，胚乳就会成为可食用的谷物。




图2　水稻和稻谷

我把剥掉外壳的种子快速用乙醇浸泡，然后用漂白剂浸泡，喷无菌水以保护水稻胚免受空气中的污染物——细菌和真菌的沾染，这些微生物对人体无害，但可以杀死娇弱的水稻细胞。我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把大约20粒去壳谷粒移到预先配制好培养基的培养皿中，培养基可为胚供给营养。我将培养皿放到可提供适当光温条件的培养箱中。这才刚完成了基因工程的第一个步骤。

千百年来，农民从野生和栽培植物中刻意选择和改良具有理想特性的植物。例如，一万年前，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把栽培小麦和小麦野生种杂交，该杂交种成为现代面包小麦的祖先（Dubcovsky and Dvorak, 2007）。今天，育种工作者从各种植物中选出符合特定目的的理想性状组合。在水稻和玉米上，人工选择过程往往通过人工授粉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育种者把父本花粉授到母本柱头上（专栏7）。运用这些技术，育种家已经成功培育了很多新品种以至于现代玉米品种只能生存在人造环境中，和它们的祖先也只是大致上有点像（图3）。和育种一样，转基因的目标是改变作物的基因组成。

专栏7 植物育种、驯化与授粉

植物育种：对各植物种类进行有目的的操作以创建所需的符合特定目的的遗传改良。此操作通常包括异花或自花授粉，以及对后代的人工选择。

植物驯化：人类通过人工选择，使植物具有较少的不良野生性状，存续更依赖于人工环境（通常是改良）。这种做法大约可以追溯到9000～11000年前。今天，我们所有的主要粮食作物都来自驯化品种。经过几千年的驯化，很多驯化物种已变得完全不像它们的原始祖先。现在玉米棒的大小已经是它们原始祖先的几十倍，玉米粒也变得更易消化（图3）。

授粉：种子植物繁殖的重要一步——将植物花粉（雄配子）从雄蕊（雄性生殖器官）转到包含有胚珠（雌配子）的心皮的过程。在被子植物（显花植物）的花中，接受花粉的通常被称为柱头，是心皮的一部分。

自花授粉：同一植物个体的花粉从雄蕊传到雌蕊。

异花授粉：花粉通过不同的传粉媒介（如昆虫、风或人类等）传到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花上。植物为了适应异交或异花授粉，更好地把花粉传到别的花上，雄蕊可能会突出来（如玉米）。

自由授粉：花粉从遗传相关群体的一植株传到另一植株的过程。自由授粉植物的种子长成的植物与亲本相似，这点与杂交植株不同。杂交种子的各种性状分离并与杂交亲本不同。

多年来，我的实验室以基因工程为工具，对控制抗病性状的基因进行功能鉴定。一九九〇年我开始这项工作时，只有极少数基因的功能为科学家们所知。从那时起，遗传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例如二〇〇四年，科学家完成了水稻的基因组测序，确定了组成水稻遗传信息的碱基序列。在此之前，人们仅在另一植物物种完成了此类研究，那是一种与芥菜相关的小植物，叫做拟南芥（见专栏1）。应用计算机进行的序列分析表明，水稻有约42000个基因，但它们有什么作用，大部分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今天的实验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些基因其中一个的功能。它的序列表明，该基因跟植物抗病性相关，但在我们进行基因功能分析之前不能确知，因此需要在不含该基因的水稻上进行试验。




图3　现代玉米的祖先。哥伦布收到的这种玉米，约六千年前由美洲原住民将一种叫类蜀黍的野生植物驯化而成。图的上部：现代玉米的祖先，称为类蜀黍。它来自一种植物，这种植物跟现代玉米植株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种植物的种子长在秸秆的顶部，而不像现代玉米长在植株中部。类蜀黍每株长10至20粒种子。需要用锤子破开种皮才能露出有营养的籽粒部分，而且还不能为我们的肠胃所消化利用。图的下部：现代玉米穗。现代杂交玉米每株能产几个玉米穗，每穗的玉米籽粒超过1000粒。这两种植物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现代玉米更高产也更有营养。如果人类只是依赖于野生近缘种，那么需要种植的作物数量即便不是现在的成千上万倍，也至少是成百上千倍。这意味着为了获得相同的产量，耕地面积将要增加几百或几千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Statewide Biotechnology Workgroup, 2007）。

两周后谷粒已经长成一堆闪闪发亮的物质。这种被称为“愈伤组织”的物质是一种方向开放的干细胞，是否发展成一个如叶或根等特定的器官还未定。我用镊子把新的愈伤组织从谷粒中剥离出来。




图4　长有冠瘿瘤的树（丽贝卡·麦克索利供图）

下一步是要把新的基因导入到水稻愈伤组织的细胞中。为了实现这一步，我要用一种叫做根癌农杆菌的土壤细菌，这种细菌可以做一些几乎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做的事情。它可以架起一座通往植物细胞的桥梁，将自己的基因穿过植物细胞壁和细胞膜，最后进入细胞核。这个古老的过程一个世纪前已为生物学家所知，但只在过去三十年才对它有了详细的了解。现在已经知道，这种基因转化已经把植物“转化”为细菌的食物生产单元。你可以从外观上判断植物是否被感染，被感染植物基部通常有个大大的瘤状突起。有时这种结果很惊人——戴维斯分校校园的橡树上有个冠瘿瘤，有小汽车那么大（图4）。

生物学家，忠实于他们悠久的改造和开发传统，巧妙地消除了细菌上引起肿瘤的致病基因，使细菌可以感染植物而又不破坏植物生长。生物学家同时也想到，用来自其他物种的基因取代一些细菌的基因是可能的。那些并不知道基因已被替换的农杆菌会把新基因送到植物中。要实现这一“诡计”，生物学家要采用其他的专业工具：限制性内切酶，可以像小剪刀一样把细菌基因切出；连接酶，它的作用就像胶水一样，把新基因插入到农杆菌的基因组中（图5）。

方法1 有机草莓的基因组DNA提取

有机草莓DNA提取方法由杰尼阿塔·阔李记提出，并经我的朋友克莱尔·玛松——盖夫曼修改。这个方法很容易，即使她的女儿塔玛拉和她的小学三年级同学也可以轻松有趣地完成。

草莓DNA提取工作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草莓是软的，容易压成泥状。此外，成熟的草莓产生的酶（果胶酶和纤维素酶），对打破细胞壁有帮助。最有意思的是，草莓的基因组很大。它们是八倍体，这意味着每个细胞都含有八个染色体组，含有大量的DNA（Juniata College, 2004）。

洗发水中的清洁剂有助于溶解细胞膜和细胞器的磷脂双层。盐有助于让蛋白质留在提取层中，使它们不与DNA沉淀。

DNA不溶于乙醇。当分子可溶时，它们会分散在溶液中，看不见。当分子不可溶时，它们会聚在一起，能够被看见。DNA在较低温度的乙醇中更不易溶解，就可以得到更容易看见的“结块”，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乙醇放在冰箱或进行冰浴的一个重要原因。

材料（每组学生的量）

大封口袋

一个有机种植的新鲜草莓

冰冷乙醇

50毫升离心管

牙签

10毫升DNA提取缓冲液：

—用100毫升透明洗发水与100毫升水混合

—加一撮盐到水/洗发水的混合物中

注：乙醇浓度须为90%以上，需预冷。用塑料吸管可便于配取。纱布剪切成方块（两层厚），大小以能包住离心管管口为宜。这项活动可在一节课（4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完成。

用法说明

1. 如果草莓上的绿叶还没去除，需摘除。

2. 将草莓放入封口袋压碎，约2分钟。需要把草莓完全捣碎。注意气泡越少越好。

3. 捣完后，袋中加入10毫升的DNA提取液。

4. 碾压约1分钟。注意不要产生太多泡泡。

5. 完成后，将纱布盖在离心管口上。

6. 打开袋子，将混合物液体经纱布过滤倒入离心管中，取约3毫升液体。

7. 将乙醇慢慢倒入上述离心管中，总体积到8.5毫升即可。

8. 管中会有几个带有白色絮状物的大气泡，这些絮状物质就是DNA。

9. 现在你可以拿牙签像做棉花糖一样转动、搅拌这些DNA。如果将试管倾斜放置，得到的DNA会更多些。

10. 如果把DNA挑起来，可以看到它像黏液或蛋清。等变干后，它看起来就像蜘蛛网。看到的纤维状物质是成千上万条DNA链。

几个星期前，我用这种剪切和粘贴的方法，把野生稻上的抗病基因整合到农杆菌。我现在把愈伤组织放入经基因工程改造过的菌液中。在这一点上，该细菌的作用就像一个快递员一样，把基因从野生稻传送到栽培稻品种的基因组中。我想象着细菌的动作，先锁定目标，然后侵染细胞，再穿过水稻细胞膜把它的基因送进细胞核，最后与细胞核内染色体上的DNA整合在一起。在自然界和实验室，这种细菌都在做着基因快递员的工作。




图5　植物基因工程方法

1. 为了分离出DNA，用肥皂水似的溶液来打破细胞膜，随后用盐/乙醇沉淀（见方法1）。将纯化的DNA放置到一个小的塑料试管中，并与能选择识别一个特定的DNA位点序列并精确地在该位点切割的“限制性内切酶”混合。通过组合使用这些酶，就能把基因从基因组中“切”出来。目的基因片段可以通过凝胶电泳或PCR扩增（见第九章和表1），跟其他的DNA片段分离出来，剪切或扩增出来的序列有一对碱基显露的黏性末端。

2. 使用连接酶，把目的基因的黏性末端和与之匹配的具有相同限制性内切酶切割出来的载体DNA黏性末端连接在一起，获得需要的DNA片段。载体带有糖耐受性（Sut）标记。

3. 用电脉冲（称为电击转化）将遗传工程载体导入根癌农杆菌中。该脉冲可暂时破坏膜，将载体DNA导入到农杆菌细胞。在少量细胞中，导入的DNA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中，或在细胞中作为一个环形染色体外因子存在。

4. 经过遗传工程改造过的新农杆菌可以用来“侵染”水稻愈伤组织。

5. 被侵染的水稻愈伤组织放置到含有一定量糖的基质中，水稻在此类基质中通常不能耐受，只有被侵染过、带有新基因和糖耐受性标记的愈伤组织能生长出根与芽。未感染的愈伤组织，不具有糖耐受性标记，就会死掉。

6. 留存下来的基因工程细胞再生，长成完整植株。

科学家不能预先得知新基因在基因组中的插入位置，尽管在新基因被整合到作物基因组后要确定这个位置并不复杂。有时基因插入到一个影响水稻细胞关键功能的点上，在这种情况下，该细胞一般将不再生长。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过转化的细胞将会带着一点新的遗传物质茁壮地成长。这有什么不自然的吗？如果我们把基因插入基因组中的随机位点上，会不会破坏数百万年来进化形成的结构？

事实证明，植物基因组早已习惯于这种陋习。这是有据可查的。水稻和其他生物中含有可以不规则方式移动的DNA片段（称为转座子）。它们不仅将自己插入到新的位点，而且有时会带上其他基因，载这些片段一程。例如，近期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水稻基因组中有超过3000个被称为载体Mu转座子的DNA片段承载着超过1000个基因（Jiang et al., 2004）。有时几个来自不同基因的片段加载在一起后，经过重新排列、融合，然后表达出新蛋白。通过基因组序列研究，我们现在也知道，植物中有不少基因是从不同生物中获得的（Brown, 2003）。似乎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基因工程实验与自然界中发生的有一定相似性。

并非所有细菌都能成功地把它们的DNA转移到细胞中，也只有极少数的水稻细胞将获得新基因和完成“转化”。那么生物学家如何把成千上万的不含目的基因的水稻细胞与转基因细胞区分开来呢？如果没有另一种工具，确实难以实现，这种工具就是标记基因。在早期的植物转化实验中，常用的标记是一类编码抗生素抗性基因。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新的基因被转移到细胞中，而且标记基因也会被转进去。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其他标记基因可用，比如那些可让转化植物提高对高水平特定糖耐受性的标记。本质上该标记是一个耐糖基因，它可以使细胞在高糖条件下生长，如没有该基因，则细胞不能正常生长（Lucca et al., 2001）。把侵染后的水稻细胞放在（糖或抗生素）筛选培养基上，仅有转化细胞能存活，其余部分的植物细胞生长将受到抑制。换句话说，标记基因仅对那些转基因细胞赋予了生存属性，生物学家能将它们从大片的未转化的死亡细胞中区分出来。

两个星期后，我看到转化的新细胞在高糖条件下健壮地生长，并分裂出了带标记基因和目的基因的新细胞。这些新细胞是一些水珠大小，几乎透亮的白色小团块，与我试验刚开始时用的水稻种子在遗传上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它们还带有一个来自野生稻的目的基因和标记基因。我把细胞转到含有植物激素的培养皿，这种培养基能诱导分化根与芽的形成。我满怀憧憬地把它们放回到人工气候箱中。

一个月后，我早早来到实验室，急匆匆地到人工气候箱查看我的小植物们长得怎么样了。太好啦！这些转基因细胞已经长出了芽和根，正是我所期待的结果。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转基因苗移植到装满泥土的盆中。

种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步骤，因为它让我回想起我十二岁时做的一个无性繁殖实验。我的母亲和我外公外婆一样，是一个狂热的园艺爱好者。我从母亲园地里挖了些里面有蚯蚓的松松的泥土，搬到我房间。泥土沿着房子洒了一路，最后运到了我放着坛坛罐罐和一个白色小塑料瓶的衣柜里。这个瓶子里装着一种诱导生根的植物激素。这种被称为生根粉的东西，家庭园丁今天仍在用，它可以在扦插后促使根系生长出来。我小心翼翼地剪下非洲紫罗兰的嫩枝，插到生根粉里，直到它的切口均匀地沾上这种白色粉末。然后，我把枝条埋在刚浇灌过的泥土里，把它放在我的窗台上。在我的精心照料和细心浇灌下，根就会长出来，也会长出新的嫩芽，我想我拥有了一个基因完全相同的植物——一个“克隆”体——加入到我的紫花植物收藏中。如果植物没有这种再生出根和芽等新组织的能力，也就没有繁殖，也不会有今天的转基因。

今天，我把转基因水稻盆栽放到温室，浇水，然后就回家了。路上，我想着，虽然我已不再玩衣柜里那些散落的玩具了，但今天这些和我小时候玩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样的：植物、土壤、激素和基因。不同的是，本次实验结束时，我可以确定我研究的基因是否就是野生稻里的抗病基因。更重要的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我就知道我是否可以仅往栽培种中转入这一个野生种基因就能使栽培种获得抗性。

又过了一个月，我带着两个学生回到温室。进入温室后，我们把剪刀浸在致病细菌里，开始用剪刀剪掉几百根水稻叶片的叶尖部分。剪刀造成的小伤口可方便细菌感染植物。当我们完成时，温室地板看起来像是刚忙碌过的新潮理发店一样，满是绿色“发丝”。

十天后，我们回到温室查看剪过的水稻植株。对照植株（不含新基因）发病很严重，病斑沿着长长的叶子一路下来。转基因植株的叶片还是绿绿的，长势旺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也没有料到结果如此激动人心。我问我的学生，有没有可能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叶子是用水而不是病菌剪的，但他们只是微笑着摇摇头。我们的水稻抗白叶枯病转基因试验成功了（Song et al., 1995）。这一发现有助于阐明水稻植株是如何在逆境中茁壮成长的，并因此养育了人类八千多年。

一九七〇年代初，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研究人员最先论证了用基因工程方法赋予细菌新特征的可能性。他们发现，可以把不同物种的基因剪切下来，粘贴在一起，然后这些新的“基因”能够在细菌中复制和表达。一九七五年召开了著名的关于重组DNA技术利用的阿西洛马国际会议，该领域的150名杰出科学家聚集在这里，讨论安全、风险、成本、效益、规范等事宜（表1）。

应这些科学家的要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主任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探究这一新领域的利益和风险，制定风险最小化的程序，起草研究准则。最近，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科技史学家苏珊·赖特建议，除了完善监管框架，将研究向前推进外，“必须让公众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转基因的成果绝不仅仅是科学家，而是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事后证明是成功的：“新领域的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而且使我们极大地增进了对基因组的复杂性、流动性和适应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一九七五年会议时是不可想象的。”（Wright, 2001）

今天，基因工程的安全性和效益正在被重新评估，甚至随着转基因应用的激增，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作物生产和医药实践。例如，超过7%的美国人受糖尿病的困扰。人胰岛素是第一例销售的基因工程药物，自一九八二年以来一直用于糖尿病的治疗（National Diabetes Information Clearinghouse, 2005）。降低了成本和变应原性的基因工程胰岛素，已经替换了原来从农场动物身上产生的胰岛素。

今天，在世界各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使用基因工程药物治疗。转基因作物已经种植了十亿英亩；数十亿人已经吃了转基因食品超过十年，还没有发生一起可核实的对环境或人体健康有不良副作用的案例。不过，转基因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并且有时还有暴力抗议发生（Guyotat, 2005）。

有关转基因作物的争论，为人们对强大而潜在的新技术变革的安全和利益的关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没有其他的科学进步引起过如此大的争议，并对成规惯例提出过如此大胆的替代方案呢？如果有，该技术是否已经完全被接受并融入了日常生活？最后，它是否有用？

表1　生物科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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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前，许多人认为，从植物和动物中分离出来的“自然”或有机化合物（含有碳和氢元素），从根本上不同于那些来自矿物（无机化合物）的。认为有机化合物载有“生命力”，只存在于有生命的活系统中。

所有这一切都在十九世纪时发生了改变，美国化学家开发出了一种把无机元素材料合成为有机化合物的技术。第一例成功的实验是弗里德里希·维勒的合成尿素，一种通常在动物的肝脏中产生的有机化合物。

维勒兴奋地写信给瑞典化学家白则里：“我必须告诉你，我可以不需要动物肾脏产生尿素，无论是人的还是狗的都不用。”（McBride, 2003）事实上，他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在实验室中合成的和从无生命来源分离的化合物是相同的。到十九世纪末，有机合成被广泛接受，生命力理论被遗弃。维勒预测到了这一结果，在给白则里的信里，他说他亲眼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科学悲剧，它以一个丑陋的事实残杀了一个美丽的假设”（Brook, 1995）。有机化学现在已被看作是对含碳化合物的研究，而不再是活体来源物质的研究（Bodner Research Web, 2004）。有机化学的快速发展很快带来了各种由无机材料到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如糖、淀粉、蜡、植物油、染料、塑料、农药、超导体以及各种药物等。

尽管这已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接受，有些人仍然认为天然化合物的合成“非自然”。但在生命力理论作为科学理论被遗弃超过一百年的今天，我们快速浏览互联网，仍然可以在上面找到支持者。例如，天然来源的维生素比合成的维生素在某种程度上更健康的观点，就说明该理论仍在苟延残喘。

有机合成破天荒头一遭地可以轻易获得有机化合物，这在包括医药在内的许多领域的研究和产业发展上，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现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突破。例如，一九四〇年代初，由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确定的青霉素的化学结构，使得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合成成为可能。从那以后，青霉素成为处理细菌感染的常规药物，也是至今仍在最广泛使用的抗生素。从“二战”开始直到今天，青霉素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天然青霉素可以进一步化学改良的发现，扩展了抗生素在医学中的作用。现代半合成青霉素类，如氨苄青霉素或羧苄青霉素，现在已经是治疗感染的常规用药。

显然，有机合成过程可以很好地被人类利用。然而，也有一些产品的有机合成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尿素用作肥料和动物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促进生物生长提供了一个相对便宜的氮源。然而，从一九五〇年代开始，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对环境产生了明显的负面作用。这是因为化肥的过度使用污染了附近水域，促进了大量藻类生长。额外的藻类需要消耗掉大量氧气才能生存，它们剥夺其他物种所需的氧气（Clark, 1999）。有机农业的发展，部分原因就是出于对这种过度使用的担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有许多有机农民对“转基因”等农业新技术持怀疑态度。

与基因工程一样，有机化合物合成技术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并导致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和人们看待基因工程一样，许多人认为有机合成是“非自然”的。那么有机化学的好处是否大于风险？

这并不总是很容易区分。我的同事安德鲁·沃特豪斯博士，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葡萄栽培学教授，他指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技术进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互紧密联系，很难想象怎么可以减去一个，而不会造成整个系统的运作停止。”举例来说，今天几乎“一切”都要依赖于电脑。就在我写这本书时，我要在我的电脑上一页一页地输入，然后又不停地删除，因为我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我还要用电脑通过互联网与我的丈夫和我的助手丽贝卡保持经常性的沟通。事实上，如果没有电脑所用的“高性能”塑料制品、计算机芯片和电脑屏幕上的特殊染料，也就没有大家面前这本书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关的化学化工技术，我们也不会有电脑，几乎不会有其他任何现代通信工具。这同样适用于新能源开发技术。拉乌尔最近花了几个星期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为我们家提供电源。如果没有维勒当年的发现和随后科学家们的大量工作，这些光伏电池也不可能产生。通过推动把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的发展，维勒以一种可能他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植物基因工程呢？转基因适合用在我们的食物上吗？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回答这一问题呢？经济学家舒马赫在他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到，一种适当的技术应能促进健康，美丽并具有持久性等（Schumacher, 1973），同时，低成本和低维护的要求在舒马赫的定义里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舒马赫的观点和我们的生态农业（见专栏3）的目标而论，很显然，转基因有时适用于改造食物，有时不适合。这是因为转基因简单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根据政策制定者、农民和消费者的决定，它可以适用于多种用途。

不过，正如我们试图在这本书里阐明的一样，基因工程包含的很多属性正是舒马赫所倡导的。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已被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科学家们完善了的技术。种子，这一基因工程技术的产物，不需要额外的维护或其他特殊的农业技能。基因的排列组合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又可以在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良。因此，很明显，人类将从转基因获得许多重大的和拯救生命的实利。这是因为转基因技术带来的营养成分增加、作物的抗病性和抗逆性增强、产量提高等效用，可对农民和他们家庭的健康和福祉大有裨益。转基因的应用也有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潜在不良影响、使农民生产和销售更多本地食品等作用。事实上，正如专栏8中描述的和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的那样，有数据表明，使用转基因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世界各地的农药用量，也挽救了美国的木瓜产业，并为拯救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命提供了新的工具（Toenniessen, 2003）。

专栏8 转基因木瓜挽救了一个行业

一九五〇年代，由于感染番木瓜环斑病毒，整个瓦胡岛的木瓜产业都被摧毁了。因为没有办法控制病情，木瓜农场只好迁到夏威夷岛上，因为在那里还没出现过这种病毒。到一九七〇年，在希洛镇发现了该病毒，这里离木瓜主产区仅有20英里，该州95%的木瓜种植都在该产区。考虑该病毒随时可能进入木瓜主产区，丹尼斯·贡萨尔维斯，一个土生土长的夏威夷人和他的同事们，于一九七八年开始研究防治该病害的策略和措施。一九九二年，当地的木瓜园已发现有该病毒。到了一九九五年，病害已经相当普遍，给夏威夷种植木瓜的农民带来了巨大危机。幸运的是，贡萨尔维斯研究组通过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开发出了抗病毒木瓜。

贡萨尔维斯研究组从弱毒株拼接一个小的DNA片段（来自病毒的RNA，称为RNA干扰；见专栏19）放入木瓜基因组中。这与人类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预防小儿麻痹症，或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相类似。该措施可以使木瓜产生免疫保护作用，防止进一步感染。用转基因抗病毒木瓜与其他木瓜品种杂交，产生大量的转基因种子。一九九八年五月，转基因种子免费分发给当地的种植者。有病毒存在的情况下，转基因木瓜的产量是非转基因的20倍以上。一九九九年九月，90%的农民获得了转基因种子，其中有76%的农户种下转基因种子。

该项目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的资助，花了约6万美元，与引进转基因木瓜之前的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的木瓜产业损失相比，这实在是一个小数目。到一九九八年，木瓜产量已经下降到了2600万磅。转基因木瓜种子向农民发放后，产量迅速增加，到二〇〇一年达到了4000万磅。

有趣的是，除了帮助传统的木瓜种植业者，转基因木瓜也让有机种植业者获益。这是因为，最初的转基因木瓜规模化种植使受病毒感染的面积大大减少，也就极大地减少了可发病的病毒来源。另外，种植业者可以在种植转基因木瓜中心的一大圈地块种植非转基因木瓜，在转基因木瓜的保护下可以继续收获非转基因木瓜（Gonsalves, 1998）。这些非转基因木瓜可以出口到日本等不接受转基因木瓜品种的主要出口市场（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ociety, 2002）。在美国，也有一些消费者还是更喜欢非转基因和经过认证的有机木瓜，并会为此支付更多的钱。然而，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被病毒感染，非转基因有机木瓜中含有大量的病毒RNA和蛋白质，相比之下，转基因木瓜几乎完全不含病毒（Tripathi et al, 2006）。

夏威夷木瓜的故事，是一个以基因工程这种最合适的技术来解决一个具体的农业问题的例子，因为没有其他技术可以保护木瓜免受这种毁灭性病害的破坏，至今仍没有。

“瑞士军刀”和“分子剪刀”都是人类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创造开发新技术的例子。这些技术哪一个真正“适于”农业？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产和生态的农业系统时，它们会有许多相互交织的可能。正如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雅各布·布鲁诺斯基早在五十年前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科学渗透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完整又真实。我们不能偏袒一方把它变成一个游戏……没有人能只通过读一篇优秀批评家或科学家的推测性文章，就断然认为所做出的是或否的选择是明智之举”。（Bronowski,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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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政治也许像油和水一样混合不了。朋友贝丝带我们沿着索诺玛谷葡萄酒之乡蜿蜒的道路走向我们每年的瑜伽静修之地。我坐在贝丝的丰田凯美瑞车里凝视着窗外，略有起伏的山峦与我们住的平坦的中央山谷相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灿烂的阳光透过云层间隙照亮了葡萄园中的秋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农民栅栏柱上的南瓜平衡地挂着，看起来好像最近一直被浸泡在从香叶中提取的染料里。一幢远离道路的可爱的维多利亚式农舍映入眼帘。在整洁的院子里一个标志牌上面写着：“支持M法案”。如果加州二〇〇五年的M法案获得通过，“至少未来十年内，在美国加州索诺玛县，将禁止饲养、生长、繁殖、栽培、销售或分销转基因生物”（Sonoma County, California, 2005）。

我希望选民知道，这里的美景正受到一种被称为苛养木杆菌的微小细菌引起的植物病害——皮尔斯病的威胁。这种病害由一种被称为玻璃翅叶蝉的昆虫传播，对葡萄园具有毁灭性的危害。该昆虫在吸食葡萄叶脉营养丰富的汁液的同时向其注入病菌，病菌大量复制繁殖后，会造成葡萄导管堵塞，从而影响水分输送。当曾经健康的根茎活力不再时，焦枯斑驳的植物叶片会在几年内慢慢枯萎死去。病情发生严重时，葡萄园看起来好像被一场快速掠过的大火烧焦了一样（Purcell, 2006）。这时，只有重新补植才能挽救受灾的葡萄园。该县全县每年产值超过3亿美元的6万英亩葡萄都有遭此病害的危险（Cline, 2005）。某些葡萄品种，包括巴贝拉、霞多丽和黑皮诺等，都对该病表现高感。由于没有任何抗病的葡萄品种资源，无法开展常规的标准抗性育种工作。而即使是最毒的农药，也阻止不了昆虫对该病菌的传播（Purcell, 2006）。为了控制该病害，作为替代，科学家们尝试用类似防治番木瓜环斑病毒病的成功方法（见专栏8和19）——培育转基因葡萄。如果提案通过，禁止转基因的M法案将阻止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培育的抗皮尔斯病的转基因葡萄在该县种植。基因工程是控制这种植物病害的最有望成功的研究领域。

长期担任食品合作社（该社向当地许多农户采购该地区的有机食品）经理的贝丝注意到“支持M法案”的标志牌，她说：“据我所知，有机种植的多个商会代表，包括加州有机农业认证委员会，支持M法案。不过我很好奇，索诺玛法案为基因工程胰岛素和用基因工程凝乳酶（专栏9）制成的奶酪开了绿灯，还允许买卖、食用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Sonoma County, California, 2005）。如果转基因本质上有什么风险，为什么还允许开这么多的特例？”

专栏9 基因工程凝乳酶

奶酪是由牛奶添加粗制凝乳酶凝固产生的凝乳。凝乳从乳清液体中分离，然后进行处理和熟化，产生各种各样的奶酪。粗制凝乳酶的活性成分是凝乳酶。直到一九九〇年，大部分的凝乳酶从屠宰的初生小牛的胃里获得。今天，这种通过将目的基因插入相应细菌中的基因工程方法生产的凝乳酶，价格是一九九〇年以前的十分之一。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都用基因工程凝乳酶来制作奶酪。

我的回答是：“在这里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农民向孟山都公司购买种子。许多消费者都不会忘记，陶氏化学和孟山都，是越南战争期间为美国军方提供橙剂的两大生产商。”虽然在法案中没有提到，但这一大型跨国公司在索诺玛谷的间接存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这可能是提出此一提案的根本原因。许多消费者担心该公司的操纵力，质疑该公司的商业行为。

贝丝说：“对，人们绝对不会忘记。没人相信一个橙剂制造商生产的转基因食品。”

我问：“如果转基因第一次受到公众关注，是在它被用来开发使贫穷农民或营养不良儿童受益的作物后，或者它的第一个产品由非营利性机构资助，就像转基因木瓜那样，你认为人们对转基因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

“这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贝丝说。

贝丝和我进一步思考提案背后的动机。我们知道，除了关注显而易见的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对他们食品的操纵以外，一些消费者也关心基因工程过程本身的安全。还有人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会侵害有机食品的专营市场，因为一些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可以施用更少的杀虫剂——而这正是有机农业的优势之一。他们还另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可能从转基因作物上飘移来的花粉与有机作物隔绝。




图6　受谷实夜蛾为害的甜玉米

左边是三个有机种植的晚造甜玉米果穗；右边是三个转Bt基因的甜玉米果穗。（图片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弗雷德·古尔德提供）

因为索诺玛县种一些有机玉米，存在转基因玉米和有机玉米之间发生花粉杂交的可能性（Cline, 2005）。虽然从来没有因为转基因玉米的外源基因在有机种子的存在而取消种植者的有机认证——事实上，这种资格取消将与美国农业部明确的有机标准相违背（Hawks, 2004），一些有机企业主担心，如果转基因检测呈阳性，消费者会拒绝购买他们的有机食品。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农业部国家有机计划对于这种检测是既不要求也不鼓励。

一些有机种植者没有看到转基因正使他们的工作或客户受益。是的，有机种植者有他们需要防治的害虫，他们可以从一些转基因作物中获益。例如，在加州中央谷地，有机甜玉米的排名没有进入有机作物销售的前二十名，主要原因是由于谷实夜蛾的危害（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04）。一穗玉米通常带有一个或两个养得肥肥的黄色幼虫，全国范围的玉米种植者要么接受这种玉米害虫，要么应用广谱杀虫剂，通常一季玉米用药次数高达二十次。据可持续农业研究和教育基金会的报告，有机种植者被迫让他们最有利可图的夏播玉米提供额外的、不必要的蛋白质。“一旦发生谷实夜蛾，销量就大幅下降。”史蒂芬·旺，马萨诸塞州史托的一名蔬菜种植户说，“我们会留把小刀在桌上，谁不想把虫带回家，可以把它切掉”（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2002）。替代品是用农药处理过的玉米，或是转基因甜玉米品种的玉米穗，见图6（Syngenta, 2004）。

尽管有机贸易组织有他们的立场，一些有机农民在将转基因技术拒之门外以前，还是想了解更多有关转基因技术的细节。我们的朋友弗朗西丝·安德鲁斯是中央山谷社区的一名有机农民。她从杜克大学获得历史学学位，一九八六年来到美国西部之前曾在纽约市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公司。到西部之后，弗朗西丝先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名的潘尼斯之家和范妮咖啡餐馆工作，后于一九九三年与丈夫一起建立了一个70英亩的有机农场。他们种植迷迭香、薰衣草、香菜和其他新鲜的香草、樱桃、传家宝番茄、坚果和一大批其他水果和蔬菜。

弗朗西丝跟随着转基因辩论，不经意间已经十年。有一天，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转基因感到更加困惑了。原来听说过的转基因方面的事情困扰了我，但后来发现他们说得都不对。我认为人们没有事实依据就做出了结论。他们总要试图把事情分为白和黑，可它其实是灰的。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支持一方就必然反对另一方，一方全好另一方就全坏。我也听到了转基因的一些正面信息。比如，我听说中国和印度的农民因为种植转基因棉花，已经显著减少了农药使用（Bennet et al. 2006；Huang et al. 2005；Huang et al. 2002；Qaim and Zilberman 2003）。如果这是事实，我怎么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呢？”

在一个由小谷仓改造的小酿酒厂旁边，我们看到了一个加油站。我们开进去，从车上下来舒展一下身体。贝丝看到呼吁选民支持M法案的当地传单，上面生动地画着卡特里娜飓风在新奥尔良造成的破坏和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困惑的目光。传单宣称，事关你家人的健康和安全，你信任谁？看，FEMA失败了，百万美国人遭受困厄。宣传的离题，意在让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惧感，而不是帮助选民更好地了解问题实质，这些都让我们印象深刻。政府对新奥尔良洪灾的反应和转基因食品当然毫不相干。此外，我怀疑布什总统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法案，因为他并非以在科学或农业上的专业知识而出名。我不喜欢他们这种通过媒体来制造恐慌，以及传单反映出的明显缺乏科学审查的做法。

但是，正如我在伯克利分校的同事萨拉·霍克，一位玉米遗传学家说的，“恐惧畅销，数据没人要。转基因在农业上的简单成功在大众媒体那里通常听不到——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一堆大杂烩似的让我们产生恐惧的东西。简单地关上认识、了解科学的大门，不辨是非地一味支持反转基因提案，为反转基因而反转基因，而不是提出诸如转基因的生态环境和食用安全问题、转基因作物的利弊权衡等重要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Bolinas Heresay News 2004）

我们回到车上，贝丝说，“我的一些客户是真正害怕吃转基因食物，即使是含有微量的转基因成分也不行。每天都会有人问到这个问题。问题通常不是来自农民，而是来自已经远离农业的客户。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转基因看起来不自然，不适合传统的耕作观念。然而，那些生活与土地最密切相关的农民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正越来越多地对遗传发生兴趣和对转基因展现出的美好前景表现出极大兴趣，虽然他们还不是百分百地接受这些理念。这让我不禁去想，是否城市和城郊的居民想要对不变的乡村生活保持一份神秘感，让他们有一个梦，梦想当他们的都市生活变得过于繁忙过于躁动不安时，他们可以撤离到农村。”

她说得对。从目前在索诺玛县的所见所闻来看，农村和城镇间的分歧显而易见。索诺玛县农业局反对提案。相应地，该县的城镇居民、食品加工企业和酒厂支持该提案，希望能把“索诺玛无转基因”字样标在标签上，作为一种新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产品。似乎有这么一种景象：农民在地里干活，牛在安静地吃草，成熟的果实等着收获。这代表了很多人向往的一种生活，一种美丽而有序的生活。这种生活里没有有害生物，没有逆境胁迫，也不需要新技术。虽然这可能让不少人心向往之，但问题是它不符合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其他地方也看到这样的分歧，农业县反对对转基因农业进行额外限制，而其他一些县则支持限制转基因。例如，加州克恩县是美国排名第4的农业大县，县议会最近通过了一项决议，确认“农场主和牧场主有广泛选择应用技术的权利，以生产供应安全、健康、充裕且多数人买得起的粮食。在联邦监管下安全应用的生物技术是很有前途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Cline, 2005）。类似的决议在加州圣华金河谷其他几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县也获准通过，其中包括弗雷斯诺县，这个每年农业收入近30亿美元的全国最大农业县（Cline, 2005）。

只有在农业活动少得多的加州马林县和门多西诺县，选民通过了类似M法案的反转基因法案。二〇〇二年，马林县的农产品销售总额在加州的58个县中排名第41。门多西诺县销售的农产品更是少之又少。随后颁布的反转基因法案，并不影响这些县的农业生产，因为他们本来就几乎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萨拉和她的丈夫唐默奇是马林县的有机农民，他们都反对马林法案，因为就像萨拉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的，“虽然马林县主要是有机农场，但是转基因作物可以被设计成自带病虫害抗性的品种，从而减少杀虫剂或杀菌剂的使用。我们县也许不用，但这对于农药被大量使用的其他县很重要（Point Reyes Light October 21, 2004）。”

一个小时后，我和贝丝进入了加州门多西诺县。我们向朋友问候致意，取出睡袋、瑜伽垫和食品。在厨房里，我把从学校学生农场带来的茄子、辣椒和大蒜用橄榄油做了个小炒（食谱1）。我们坐下去，一边吃午餐一边喝夏敦埃酒。

最后，索诺玛县的M法案将很快被否决。在一篇建议禁止转基因食品的文章中（Sacramento Bee, November 4, 2004），记者迈克·李介绍说，在巴特、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洪堡县的三个类似法案也于二〇〇四年被否决。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件事情有双重意义：不仅要防止县议会对他们能种什么进行限制，而且要维护他们可以使用转基因作物防治葡萄皮尔斯病等病虫害的可能性。

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反抗的法案，是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没间断过的对变化的抗争，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使全县农业走向生态平衡的建设性建议。如果农业和社区所捍卫的，转基因既不会把它丢掉，也不会把它毁掉呢？相反，如果转基因是一个可以完善和共享的工具，如同葡萄酿造的美酒般给享用它们的人以美味和营养的呢？

食谱1 香辣茄子

原料

2个茄子，切成0.5英寸大小的块

3汤匙橄榄油

1瓣大蒜，捣烂，切碎

半茶匙辣椒片

步骤

1. 用橄榄油煸炒蒜末。

2. 放辣椒片入锅。

3. 茄子入锅，文火慢煎至茄子变软。

4. 放盐调味。

在那里瑜伽静修几个星期后，我们大家庭齐聚一堂，在太浩湖过圣诞假期。我在厨房切拉乌尔种植的有机西兰花，嫂嫂安妮在做面包。安妮住在马林县，在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的反转基因法案中投了赞成票。该法案遭到了马林县农业局、我们的朋友萨拉和唐以及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协会（一个非营利性专业协会，我也是其中一名会员）的反对。该法案获得通过，目前在该县境内培育、繁殖、饲养或种植转基因生物皆属违法。当然我是不会到这儿来种我的水稻的。

雨已经下了十天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到雪地里玩，也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说话。这项禁令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我问安妮，她为什么支持它。在许多方面，安妮是马林县的一个典型居民。她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法律学位，选择生态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的食物，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目前在一个致力于保护太浩湖盆地环境的非营利性组织兼职。安妮阅读广泛，她关注转基因，也愿意谈论它。她并不完全相信科学界在食品方面作出的决定，她认为转基因作物发展得太快。

“我赞成条例，因为它会向大企业发出这样一个信息——他们有责任证明自己的产品对人类食用和生态环境都安全。”她告诉我。

我指出，“条例”中没有涉及公司责任的内容，而是简单地禁止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我也提到，美国国家科学院与英国转基因科学审查小组（NAS, 2004；GM Science Review Panel, 2003）都已经表示，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作物是可以安全食用的。

“即使它们是可以安全食用的，我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在美国种植的很多转基因作物喷洒除草剂。”她补充道。

她指的是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它们通常表达细菌蛋白质，使作物具有草甘膦抗性。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的“农达”除草剂的主要成分（专栏10）。传统农民喜欢这些转基因作物，因为它们可以对杂草喷洒除草剂。即使除草剂漂到转基因作物上，杀死的也是杂草，作物安然无恙。因为不用锄草或中耕，现在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被大面积种植。

我同意在理想状态下农民能够以其他方式来控制杂草，避免喷洒任何东西。此外，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除草剂还是比较贵的，如果承受不起价格，除草剂对他们也没有用。但我知道，对所有的农民来说，杂草都是个不容轻易忽略的大问题。例如，拉乌尔告诉我，为什么有机水稻的产量常比传统农业的低，稻田杂草危害是一个主要原因。

我向安妮解释了这些，然后我说：“草甘膦好的方面在于，它对哺乳动物无毒，不会在水或土壤中富集。因此，比其他也在大量使用的除草剂更好，其他除草剂有的会长期存留在环境中。”

专栏10 抗除草剂作物

除草剂草甘膦（商品名“农达”）抑制叶绿体酶（莽草酸途径中5—烯醇丙酮莽草酸—3—磷酸合成酶［EPSPS］）的活性，该酶为植物生长所需。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含有一个从农杆菌中分离出来的抗草甘膦的EPSPS编码蛋白。

虽然该类作物不能让有机农民直接受益（因为有机农业禁止使用除草剂），或让买不起除草剂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民受益，但对传统种植业者和生态环境却有明显的益处。自抗除草剂作物问世以来，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情况下，单位面积的除草剂用量已经下降（Cornejo and Caswell, 2006）。因为草甘膦在环境中迅速分解，除草剂使用毒性的整体净效应下降。草甘膦具有非常低的急性毒性（摄食3/4杯会出现中毒症状，它的毒性比食盐低），不具致癌性。

常规大豆种植者通常施用比转基因作物种植者所用的草甘膦更毒的除草剂，如异丙甲草胺等来防除豆田杂草。异丙甲草胺是已知的地下水污染物和疑似有毒理学问题的一类除草剂。在大豆生产中，将异丙甲草胺换成草甘膦，可以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这不是以多少磅的除草剂活性成分计算的，而在于它们对环境的不同影响（Fernandez-Cornejo and McBride, 2002）。在农业上应用抗除草剂大豆的另一好处，是有助于发展少耕和免耕农业，可保持表土完整，避免因刮风或下雨流失肥沃的土壤。同时，由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拖拉机翻耕，也就降低了燃油消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Farrell et al., 2006）。

“但即使除草剂是无毒的，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混合除草剂含有可能伤害鱼类的化学物质。”安妮回应。

在某些商品形式中，草甘膦会和表面活性剂一类的化合物混合，使其作用效果更好。虽然草甘膦对淡水鱼类无毒，但安妮说得没错——有证据表明，在某些配方中使用的一种名为POEA的表面活性剂对水生物种的毒性比草甘膦单独使用要强得多（Durkin, 2003）。

我坚持不同的观点：“嗯，如果你反对的是表面活性剂，简单地禁止表面活性剂甚或除草剂本身不是更有意义吗？”

彬彬有礼的讨论变得热烈起来。她回答，“禁止除草剂，这将是一个政治死胡同，因为很多人喜欢在自家庭院使用农达除草剂。”我想，她的意思是，小规模地使用除草剂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农民来说（也就是大规模地使用）是不可以的。此外，因为除草剂是受欢迎的，我们不可以禁用除草剂，所以只能禁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植物。

我感到很沮丧。连自己聪明的嫂嫂都将这么多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她不相信这些区别是重要的，那还有什么机会使其他人能够评估所涉及的复杂问题呢？我不大委婉地指出，她可能只是阅读了关于此类问题的一些活动宣传资料，因此了解得还不够充分。

她反应激烈地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阅读时间已经超过了五十小时，因此我比大多数人知道得要多。”令人尴尬的是，我知道这当然是真的。毕竟，在她的第三个孩子到来之前，她曾是环境领域的律师，习惯于深入挖掘她感兴趣的主题，并形成她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

我讨厌不得不说服嫂嫂或任何类似事情的感觉。但这一点似乎又特别重要。如果要让公民投票，它应该是建立在让人们充分了解有关特定问题的基础上，而不是因为对一项新技术或除草剂过度使用问题的普遍关注。我还要继续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吗？为什么我不能只是放松心情，然后想着这里将会很快下雪，享受这美丽的山脉和它的陪伴？也许无论如何也无法调和科学和政治的矛盾，所有的分歧点是否可以归结于此？但我们把门关起来已经太久太久，是深入探讨的时候了。

“中国农民应用转Bt基因抗虫棉后，农药使用显著减少。”我问，“你难道不为转基因有助于减少农药使用而高兴吗？”

我们谈到中国应用可抗棉铃虫等重要害虫的转Bt基因棉花的结果（专栏11）。二〇〇一年，由于该转基因棉花的种植，杀虫剂使用减少78000吨（Toenniessen et al., 2003），几乎等于整个加州的年度农药用量（Department of Pesticide Regulation Pesticide Use Reporting, 2004）。在美国，采用转Bt基因作物也同样减少了农药的使用（Fernandez Cornejo and Caswell, 2006）。

安妮答道：“我当然非常关注农药的使用问题，但我们不能禁止它，因为每个人都习以为常并熟知它们的风险。再则，大众不接受。此外，我认为在转基因作物上使用的Bt毒蛋白没有得到充分的测试。”

这一点我不同意。美国环境保护署指明，大部分Bt毒素的使用没有发现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Bt毒素也没有对任何已知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等野生动物造成不良影响。事实上，美国环境保护署鉴于Bt毒素的这种低风险，已经免除了对Bt毒素在食物允许残留量、地下水限定、濒危物种标注和特别审查等方面的检测要求——这也是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喜欢使用它们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有机种植者对Bt毒素的使用已经超过了五十年，至少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丈夫仍然是健康的。出于某种原因，安妮对我的统计样本不以为然才这么说的。

专栏11 转基因抗虫作物

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Bt）产生的蛋白被称为Bt毒素，它可以杀死重要的植物害虫，如一些毛毛虫和一些甲虫（鳞翅目和鞘翅目昆虫）。Bt毒素对有益昆虫、野生动物、人等非靶标生物的危害很小或没有。Bt毒素制剂是有机种植业者所青睐的杀虫剂之一。玉米和棉花经过基因工程改造可以产生Bt毒素。这些被称为Bt玉米和Bt棉花的转基因作物，因把编码Bt毒素的细菌基因插入植物的遗传物质中而得以创建。喷洒于叶片上的Bt毒素在阳光下会迅速降解，并且不会到达植物被害虫取食为害的部位。转Bt基因作物的Bt毒素在植物体内表达，因此，转Bt基因作物能有效防止欧洲玉米螟等钻蛀类害虫为害。在美国，每年因欧洲玉米螟造成的损失超过一亿美元。

从一九九六年商业化种植开始至今，转Bt基因作物是世界上最普遍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之一。二〇〇四年，全球17个国家估计种植了200万英亩的转Bt基因或抗除草剂基因的转基因作物，比二〇〇三年增加了20%。其中，美国的种植面积占59%，其次是阿根廷（20%）、加拿大和巴西（各占6%）、中国（5%）（Fernandez-Cornejo and Caswell, 2006）。

在转基因作物开发应用以前，Bt毒素以喷洒的方式来防治害虫。这一事实为美国环境保护署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二十年的人体接触数据对批准注册的转Bt基因玉米商业化，在种植之前进行安全评估提供参考。除了这些数据外，还对许多种不同的天然存在的Bt毒素进行了大量的毒性和致敏性试验。基于这些试验和Bt在粮食作物上使用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转Bt基因玉米与非转基因传统对照一样安全，因此不会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或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Opinion on ...EFSA, 2004）。

转Bt基因玉米可以通过减少霉菌毒素（由真菌产生的有毒物质）对食品的污染来增进人类和动物健康（Wu, 2006）。这可能是由于Bt玉米减少了促进真菌生长的害虫危害。

在美国，生活在格兰德河边境地区的墨西哥裔妇女的饮食中有大量的墨西哥玉米饼。食用被霉菌毒素污染的玉米做成的玉米饼的妇女怀孕时，比一般美国妇女显著增加了胎儿神经管缺陷的危险。这是因为，霉菌毒素干扰胎儿从母体细胞摄取叶酸。食用Bt玉米制成的玉米饼可以降低这类神经管缺陷的风险（Kershen, 2006）。

霉菌毒素也可以引发食管癌和肝癌，与儿童发育障碍也有关，这些问题在非洲农村地区尤为严重。那里的农民将一年的玉米存放在柳条筐中，敞开在阳光和空气下，容易遭受甲虫、象鼻虫幼虫和真菌污染的侵扰（Wu, 2006）。

在美国，农民通过种植某些转Bt基因作物，可以减少化学杀虫剂的用量，从而提高了环境效益，但杀虫剂减少的量与作物的特定类型有关。总体而言，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发现，种植Bt玉米的单位面积杀虫剂使用量比非Bt玉米降低了8%（Fernandez-Cornejo and Caswell, 2006）。

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报道，当虫害压力大时，较少的杀虫剂处理、较低的杀虫成本和减少害虫危害可带来利润的显著增加（Fernandez-Cornejo and Caswell, 2006）。但当虫害压力很低时，增加的产量可能无法弥补农民购买抗虫转基因作物种子所增加的成本。42个田间试验的结果表明，Bt棉花和Bt玉米田的非脊椎动物的丰度通常比常规杀虫剂处理的非转基因田的更高；与不施杀虫剂处理的非转基因田相比，Bt作物田间的某些非目标类群的丰度较低（Marvier et al., 2007）。这些结果支持了美国农业部的结论：转基因作物可以减少农业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特别是杀虫剂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农民种植转基因棉花，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Bennetet al.,2006；Huang，2002, 2005；Qaim, 2003），一些与农药使用有关的伤害也急剧下降（Huang et al., 2005）。尽管有这些积极作用，但在中国五大产棉省区对481个农户进行的一项初步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棉种植七年后，非Bt靶标害虫，如盲蝽等其他昆虫的种群数量，比以前喷施广谱性杀虫剂防治时增加了（Wang et al.2006）。然而，研究也表明，这些农民使用广谱杀虫剂的总量减少了（Huang, 2007）。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转基因抗虫棉田里的一些非Bt控制的害虫，如甘薯粉虱等可以用昆虫生长调节剂控制，一般认为昆虫生长调节剂的危害比广谱杀虫剂小（Cattaneo et al., 2006）。

任何农药的使用，无论是有机、合成或是转基因，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害虫可能会演化出对它的抗性。科学家和其他人一直担心，广泛使用的转基因作物会为昆虫迅速演化出对Bt毒素的抗性创造条件。然而，到目前为止，转基因作物的害虫抗性演化速度还很慢（Tabashnik et al.,2003；Tabashnik, 2008）。

昆虫已经在实验室演化出对Bt毒素的抗性。一种作物害虫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已经在露地条件下演化出对Bt毒素的抗性（Tabashnik et al., 2003）。但这种抗性不是转基因作物造成的，而是在非转基因蔬菜作物重复叶面喷施Bt毒素来防治这种害虫时发生的（tabashnik, 1994）。部分基于小菜蛾的防治经验，因转基因作物造成靶标昆虫在整个种植季节都存在毒素暴露，有些科学家预言，害虫对转基因作物的抗性会在几年内发生。

与预期中的转基因作物害虫抗性的快速进化相反，十年来，第一代Bt作物已经非常有效地控制了几乎所有靶标害虫的种群数量。一项转Bt基因抗虫棉害虫抗性的长期研究表明，一些棉铃虫田间种群的等位基因频率大幅增加，但澳大利亚、中国、西班牙、美国等地的其他5种重要害虫没有增加。在转基因抗虫棉田，棉铃虫对Bt的抗性并没有导致大面积歉收，部分原因在于其他策略对这种害虫的防治作用增强（Tabashnik, 2008）。针对转基因抗虫棉的广泛使用和害虫实验种群的抗性快速演化表明会带来作物减产等不足，科学家们提出了“庇护所策略”——种植不产生Bt毒素的作物作为害虫的庇护所来促进易感昆虫的生存——这已对延迟棉红铃虫产生对转基因抗虫棉的抗性进化有所帮助（Tabashnik et al., 2005）。

“好吧，一个人喷药和成千上万的人吃它是不同的。如果人们开始有过敏反应呢？”她问。

事实上，即使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已经这样广泛地使用以Bt毒蛋白为基础的喷雾剂，美国环境保护署也只收到两起过敏性反应事件的报告，这些过敏反应是有机农民使用的喷雾器引起的，而不是种植转Bt基因作物引起的。在第一起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受害人在此之前已被诊断患有该疾病。第二起涉及的是有曾危及生命的食物过敏史的人。经调查后，发现该Bt制剂中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和防腐剂，后者此前已经被牵连入食品过敏问题中（Glare and O'Callaghan 2000）。鉴于这一结果，一些科学家认为，在转基因植物中表达的Bt毒蛋白将比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现在做的喷雾施用更安全（Bernstein et al., 1999）。

专栏12 你会接受这些基因工程产品中的哪一个？

△ 可为更健康的植物油提供来源的大豆，包括提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降低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含量。

△ 表达维生素A的水稻和玉米，给人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减少失明症和拯救生命的希望。

△ 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涂料，消除了原来需要化学改质过程中产生的有毒副产物。

△ 用转Bt杀虫基因玉米喂养奶牛所产的牛奶。

△ 用基因工程方法生产的，而不是从小牛胃里提取的凝乳酶制成的奶酪。

△ 来自南美的转基因果树生产的芒果，能延缓成熟。现在芒果可以运到美国，为贫困农民创造更多的利润。

△ 本地种植的转基因木瓜，对番木瓜环斑病毒免疫而且比有机木瓜（携带大量的病毒RNA和蛋白质）便宜。

△ 少喷杀虫剂的转基因棉花做成的棉衬衫。

△ 喷有携带一种毒素的死细菌的番茄果实，该毒素可杀死害虫。

△ 转基因葡萄生产的葡萄酒，该葡萄可抗玻璃翅叶蝉。

△ 由转基因大豆做成的豆腐，该大豆带有可抗良性除草剂的细菌基因。

△ 由非转基因大豆做成的豆腐，该大豆已喷施了毒性更强的除草剂。

△ 低致敏性的转基因花生。

△ 用转基因玉米喂养的牛生产的牛肉，该玉米提高了蛋白质含量（如高赖氨酸玉米）。

△ 用转基因烟草生产的低尼古丁香烟。

△ 转基因玉米生产的抗癌药物紫杉醇。

△ 用基因工程菌发酵生产的人胰岛素。

△ 用转基因植物在田里生产的人胰岛素（价格为上面一种的一半）。

引自马尔滕·克里斯皮尔斯和戴维·萨达瓦的1994年版的《植物、基因与农业》，有修改。

有意思的是，Bt毒素对人的风险似乎与它是如何被描述的大有关联。在我的课上，我问我的学生，他们会尽量避免哪些农产品（专栏12）。该清单包括转基因食品以及“果实上喷有死的细菌携带的一种可以用来杀死昆虫的毒素的番茄”。不少学生认为，他们绝对不会吃这个产品。“这听起来多吓人啊。”一名学生说。在后来的学习中，认识到这样的Bt毒素喷剂被广泛认为是安全的，也为有机种植者所常用以后，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希望能说服安妮，让她看到转基因也有一些潜在的好处，于是开始争辩得更激烈。“有一些害虫不能用有机方法来控制。大多数有机种植的甜玉米穗有吃得肥肥的虫子和它们排出的虫粪。你愿吃有微量Bt的转基因玉米，还是吃带这样的惊喜的玉米？”

“在马林，我可以付钱让别人帮烤面包，我肯定也可以让商店帮我清除这些虫子，所以我不用自己这么做。”安妮回我。

我不得不承认，她说的话有一定道理。显然，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喜好，能负担得起不同的食品加工量。宾夕法尼亚州以使用简单、适当技术和有机农业方法而闻名的阿米什人，选择了种植转基因烟草，因为他们能够把它卖个好价钱，社会公众也支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专栏13）。马林县是加州甚至是美国最富的县，消费者喜欢有机食品，不要虫子就付钱给别人将其切掉。但是法律规范应该被用来强加管理不同的喜好吗？

我注意到安妮用的黄玉米面是“强化和脱胚”的，于是我尝试用另外一种方法。“安妮，玉米面不仅是经过高度加工的，而且它为了强化营养添加了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它也可能含有转基因成分。毕竟70%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玉米或转基因大豆中的至少一种成分（CDFA, 2003），没有什么纯自然的可言。你用它怎么会还觉得舒服呢？”

专栏13 阿米什的转基因烟草种植业者

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人已经开始仔细评估转基因作物的作用。一份报告表明，在宾夕法尼亚州，超过600个阿米什家庭种植了3 800英亩降低尼古丁含量的转基因烟草——这足以生产34500万支香烟。现金的流入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实惠（Davis, 2003）。种植玉米每英亩获利400美元，种植转基因烟草每英亩获利3500美元。这种高效益的农作物使当地社会直接受益，因为它为当地家庭提供了本地的农场工作。如果降低了尼古丁的含量能够帮助消费者戒烟，也可能使一些消费者受益。

她一时怔住了。“噢，我知道我不会明天就死掉啦，我也不是那么害怕。我相信，监管机构不会让它把我们给全杀了的。”（专栏14）。

我的哥哥瑞克走进来查看他正在做的辣椒，他说：“科学家们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转基因的风险和益处不向公众解释清楚，人们就不会接受它，直到他们确信转基因食物不会伤害他们的孩子或环境为止。”

专栏14 转基因作物的监督管理

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之前，它必须符合州和联邦法律所定的标准。据《生物技术规范管理框架》，联邦政府的监管由美国农业部、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合实施。

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验检疫局在管理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田间试验上起着核心的作用。通过告知或许可程序，包括转基因植物、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在内的这些产品被列入“监管事件”。美国动植物检验检疫局根据释放将对农业或环境带来的风险决定是否授权试验。经过多年的田间试验，申请人可以向农业部动植物检验检疫局申请一个非管制状态的认定，以便于产品的商业化。如果经过广泛审查后，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验检疫局决定，自由释放对农业或环境不构成重大风险，该生物体进入“解除管制”状态，从这时起，该生物体不再是监管事件，可以不经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验检疫局授权，直接销售和种植。

如果一个植物设计为可以产生一种“预防、消除、驱除或缓解有害生物危害”的物质，它被认为是一种杀虫剂，由美国环境保护署监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监管所有供食用的作物，包括使用生物技术方法开发出来的作物，以确保来自植物新品种的食品是可以安全食用的。

虽然目前的监管制度被认为是有效的，美国农业部、环境保护署、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直期待和进行着必要的修改，以应对未来的新趋势和解决新问题。例如，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验检疫局在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七年对监管制度进行了更新，目前正在考虑修订管理规程的需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监管还可以继续改善，使得整个过程更加透明和严格，并加强科学同行的评审、征求公众意见，以及提交更明确的数据、方法、分析和诠释（Fernandez-Cornejo and Caswell, 2006）。

瑞克揭开蒸西兰花的锅盖——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现在它就像一团绿糨糊。“你打算煮到明天？”他问道。

我们都笑了。我赶紧关火。房间里的紧张气氛被释放了，如同我开了一个口子让蒸汽跑出来。安妮没有真正承认什么，这不是她的风格，也不是我的风格。我们都被认为是家庭中的顽固分子。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在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和减少农药使用等方面的观点相似，而且我们很可能还有更多的共同点。此外，她愿意在面包上用转基因玉米面，由此看来，我们也都一致认为现在市场上的转基因玉米是可供安全消费的。

孩子们都饿了，所以我稍提早一点把玉米面包从烤箱里拿出。所有科学、农业、政治的矛盾似乎都被隐藏在光滑的黄色面皮之下。我觉得很奇怪，它看起来如此普通。我涂上一小块黄油，蒸汽迅速将其融化。我们各自咬着松软的黄色面包，大家都觉得它美味可口。

食谱2 玉米面包

材料

2汤匙黄油

2个鸡蛋

1/4杯转基因菜籽油或玉米油

2汤匙蜂蜜（注：大多数货架上出售的蜂蜜来自加拿大油菜地，那里80%的油菜为转基因）

1杯酪乳

1杯转基因玉米面（现磨更佳，但非必需）

1/2杯全麦面粉（现磨更佳，但非必需）

1/2杯大麦面粉（现磨更佳，但非必需）

1/2茶匙盐

2茶匙发酵粉

步骤

1. 烤箱预热至218℃。

2. 把黄油放到一个8英寸的正方形平底锅中，放入预热烘箱中烘烤。

3. 鸡蛋打散。

4. 加油、蜂蜜和酪乳，与鸡蛋混合。

5. 将干原料轻轻地混合。

6. 迅速倒入锅中，烤25分钟。

配方改自麦迪逊（1997年）




六 我们应该相信谁？



尽管我越来越相信，就科学问题的辩论来说，倡议进程（公民可以直接向选民提出新的立法法案）在加利福尼亚州不是一个建设性的方式。但对转基因的普遍焦虑，我不能置若罔闻，因为这些活动反映出来的是对科学的不信任。看来，要想有成效地对如何使用转基因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和改善环境质量做出决定，需要公众理解科学过程，并学会将优秀的科学研究和简单的断言、未经证实的传闻分辨开来，因为前者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可确信。

《纽约时报》撰稿人吉姆·霍尔特引用的一个调查表明，只有10%不到的美国成年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对于非科学界人士，可能是科学的高难度使科学远离了他们的日常活动。“这让它（科学）看起来既陌生又危险”（Holt, 2005）。然而，科学所弘扬的社会价值观——自由探索、自由思想、自由言论、透明、宽容、愿意基于证据解决争议——正是辩论今后应用转基因技术培育植物新品种时所需要的素质。用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世界银行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部前副总裁伊斯梅尔·萨拉杰丁的话说，了解科学过程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促进科学追求，而是要产生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一个适应变化、乐于创新的社会”（Serageldin, 2002）。

为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目的对科学进行虚假陈述，只会让辩论越辩越糊涂。可悲的是，在讨论转基因食品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加州禁止转基因法案的支持者为了表明转基因是危险的，经常引用一本叫做《种子的欺骗》（Smith, 2004）的书。这本书是由前艾奥瓦州自然法则党的政治候选人写的，作者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这本书有可能是加州索诺玛县的另一份传单的信息来源。这份传单认为“喂食转基因食品的实验动物的胃部发生病变”。这指的是一九九九年进行的一项存在根本性缺陷的实验，这项实验从未被证实（Ewen and Pusztai, 1999）。为了给那些不能重复的实验结果提供佐证，史密斯援引了一个十七岁的学生做的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老鼠的实验。根据所引网页，“喂食转基因马铃薯的小鼠吃得比较多，可能是因为它们开始时的平均体重比较重，但它们的体重增加得少”，此外，“行为上也有差异”。虽然那男孩承认“这些都是主观的，而不是定量的”。史密斯说，这个实验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类心智”产生负面影响，并得出结论，这名男孩“已经使科学家们蒙羞”。言下之意是，公众应该相信这个未受过科学训练的学生的实验，而不是那些指出原实验缺陷的科学界人士。方法严格为科学过程所固有，史密斯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这个实验是由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遵照严格方法进行的。

因此，市民如何把传闻和高品质的科学区分，明辨哪些是已被确证的科学“事实”，哪些还是未知数呢？下面提供了一些有助于判断的标准：

1. 检查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没有参考信息来源？如果没有，它不能被验证。如果有，来源规范吗？在男孩和小鼠的案例中，我发现男孩实验结果来源于另一个网站，该网站甚至又引自其他网站（Ho 2002）。原来，这个“实验”的唯一证明文件就是网页内容提供者与男孩母亲的一次偶然相遇，这就是“科学信息的来源”。“妈妈许谢为她的儿子感到非常骄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以与一个男孩母亲的交谈作为良好的科学参考。无论是书的作者和网站，都缺乏对科学的基本了解，也无法评估实验工作的准确性，或者他们根本不关心，或两者兼而有之。但他们应该关心，因为这种蒙蔽行为只会迷惑和吓唬人，使法律的通过建立在这种荒唐的基础上。

2. 询问工作是否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同行评审是科学出版物的标准过程。同行评审过的文稿已经被同领域的专家（称为同行）审阅过，这些同行已经表明文稿中的实验和结论符合学科标准，适合出版。在没有同行评审的情况下，数据的质量和意义不能得到评估。没有经过同行评审发布的男孩主观实验记录，实验是否采用了正常的标准科学方法是值得怀疑的。

3. 检查期刊是否在科学研究上有良好口碑。如果同行评审的论文被引用，它是在哪里发表的？是备受尊崇的期刊吗？年或期、卷的引文平均值通常是期刊分级、评估、分类和比较的一个工具。引用率反映了科学界对期刊重要性的认可度。《科学》和《自然》都是享有崇高声誉的高影响力期刊。因此，引自《科学》一般认为得到了学术认可，而在非学术或鲜为人知的杂志上发表则未必。

4. 弄清是否有其他已发表研究报告的独立证实。即使发表在著名杂志上、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结果，对结果进行独立的评估确认或发展仍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最好的期刊或科学家偶尔也会犯错误，发表结果错误的论文并于发现后将其撤回。有时甚至可能会有彻头彻尾的捏造被审稿人忽略掉，并被发现得较晚（Kennedy, 2006）。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科学报告是正确无误的，但其意义可能会被媒体歪曲。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九九九年爆发的关于转基因玉米和帝王蝶的争议。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家约翰·洛西，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论文，报告帝王蝶幼虫吃撒有转基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属植物后死亡（Losey et al., 1999）。论文引发了国家和国际新闻的集中报道，帝王蝶在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变成了部分消费者所认为的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的象征。随后的科学研究（包括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转基因玉米对帝王蝶的暴露量相当低，转基因玉米对它的风险与常规农药相比就更是“相形见绌”了（Pew Initiative on Food and Biotechnology, 2002）。这些误传或错误通常是由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的，因为大多数的报道，尤其是类似转基因杀死帝王蝶或转基因使老鼠生病这类刺激的消息，将很快被其他科学家再检验。如果数据受到质疑，第一作者可以写另一篇文章来回应质疑。虽然建立科学“真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一个特定的科学结论最终要么得到广泛接受，要么被抛弃。

5. 评估是否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母亲通常认为她的儿子最优秀，缺乏科学训练之类烦人的细节信息可能并不会改变她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都会表示赞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推荐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研究被见不得人的利益冲突玷污，是转基因争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如果政府监管仅仅依靠那些关注的是各方个人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团体提供的数据，那么公众有理由质疑研究的诚信度。同样，如果一个人在农业转基因议题上具有很强的立场，而他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生物技术公司或有机产品企业的员工，他的受雇情况就应该公开，因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信息公开：拉乌尔和以营利为目的的食品生物技术或有机产业没有经济关系。帕梅的研究经费完全来自非营利性组织。二〇〇八年，她担任了美国目标发展公司——一个农作物生物技术公司的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当需要诚实的时候，透明度是绝好的消毒剂。

6. 评估有关机构或专门小组的报告质量。报告是出自一所由美国教育部或相应社会机构认可的大学吗？如果是，这种信息通常要比个人独自在网络上发出的信息更可靠。在美国，政府研究部门，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专业科研机构等，提供高质量的最新信息。例如，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专业协会，致力于促进植物科学的进步。它出版两个世界级学术刊物，举办学术会议等活动，对推动科学进步起着关键作用。美国国家科学院是“由专门从事科学和工程研究的杰出学者组成的协会，致力于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大众谋福祉”（NAS, 2006）。被评为院士，被认为是授予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最高荣誉之一。这类非营利组织在政府架构外提供了公共服务，以确保在科学、技术、医学等事项上的意见独立。

7. 检查作者的声誉。作者接受过科学培训吗？如果是，他们受过正规教育、获得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等高级学位、在知名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吗？如果没有，那么他们的数据得到过有威望的科学家的评价吗？男孩和小鼠的案例似乎暗示了跟某所大学有关。但现在看来，“实验”是在家里进行的，审查人主要是他的母亲。

亲爱的读者，现在你已经准备好深入探究转基因问题了。应用这些科学过程中的判断标准，你可以更容易地评价媒体报道的准确性。检查科学信息来源可能会花些时间，但这么做是值得的，因为这样的来源将让你更接近转基因的事实真相，而非谣言或未经证实的报道。




七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给人带来伤害的风险和使人不安的风险几乎毫无关联。

——风险沟通顾问彼得·桑德曼

亨利·方丹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

“手紧紧抓着优胜美地的岩石，绳子紧紧地拉着我的安全带，腿摇摆得像缝纫机，手臂在颤抖……绳子一松，我知道——我正要掉下去，我就要死了。”艾米读道。

现在是十二月，我们写作小组的成员坐在艾米客厅一角的沙发上，喝着香草榛子茶和豆浆，听艾米读她的故事。一个木制大餐桌占据了半个舒适的客厅，上面放着橘子、柿子和用紫色番茄配的米饭——芹菜沙拉。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茶几，堆着奶酪和自制的食物克里斯多伦面包（食谱3），这是一种带有柑橘、肉桂和香草味的黄油鸡蛋面包——罗纳德家的传统节日美食。

食谱3 崔西的克里斯多伦面包

原料

2杯奶

1杯糖

2茶匙盐

1 1/3杯黄油

2包酵母

2杯面粉

4个打散的鸡蛋

8杯面粉

1 1/2杯脱皮杏仁碎

1 1/2杯葡萄干，用温水软化后排干水

1/2杯醋栗

1个橘子的皮

1个柠檬的皮

2茶匙香草

步骤

1. 热牛奶，加入糖、盐、黄油。拌匀，放凉。

2. 用少量水和鸡蛋溶解酵母。

3. 搅拌加入2杯面粉，直到起泡为止。

4. 搅拌加入鸡蛋和剩余面粉，直到蓬松但不黏。

5. 在洒了少许面粉的台面上，揉入杏仁、葡萄干、醋栗、橘子皮、柠檬皮和香草，直至皮面光滑有弹性。

6. 盖好醒发面团至双倍大，取出面团，揉后分成3块。醒放10分钟。

7. 每个面团压平至3/4英寸厚的椭圆形。抹上融化的黄油，撒上糖和肉桂。

8. 将椭圆形面团对半折，两头捏紧在一起，放到抹过黄油的烤盘上。涂上融好的黄油，放置一小时，发至面团双倍大。

9. 烤箱预热到220℃，烘烤10分钟。

10. 再以180℃烤40分钟，放冷。

11. 浇上糖粉和柠檬汁的混合汁（混匀至稀糊状）。

12. 用水果和坚果装饰上盘。

在我们遇到艾米之前，她是一名禅师，在著名的加州马林县绿色峡谷农场。那里是一个提供禅修和有机农业培训的佛教实践中心。在当禅师十多年后，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学习助产，靠一己之力抚养女儿长大。现在她已经是一名注册护士，在加州戴维斯做助产士。她为我们接生了三个孩子，因此对我们来说，她有着近乎神圣的地位。

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有着这样经历和声誉的女人将无所畏惧。但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艾米告诉我们，她一直有恐高症，并选择了攀岩来面对她的恐惧。这项运动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从高处跌下来是会致死的，但艾米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她当时脚离地面仅有三英尺，还有一个爱她的熟练的合作伙伴用绳子拉着她，因此，发生负面结果事件的概率非常低。我们可以看到，即便该活动不容易造成伤害，我们的风险意识也可以吓唬到自己。

彼得·桑德曼，风险沟通顾问，在二〇〇六年《纽约时报》的文章里，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受潜在危险影响的可能性不是一个人是否觉得愤慨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反，管制和熟悉度等因素的影响更大。”（Fountain, 2006）

以农药为例。许多消费者已经习惯于使用农药。尽管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农场工人）因某些类型如“氨基甲酸酯”类的农药中毒。尽管其中一些中毒是致命性的，仍然仅有相对极少的人对在自己的农场上使用农药表示担忧或提出抗议。同样，少年儿童肥胖和超重发病率的上升与高糖饮料的过度消费一定程度上有关联（Ludwig et al., 2001）。如果肥胖发病继续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在二〇〇〇年出生的美国孩子里，每三个中就将有一个患上糖尿病。在全国各地，一些学校已经开始禁止或有限制地给学生提供软饮料，但这种情况尚不常见。相比之下，只要一提到转基因，就会引起恐慌。哪怕转基因技术已经被安全地应用了三十年，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伤害过一个人或一只动物。仿佛世界末日来临般的反转基因游说显得与它的潜在风险极不相称，更何况转基因还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

转基因食品与氟化物、化学农药、有机农药如鱼藤酮等不同，因为高剂量的后面这些物质对动物无疑是致命的。而转基因食品和我们每天所吃食物的化学构造特征（DNA和蛋白质）是相同的。事实上，这和两千五百年之前的佛祖吃的以及两千五百年之后的我们吃的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人类那时在我们这个人满为患、营养不足、疾病、贫穷、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不断涌现的地球上还继续存在的话。食品中的DNA在一小时内就有98％被完全消化（Schubert et al., 1997），大部分蛋白质被消化得甚至更快。换句话说，你牙刷上的含氟牙膏或冰箱里的软饮料可能给你的健康带来的风险也比你早饭吃了转基因木瓜要大得多。

看来，我们对风险的担心颠倒了方向，对不必担心的事情惶惶不安，该担心的倒是无动于衷。

当艾米读完她的短篇故事，我读了一节反转基因立法法案的摘录。小组成员都静静地听着，一直到讨论时间。艾米跳过了建设性的批评，直接开门见山地说：“你是如何确定吃转基因食品没有风险的呢？”

在所有对转基因食品问题的关注中，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是大多数人的最大隐忧。美国国家科学院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问道：“在我们往食物中添加基因的过程中，转基因方法是否比传统育种方法的风险更大？”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所吃的一切食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被“转基因”的，而且几乎我们所吃的每一种食物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尽管是非常非常小的风险。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专业委员会认定，转基因和传统育种两种过程带来的非期望效应的风险类似（NAS, 2004）。

当我说明这一点后，艾米希望知道更多的细节，她问道：“非期望效应，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继续解释，在我的实验室中，我们通常是如何把一个水稻品种的基因转入另一个水稻品种中去的。该委员会认为，这类新品种培育过程所产生的非预期性状的风险，和用两个现有水稻品种进行常规育种所产生的风险是相似的。另一方面，外源基因来源于较远缘的物种，例如，把一个来自细菌或鱼的基因转入植物，则风险增大。这听起来很让人害怕，直到你认识到，用传统的方法，如诱变育种，会带来更大的此类风险。

“诱变育种是什么呢？”马特问，“我是不是已经吃了一个突变体？”

“极有可能是这样。”我回答，“诱变育种，是把种子放入致癌性很强的溶液中，或以辐射处理，来诱导种子的DNA产生随机变异。发芽后，存活幼苗带有新的有用性状，之后为育种家所用。”

“这听起来确实比转基因更危险，在我们的日常食物里真的有这些东西？”艾米感叹着，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们面前的沙拉。

“嗯，是的，这确实有。”我解释说，这样的诱发突变技术在传统育种中经常被使用。诱变通常被认为和那些自发产生的自然突变非常相似。鉴于只需要在初期做一次化学浸泡来产生诱变群体，在多次世代繁殖之后这些化学物质没有留在植物体内，它被认为是非常安全的。育种家利用诱变和自然突变使之产生了很多提高抗逆性和改良谷物品质等有用性状。在过去的七十年中，植物育种家们已经利用突变培育了超过2250个新品种，水稻、小麦、大麦、柚子和棉花都有。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过去二十年内育成的（Ahloowalia et al., 2004）。

“有时，突变植株的食物还相当美味。”我说。在一千年前，水稻自发突变产生了我最喜欢的一种食物，芒果糯米饭所需的糯米。这种来自泰国的古老食物，也是现在我正跟写作组成员分享的食物（专栏15和食谱4）。

专栏15 水稻蜡质基因突变

有一种用以产生有用农艺性状的技术被称为“诱变”。在此过程中，将种子放在诱变性和致癌性很强的溶液中，诱导DNA序列发生随机变异。然后将种子播种，通常约有50%存活。收集存活植物的种子，发芽，观察育种者需要的新性状。这种“诱导突变”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在常规育种上，并可以取得与在自然界中发生的自发突变同样的效果。

在自发突变体中，驯化出了宝贵的泰国糯米。糯米的直链淀粉含量很低。普通稻米胚乳中总淀粉的直链淀粉含量高达30%。直链淀粉的缺乏是由于蜡质基因发生了突变，该基因编码直链淀粉合成所需的酶（Sano, 1984）。糯米是整个东亚地区美食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食品和甜食中被大量采用。在东南亚一些山区，它也是许多家庭的主食。每年有10％的稻米交易是糯米。

糯米的确切起源目前仍不清楚，因为在考古记录中没有发现糯米。在老挝佛教传说中，糯米起源于大约一千一百年前，然而在中国民间传说中，这在两千多年以前诗人屈原去世的年代就已经存在（Xu, 1992）。最近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两名遗传学家利用现代基因技术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糯米很有可能起源于东南亚（Olsen and Purugganan, 2002）。

研究人员知道，不同水稻品种携带的基因非常相似，但有相当一部分（不同物种，情况不同），一个品种中的某一特定基因会与其对应的其他亲缘关系密切的品种的略有不同。这是遗传多样性的本质和基础——不同水稻品种的基因各异。研究人员假设，如果两千年以前有人培育出了一个很好的糯米品种，然后把它跟其他育种家一起分享，那么之后培育的新品种包含了完全相同的蜡质基因。换言之，蜡质基因将具有单一起始点。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们检测了105个水稻品系的蜡质基因序列，发现所有糯稻的蜡质基因序列都几乎完全相同，带有一个直链淀粉产生序列敲除的突变体。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的糯米育种者喜欢这个突变糯稻品种的糯性，通过新品种选育过程，把它的这一特点完好地保留到其他性状优良的新品种中。

水稻糯米品种的培育过程，是植物育种家根据当地习俗偏好选择遗传改良植物的很好的一个例子。

食谱4 芒果（或转基因木瓜）糯米饭（突变体）

泰国糯米饭的主要成分是蜡质基因发生突变的大米（糯米）。

原料

1磅糯米

1汤匙盐

3/4杯糖

2 1/4杯椰汁

3个去皮芒果，或转基因木瓜

步骤

1. 量取糯米，用冷水淘洗干净。重复此步骤直至水清为止，约3次，沥干水。

2. 将淘洗好的米放入碗里，加冷水，使水面高出米层约2～3英寸。浸泡6～8小时。

3. 沥干大米，用纱布把它包起来，放入铺有纱布的竹或金属蒸屉内。加入6～8杯水到蒸锅中，烧开。盖上盖子开始蒸饭，大约蒸45分钟（或直到米粒变软）。

4. 在这期间，把盐和糖溶入椰奶，边加热边搅拌，防止结块。当混合椰奶烧开后，继续小火加热搅拌，直到它的体积只剩下原来体积的1/3。

5. 将椰奶从火上移开，并另留3/4杯。糯米饭蒸好后，立即盛入可以密封的容器中，倒入剩下的混合椰奶。用力搅拌，盖上盖，静置15分钟。

6. 去皮芒果或转基因木瓜切片，装入合适的盘子中。用勺子将煮熟的糯米饭盛出来放在芒果或转基因木瓜旁，将留出来的混合椰奶洒上。上桌，享用。

马特跳进来说：“但这种情况是不同的，自发突变是很自然的。这当然比用致癌物质诱发突变的稻米要安全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够通过购买有机食品避免这种风险。”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说：“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多消费者认为诱发的遗传变异是不自然的。”在有机管理标准中，用化学诱变培育的作物品种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它们不用接受食用安全性或生态环境安全性的监管。

马特很惊讶：“即使美国国家科学院报道，诱变育种比转基因过程更可能带来非期望效应，突变的食物仍然可以被认证为有机的吗？”

“对，是这样。风险是相对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所有的传统育种和基因工程方法，这两种方法带来负面影响的风险都是，非常低的。如此之低，实际上在转基因到来以前没人去担心非期望效应。”

我挨个儿分发这种配有紫色番茄的米饭——芹菜沙拉，问辛迪，她用的是什么大米（食谱5）。

她回答说：“这是我们最喜爱的本地企业伦德伯格家庭农场生产的短粒糙米。是我在戴维斯食品合作社买的。”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合适的例子放在面前，我说：“这个经过认证的有机大米是用一个辐射处理品种卡罗斯76号生产的。”（Ahloowalia et al., 2004；J.Jiang, Lundberg Family Farm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06）。组员面面相觑，似乎感到惊讶，但他们仍然都还在吃着。很快，嘎吱嘎吱的咬嚼芹菜的声音充满了这个小房间。

食谱5 配有紫色番茄的米饭——芹菜沙拉

原料

2杯短粒糙米（来自辐射处理的水稻品种——卡罗斯76号）在冷水中浸泡30～60分钟，淘洗干净，沥干水。

7～10杯水

1茶匙盐

1汤匙橄榄油

色拉调料

2汤匙切碎的葱/大葱

3汤匙切碎的芫荽/香菜叶

3汤匙切碎的薄荷

2～3汤匙柠檬汁

1汤匙橄榄油

调味的盐和胡椒

黄瓜1根，纵向十字切开，然后切成薄片

2～3根芹菜，切成薄片

装饰菜

4个普鲁登紫色番茄，切碎

步骤

1. 在一口大锅里烧水，水开时加入盐和油。

2. 分次放入大米（注意让水保持沸腾状态）。

3. 火加大一点点，煮10～12分钟（期间搅拌1到2次）。

4. 将煮好的饭粒放入漏勺沥干，等水完全排干，立刻将饭粒放入浅盘，用叉子摊开弄散，不留饭块。

5. 将色拉调料，包括芹菜和黄瓜，放入碗中。

6. 不要在米饭还热的时候加入调料（热气会使菜叶萎蔫）。

7. 冷饭与配菜在一个大碗里混合，然后转到一个盘子里。

8. 在顶部以番茄片或在中间以一堆番茄碎粒作装饰。

9. 放入冰箱冷藏，食用时拿出来放至室温即可享用。

改自斯·欧文《稻米全书》中的《米饭色拉，塔博勒风味》章节。

我们一边吃，一边谈到食物中的其他化合物。由于植物中含有丰富的糖类、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各种谋食者而言，它们就是明摆着的诱人宴飨。植物又跑不动，于是它们发展出一套防御系统来保护自己。芹菜，看来还是良性的，但它也会产生一种被称为补骨脂素的有毒化合物，以阻止掠食者，避免在其生命周期的早期就被吃掉。有时会有人因补骨脂素而意外中毒。

育种者通常会选育补骨脂素含量相对较高的芹菜，是因为农民喜欢种植抗虫性好的植物，消费者也更倾向于购买品相完好的农产品。不幸的是，曾有工人在收割芹菜时，发生了严重的皮疹（NAS, 2004）。这是传统育种中的一个非期望效应。如果编码毒蛋白的基因已被克隆，在引入新品种之前经过研究，农场工人就能在风险暴露之前就明确它的有害影响。

拉乌尔想起另一个例子：“我发现，绿色土豆是相当不错的灭鼠毒药。有一天，我走进一个有机认证的温室大棚，在一些刚被吃过的绿色土豆附近看到三只死老鼠。”

马铃薯产生的配糖生物碱龙葵素是一种有毒化合物，虽然大部分品种的含量是如此低，以至于它们被认为对动物是无毒害作用的。但一些马铃薯品种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较高水平的毒素，如一些品种在光下产生的毒素会达到致害水平。

到目前为止，对动物有毒的化合物，只出现在通过常规育种方法选育生产出来的食物中。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对健康或环境不利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转基因方法生产的食品都要另外进行详细审查；也可能是因为市场上已经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还不是很多。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有时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辩论中却会缺失。

“那么不相关物种的性状又会如何呢？如果我们把鱼的基因转入水稻，新性状本身会是个问题吗？”艾米追问。

“人类早已经享用鱼的基因，所以这个特定的例子我们可能并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转基因食品的第二个重要方面。通过转基因技术，你可以把任一物种的基因转入到植物中，这意味着每一个新的转基因特性都需要进行个案评估。”我回答。

我解释说，虽然市场上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伤害人类的事件，但在实验室阶段确实有非期望效应的情况发生。比如，当一个编码菜豆蛋白的基因在豌豆上表达时，蛋白以改性形式存在，在小鼠体内诱导发生免疫反应。该转基因豌豆从未被商业化应用（Prescott et al., 2005）。另一个例子是转基因玉米，其原本设计为能抗常见的玉米害虫（专栏11）。令人惊讶的是，该转基因玉米品种除了预期中的抗谷实夜蛾和玉米根叶甲外，当茎秆被害虫咬伤后，含有真菌增殖产生的极低水平的毒素。

“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有没有引起人体过敏反应的呢？”辛迪问道。

“没有。”我回答。我继续告诉他们，在一个实验中，一个已知的过敏原（一种巴西坚果蛋白质）被转入大豆。这种新的转基因大豆，在对巴西坚果过敏人群的血清中诱导反应抗体的产生（Nordlee et al., 1996）。虽然这一产品原本是打算作鸡饲料用的，但这个转基因大豆品种从来没有进入田间实验，也没有被商业化种植，部分原因就是，商业化之前的全面安全性评价结果显示，这种转基因作物具有致敏这一项不良影响。

作为一名助产士，艾米熟知与怀孕和分娩有关的风险。她让我想起，当我怀上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奥德丽的时候，她建议我们就在家里的露天热水浴池里给奥德丽接生。“太危险了。”家人和朋友纷纷劝告。我们的法国朋友，瑟吉和伊夫琳，感到特别吃惊，因为在法国，在怀孕期间喝酒也比在家里的热水浴池里生小孩要常见得多。

普遍的设想是，医院分娩对母亲和孩子都更安全。的确，大多数女性确实更喜欢最先进技术就在一旁的安适感，特别是因为有证实分娩危险的真实事例。然而，有研究表明，希望在家分娩的健康妇女没有给自己和孩子增加风险（Ackermann-Liebrich et al., 1996）。事实上，有至少一项研究表明，对于曾生育过的妇女，在提前安排好，又有训练有素的助产士帮助的条件下，在家里分娩的风险其实比在医院还低（Wiegers et al.，1996 ）。这些科学研究令人感到安心，又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医院仅有五分钟路程，而且我们知道艾米的技能精湛，因此我们决定在家里生下奥德丽。

艾米微笑着，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事实证明还不错，不是吗？”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对的。奥德丽出生在春天的一个正午，在格子架上紫藤香味陪伴下的水里。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所有的人，大家头上的太阳帽，他们的笑声，还有我母亲精心准备的鲜榨柠檬汁的香甜味道。

“但，说真的，对于我来说，它事关孩子们，”艾米以严肃的口吻继续说道，“我不单指我自己的孩子，而是指所有会在这个星球上长大的孩子。我们要留下一个更干净的环境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种出更多富有营养的作物。”

“嗯。”我同意。我那时无法多说，因为我的嘴里塞满了克里斯多伦面包。然而，艾米的评论让我想到了转基因对发展中国家青少年儿童的潜在影响和我们的责任。

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维生素A缺乏（VAD）是一个公认的公共健康问题，对非洲和东南亚的儿童和孕妇的影响特别大。在世界范围内，估计有超过1.24亿儿童患有维生素A缺乏症。该症致使许多孩子失明或腹泻发病。每年有近800万名学龄前儿童死于维生素A缺乏。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改善维生素的营养状态，每年可以减少130万至250万名幼儿和学龄前儿童的死亡（Humphrey et al., 1992）。而儿童因可预防疾病而死亡的，在发达国家中已不常见。

为了对抗维生素A缺乏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一个“幸福武器”营养计划，包括母乳喂养和补充维生素A等的组合，再加上一些长期解决方案，比如促进富含维生素A食物和强化食物的开发等。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组科学家决定进行尝试。为了使稻米含有较高水平的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前体），他们把黄水仙基因（可以生成大量的类胡萝卜素，使花呈黄色的一种色素）和两个细菌基因利用基因工程转入水稻（Ye et al., 2000）。用此转基因水稻生产出来的大米类胡萝卜素含量丰富，呈金黄色。

艾米给大家续上杯，我喝了一口，继续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营养强化大米与富含维生素D的牛奶类似，只是它们加入的过程不同。”

“对了，”我继续，“这也和含碘食盐相类似，它极大地减少了婴幼儿碘缺乏病的发生。”

“吃类胡萝卜素营养强化大米能真正帮助孩子们吗？”马特问。

我告诉他们我和我同事迈克·格鲁萨克的最近一次谈话。他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儿童营养研究中心工作。迈克告诉我，人类喂食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可以代谢成儿童所需要的维生素A（M.Grusac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06）。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黄金大米的广泛消费将减少维生素A缺乏症的发生，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Stein et al., 2006）。黄金大米对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预计将在最低收入群体中表现得最明显，目前他们仅有一小部分进入营养补充计划（Stein et al., 2006）。如果应用效果得到证实，这个后期工作技术含量较低的、可持续的、政府资助的、以人为本的工作可以配合其他方法进行完善，如培育出富含维生素A的豆类和南瓜等家庭菜园作物。

令人遗憾的是，富含维生素A水稻是基因工程的产物，有些人以怀疑眼光看待它，担心它的长期后果（专栏16）。同样，在一些国家，加碘食盐被认为是政府用来毒害人民的东西。记者唐纳德·麦克尼尔在二〇〇六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碘盐如何被指责为艾滋病、糖尿病、癫痫、阳痿、易怒等病症的罪魁祸首。“加碘盐……会使腌制蔬菜爆炸，毁了鱼子酱，软化硬质奶酪。”在哈萨克斯坦，要打破那样的阻力需要金钱和政治领导力，但最终取得了成功。今天94%的哈萨克斯坦家庭食用加碘食盐，联合国预计将正式宣布哈萨克斯坦为已摆脱碘缺乏病的国家。

专栏16 长期健康风险指标

尽管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转基因过程是安全的，一些消费者还是担心，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带来我们无法确定的长期影响，等到发现时为时已晚。

这种担忧正是美国雪城大学麦斯威尔公共事务学院的社会学家和公共事务教授艾伦·马祖尔在他的《真警告和假警报》里所讨论的。为了鉴别可以帮助判断对被指控风险的预警是真还是假的特征，马祖尔评估了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一年之间针对约31个不同技术提出的健康警告，这些技术包括农药和社区饮用水的氟化等。通过对这三十至五十年的事后认识，他确定了能从起初的明显争议中有效区分真警告和假警报的三个特征。

1. 如果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公众警告是基于公认的科学机构发布的科研报告，两次以上的公开警告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警报是由政府代言机构或市民游说组织提出的，它更有可能是错误的。

2. 真实警告不可能像有赞助商的假警报一样对涉险生产商有偏见。

3. 相对于那些没有从属来源的消息，新闻中出现的警告如果部分原因是他们要与之前的报道有关联，那么这种警告更有可能是假的（Mazur, 2004）。

从最初对转基因过程本身的危险提出警告，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在这里，我以马祖尔提出的标准来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评估。

1. 第一次引起公众关注的关于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中的公共预警是市民游说组织提出的。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二年级，美国环境保护署批准了第一个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中，顿时舆论哗然。这种被称为Frostban的抗寒基因重组细菌可以保护植物免受霜冻为害，是由一位低调的教授史蒂芬·林多研究出来的，他与我工作的实验室仅隔一条走廊。一九八七年的一个清晨，在草莓地里对Frostban这一转基因生物进行了应用，来自世界各地的75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见证和报道（Kahn & Co., 2006）。这拉开了以农业和环境为目的的基因工程在大田中的应用以及对新兴生物技术产业进行抗议活动的序幕。虽然Frostban被科学界广泛视为对环境和潜在消费者无害，然而批评者警告说，这种“不自然过程”可能造成环境灾害（Rifkin, 1983）。今天，对这款产品已经不再有什么格外的关注。事实上，相关的菌株（商品名称Snomax）已经在滑雪场地上使用，它可以提高造雪机的工作效率（York Snow, Inc., 2001）。

2. 许多反转基因抗议活动的发起人不喜欢孟山都公司，这是一家最先大规模商业化生产转基因种子的企业。这些批评者担心，转基因将增强公司对我们食物供应的控制。但我认为，如果真的发生这些增加的控制，那也主要是社会经济问题，和食物本身的风险无关。这种非科学问题，只能通过政策解决。

3. 发布转基因食品警报消息的时间很偶然地刚好与世界其他地区食品安全问题爆发的时间一致。例如，疯牛病（和转基因毫无关联）于一九八六年在英国首次报道，动摇了民众对监管机构信息可靠性的信心。

所有这三个特性呈现出来的都是典型的假警报特征。因此，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判断，基因工程过程没有和长期或短期风险联系在一起，该判断同样也得到了马祖尔标准的支持。

拉乌尔改问转基因植物中有时会出现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安全问题：“如果生活在我们肠子里的细菌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抗生素抗性基因，怎么办？”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委员会的报告，这是不可能的。”我回答。如果肠道细菌要获得外源基因，首先基因需要逃过人消化液的消化降解，然后它需要在人体肠道中完好无损，最后它需要进入到肠道细菌中。事实上，有一项研究表明，转基因大豆的外源基因到大肠时已被完全降解（Netherwood et al., 2004）。此外，许多抗生素抗性基因在细菌中很常见，并一直在我们的食物中存在。也有一些技术进步，更使拉乌尔可以远离这种担忧，比如应用糖耐受标记等新的标记基因（见图4），所以抗生素抗性基因已不常用。此外，许多新的转基因作物，如转Xa21基因水稻，可抗细菌性病害，不含任何标记基因（贾士荣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个人通信）。其实更大的风险在于：一是出于医疗目的的抗生素滥用，结果出现产生选择抗药性的细菌（Gold and Moellering, 1996）；二是动物饲料中辅助使用的抗生素（Kidd et al., 2002）。

母鸡饲养是用来说明在饲料中使用抗生素带来风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大多数大型商业家禽养殖中，低剂量抗生素与粮食混合，既可促进家禽的快速生长，又能减少高密度喂养（每平方米超过12只家禽）易发生的疾病传播（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2000）。现在已经知道，反复暴露于低剂量的抗生素下之后，细菌能够产生耐药性。如果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细菌在母鸡的肠道内繁殖，人吃了没煮熟的这种鸡肉后可能会被这种细菌感染。现在科学家们推测，抗生素使用与对多种药物具有抗药性细菌的进化，和人类医学上一些重要药物的疗效丧失有关，虽然这很难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证明（Anderson et al., 2003；Committee on Drug Use in Food Animals, Panel on Animal Health, Food Safety, and Public Health, Board on Agricultur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9；Wiley et al., 2004）。

艾米说：“即使转基因作物被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安全的，那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给这些作物生产的产品贴上标签，让人们自己做决定呢？我想知道我吃的是什么，让我自己做选择。”

我回答说：“我也是一个看标签的人。如果标签上标有糖过量或太多我不认识的成分，那我会选择不买这个产品。然而，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有用的。”

几个月前，我们本地的食品店开始张贴红色的“消费警示”牌，“来源于玉米、大豆或油菜等的传统食品中可能含有转基因成分”。我觉得这些标志没有任何帮助，只会令人徒增烦恼。这有点类似于一些州标注在科学教科书上的警告：“该教科书讨论进化这个有争议的理论，这是一些科学家提出来解释如植物和人类等生物起源的学说。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时，还没有人。因此，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主张均应被视为观点，而不是事实”（Oklahoma Legislature, 2003；Cline, 2006）。整句话里没有什么有用信息，在提到我们的食物状态时是这样，在谈论我们的宇宙创造时也是这样。没有提供任何与转基因食品有关的具体危害或进化的具体信息，消费者如何能用这些词句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无论是指健康风险，还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出，试图完全基于过程评估食品安全，在科学上是没有道理的。相比仅仅对植物新品种培育开发过程添加一个通用标签，让消费者真正了解该食物是什么或食品里含有什么的标签会来得更有意义。然而，这也并非必然会对消费者有所帮助。如果读到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可能含有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已知该农药高浓度时可致动物死亡”，或“可能含有微量的纯化苏云金芽孢杆菌蛋白，该蛋白可以杀死鳞翅目（一类昆虫）”，这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用信息，但对于不熟悉科学的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些真的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吗？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继续讨论产品标识，那么经鱼藤酮（深受一些有机农民青睐的“天然”农药）处理的有机产品，也将必须标明以下信息：“可能含有微量鱼藤酮——长期暴露可造成肝、肾损害”（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1998）。有机超甜玉米则需要这个标签：“携带辐射诱变引起的突变基因，存在突变体蛋白”。有机木瓜需注明：“可能含有大量番木瓜环斑病毒的RNA和蛋白质”（专栏8）。这些标签是如此地让人觉得不祥，读了这样的一些标签再去吃这些有机水果和蔬菜，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大舒服吧。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食品是危险的。毕竟，我们已经安全地吃了甜玉米和有机木瓜很多年。

“在我看来，如果标识的语句不能给安全干预措施和消费者的选择提供帮助，那么它无益于解决问题。”我终于回答了艾米的问题，“它只会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给人们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临走的时候，我们暂停下来享受最后的小吃——切达干酪。我顺便提了一下，说我们正在吃的奶酪，和大部分自一九九〇年以来售出的一样，都含有基因工程的成分。在此之前，凝乳酶制剂从小牛犊的胃分离得来（专栏9）。

马特看来很有兴趣，说道：“它的好处是，你可以吃基因工程奶酪，而仍然被犹太教规定所允许。”马特遵循犹太人的传统——禁止同时食用肉类和奶制品。

艾米，一个素食主义者，皱着她的鼻子开玩笑说：“好可怕——从被屠宰动物身上获得的酶。我还是更喜欢基因工程奶酪。但是，帕梅，我想我会让你咬第一口的。”

说到这里，我们收好盘子，放到厨房，走出门外，互相道别。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坐立不安，有太多事情要通过电子邮件处理，我觉得有些劳累过度，时间也不够用了。快速瞄了一眼时钟，我知道我的游泳训练又迟到了，于是抓起包，跳着走下楼梯，大步跑到外面，骑上自行车，往游泳池飞奔而去。在一天的中间游泳通常可以极大地改善我的精神状态。

五分钟后，我拉起游泳池周围栏杆的链条，停好自行车。我的游泳伙伴们正在有说有笑。即使现在是在一月份，他们穿着泳衣看着也不冷。我赶紧走进更衣室，换上泳衣，拉好泳帽，扯紧泳镜，往游泳池走去。我一头扎进去，水有点冷，所以我飞快地游动好让身体发热。听着哗啦哗啦的划水声音，我很快把实验室事务置之脑后了。当我探出头呼吸，闻到一种淡淡的氯气和防晒霜的椰子味。在戴维斯，几乎每一天的紫外线都很强，需要防晒霜来保护游泳者的皮肤。每每游到池边，一触到池墙我立刻翻转，把头夹在双臂之间两腿一蹬，脚尖绷直，身体像箭一般往前冲出。我喜欢这种身体划过水面的感觉。

游泳的时候，我想到哈佛大学风险分析中心风险沟通主任大卫·罗佩克使用的风险定义：“暴露在会导致负面后果的危险中的概率”（Ropeik and Gray, 2002）。过度暴露于阳光下和水中，可能会导致皮肤癌或溺水死亡。然而，这是一个我们接受的风险，因为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它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又会怎么样呢？以水为例，它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说“水”不吓人，但如果听到有人这么说呢？“一氧化二氢（DHMO），一种无色无味的化学化合物，也许是所有化学物质里最重要、最普遍的，会危及人的生命。尽管存在这一事实，但是大多数人仍未注意到一氧化二氢的危险”（Way, 2006, emphasis in original）。单有这样的警告，没有额外的信息，我想我也不会去轻易靠近一氧化二氢这种东西。

阳光和水都是人的生命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植物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人可能会说，育种和转基因不是必需的，但我不认为地球上有哪个地方可以不依赖于已育成作物的改良特性。有人会说，我们应该简单地坚持传统育种，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不知何故，这一说法没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农药而中毒甚或死亡算进去，也没有把作物减产带来的饥荒算进去。而据我们所知，基因工程本身还没有带来负面影响。暴露在转基因农作物的潜在危险中的概率相当低，因为对转基因要求进行额外监管。这也是罗佩克将转基因食品列为低风险的部分原因（Ropeik and Gray, 2002）。

一小时后，我从水里出来，又回到了充满活力的、年轻的自己，也仿佛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时间。

当我骑自行车回到办公室时，想起这样的事实：有些人明知吃的食物对健康有危害仍照吃不误，因为带来的好处看来大于风险。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前几天，当我准备做克里斯多伦鸡蛋面包时，我就是无法抗拒高黄油面团的味道，就如同我无法拒绝我最喜欢的麦片巧克力曲奇一样（食谱6）。

食谱6 帕梅崔西的麦片巧克力曲奇

原料

1/2杯红花籽油

1/2杯无糖奶油

1杯红糖

2个鸡蛋

1茶匙香草精

2杯现磨燕麦片（使用食物处理器或搅拌器）

1杯全麦糕点面粉（尽量使用新鲜磨制面粉，我们用的是詹妮弗的风轻农场出的面粉）

1杯大麦粉

1茶匙苏打

1茶匙发酵粉

1/2茶匙盐

1/2杯小麦胚芽

3/4杯葡萄干

1/2杯切碎的核桃（尽可能新鲜。我们用Terra Firma 有机种植的核桃）

1杯加谷类甜料的巧克力豆

步骤

1. 烤箱预热至180℃。

2. 把红花籽油、黄油和红糖拌在一起打匀，直至起泡。再打入鸡蛋和香草。

3. 在另一碗里，把燕麦碎、糕点粉、大麦粉、苏打、发酵粉、盐和麦芽粉混在一起。

4. 把燕麦片混合物和油脂混合物放一起，搅打成蛋液。混入葡萄干、核桃和巧克力片。

5. 挖一大汤匙混合物倒在未抹油的烤盘上，烤大约10分钟。

警告——食用饼干生面团可能会危害您的健康！

我记得以前，放学后我母亲制作巧克力豆饼干，我和我的兄弟们为轮到谁舔搅拌器或碗而争论。到今天，当我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做饼干时，我们把手指戳在软软的面糊里，让甜甜的东西融化在我们的嘴里（之后通常又把手指放回碗里，又是一个不明智、不健康的动作）。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因此生病。

拉乌尔经常提醒我，吃生鸡蛋面团是危险的。他是对的。鸡蛋里可能会有肠炎沙门氏菌，如果生吃鸡蛋或吃没煮熟的鸡蛋（即使是自己家养的母鸡下的蛋。我们家通常是自己养的），可能引起严重的疾病。疾病控制中心估计，每年五十个消费者中就有一个接触到受污染的鸡蛋（CDC, 2005）。不过，因为吃生面团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传统和美味可口的乐趣，我甘愿冒这个险。

我记得我唯一一次抵挡住了饼干生面团的诱惑是，当我怀上了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没有吃生奶酪、一些鱼类、即食肉类、苜蓿芽等所有在怀孕期间可能带来风险的食物。我只选最安全的食物，以滋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甚至通过羊膜穿刺术检查了他的染色体，谢天谢地这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但尽管我们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还是没有防住伊万的脐带绕颈——这切断了胎儿的氧气供给，致使胎儿过早死亡，留给我们的是无法与人诉说的失子之痛和无尽空虚。

幸而艾米是非凡的。伊万胎停当天她在值班。我问她，人们要怎样才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痛苦。她直视着我。显然我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和凄凉，但她没有避开。她让其他人离开房间，爬上病床，回答了我的问题。她讲述她自己生活中的意外事故，并说，她用禅修来安慰自己。我无法相信在那样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办法让我度过那一天。但我心里明白，在这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在那一刻，就够了。

我们努力去理解这种随机的死亡。我们没有意识到脐带绕颈的风险，这个发生在健康孕妇身上高达1%的风险。目前还不清楚原因——只知道母亲的营养和活动不是原因。它被认为仅仅是一个悲剧性的意外——婴儿以一种方式扭动，脐带的扭动方式又是另一种。这是我们渴望有一个孩子时所承受的风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食物、家庭和工作都存在相应的风险。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我们的风险。最大的危害通常来自于已知的高风险行为，如吸烟或暴饮暴食等，但有时却出现一定的随机性，我们无法预见。对于怀孕和分娩，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降低了死产的风险，却仍不能消除它们。对于食物，只要我们吃，就总是有一定的风险，无论食物是通过传统育种还是转基因技术产生的。

最后，我们只能从可靠渠道收集最准确的信息，并尽可能做出最佳选择。我知道，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并不比我们冰箱里的其他食物的风险更大。而且正是这一技术，在挽救儿童生命方面有着巨大潜力，无论是通过减少对杀虫剂的暴露，还是通过增加他们饮食中的营养物质。

至于艾米，有新的转基因产品上市时，我想她会继续让我吃第一口。为我们的友谊，我会这么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愿意选择接受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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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农业是一门科学，它教给我们什么土壤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哪些农事操作能让土地持续保持最高产量。

——瓦罗，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土地拥有者

戈登·康韦勋爵，The Doubly Green Revolution, 1977

现在是上午十点，十一月里寒冷的一个早晨。我、拉乌尔和孩子们已经徒步旅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从内华达山脉的翡翠湾，到达这座山脊的顶部。要到这里，我们先要通过一个阴冷狭窄、两旁是陡峭花岗岩石壁的峡谷。清晨的阳光仍然隐藏在9000英尺的山峰外，只有在到达山顶后，才开始有温暖阳光，往下便可以看到鹰湖。孩子们一看到下面的湖水，急切地便想往前冲。我们按照行程安排行事，先吃午餐，让大家舒服一点。各种各样的树木耸立在我们周围，有白冷杉、兰伯氏松、北美翠柏和偶尔出现的紫果冷杉。这些树木逃过了一九五〇年代的砍伐大劫难，现在已经活得比我们父母的回忆还要长。不时有北美白眉山雀和暗冠蓝鸦从树林飞过。这里太安静了，使我们觉得我们似乎是这世界上唯一醒着的，也是唯一知道这个地方的。这里的美丽和野性开始渗透到我们的骨头里，生活的紧张感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预计二〇五〇年将从目前的67亿增至92亿），像这样得以保留的原始生态区将越来越少（Population Division, 2007）。今天，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就像加州中央山谷农业区那样，仅由少数几个驯化物种支配。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还能尽可能减少粮食生产对大自然的影响吗？

我们凝视着湖中的一个岛，岛上孤树凝结的水滴在闪闪发光。海岸覆盖着透明薄冰，再往上有早晨明媚的阳光洒在山脊上，光线的差异让我们可以分出哪里是冰哪里是水。

“快看，那是什么？”六岁的克利夫突然惊呼道，他的蓝眼睛张得大大的，专心看着前方。我们都转过头，看到湖面上一道道闪闪的光亮，像一颗颗星星或一串串正炸开的鞭炮般，一个接着一个，直到许多亮光群星闪耀般奇异地掠过水面，按它们自己的节奏从一处跳跃到另一处，变幻莫测。

我们向湖边缓缓靠近。这一幕唤起了多么神奇的感觉，几乎是超自然的光在水面上跳舞，好像旷野里的仙女们从遥远的世界来看望我们。无论是距离戴维斯100英里的车程，车内发霉的气味，日常生活的忧虑烦躁，还是单一文化的单调，这一刻都消失在这令人敬畏和沉思的闪烁中。

“这是我的魔法，”四岁的奥德丽煞有介事地说，“我让它出来玩一会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还没看到过她有这种特殊能力。

“不对不对，”克利夫摇摇头争辩说，“没有魔法这样的东西。这不是真的，对吗，妈妈？”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想要反驳妹妹的说法。

“嗯，”我回答说，“它对我而言似乎是魔法般的，但我不能肯定，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

小家伙们满意了，兴高采烈地跑去踩冰块，金褐色的头发随着他们的跑跳自然舞动。他们跳到一棵倒下来延伸到湖泊里的树干上，开始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探索，拉乌尔紧随其后，和他们保持在安全距离内。

我独自一人在阳光下休息，走到湖边，双手捧起一捧水放入嘴里，无比的纯净和甘甜。这种味道曾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同松树的香味和粗质的花岗岩一样。当我听到孩子们在这里遇见野性和美时兴高采烈的呼喊，我意识到保护好这些正在消失的原始自然主宰的地方的重要性。人类在这里应该是观光的过客，而不是消费者。不论是新生的还是老旧的都能在大自然中得到各种好处：自然活力恢复、气候调节、营养循环，并为科学家开发作物新品种和新药物提供基因来源。一项研究估计，全球现存野生自然保护计划整体经济利益的收益成本比例至少是100∶1（Balmford et al., 2002）。

这些收益应当作为保护剩下的野生自然生态系统的强大动力。然而，不幸的是，自然栖息地的继续丧失和退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减少。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的人类活动中，最具破坏性的是全球农业活动（Schaal, 2006）。事实上，农业已经是鸟类面临灭绝的最大威胁，看来不利影响还将继续扩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Green et al., 2005）。让我略感宽慰的是，这片土地不适合农耕，要是适合的话，怕是早就被破坏掉了。

拉乌尔和孩子们都已经准备好要步行返回，我不情愿地收拾好行李。我们爬了一小段到达山顶，然后沿着峡谷一路往下走，路上遇到其他的一些徒步旅行者。我们驱车回家，从回音峰下到山谷，和往常一样，我很不舍得离开这片山野。

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穿过内华达山脉来到山脚下，然后开始往下走，一直走到中央山谷。如果继续一直向前走，往西50公里便是海岸山脉。几百万年前，这两个平行山脉的侵蚀沉积，把泥沙堆积在这曾经是一个内陆海的中央山谷地面上，成为了深褐色的肥沃土壤，含有丰富的养分。今天，这片沃土成为世界上最富生产力的农业用地，生产了占美国总产1/4的粮食。

这片谷地并非一直种植农作物。在一百五十年前，灰熊、麋鹿、叉角羚羊、狼、鹿经常在这里漫步，潜行在萨克拉门托大河和圣华金河及其支流的沿岸森林里。事实上，早在一七六九年七月，西班牙人就把中央山谷描述得像人间天堂：“我们驻扎的地方优美宜人，山谷之大、林木之密和牧场之好，让这里非同寻常”（Brandes，1970）。

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山谷美好的农业前景和附近山脚下发现的金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谷地被放牧、烧荒和耕种。随后，爆发性扩张的粮食种植改变了中央山谷和它的居民。自此，农场和城市蓬勃发展，而大多数的野生动物、茂密的森林和禾草丛生的谷地都消失了。自山脉流出的水除了一条河流以外都被大坝拦截，差点干涸而枯竭。黄昏时分，如果他们想要召唤野性的回归，只能偶尔听几声土狼的嚎叫。

我能理解它们的嚎叫。前不久，在我春日单车校园游的路上，还能够欣赏到生机勃勃的曾经广阔的残存山谷花园。位于自行车道和我们家附近一个农场之间的春雨池周围花团锦簇，有金田花、紫三叶、青花羽扇豆，等等。这样的水池在整个山谷有土壤不透水层的地方都有，雨水没有流失，周边可以进行耕种。每年雨季，池子将被灌满，这里就是仙女虾、淡水昆虫和青蛙们的美好家园。鸟儿来到这里，以春雨池的动植物为食。每年春天，当池水开始慢慢干涸时，颜色鲜艳的花朵组成的同心环就会出现。

直到有一天，这些池子都消失了。为了在这片土地上多收三五斗，大型的拖拉机拉着巨大的“凿子”打破了沙砾层，种上了小麦。这种在原始地区发生的农业扩张就和世界各地发生的一样，每年摧毁了大量旷野和与之命运相连的野生动物（Green et al., 2005）。

当我们开车经过山谷，通过新开地、农田和牧场时，我把零食拿出来分给饥饿的家人。“又是豆腐？”他们抱怨。我知道，是的，又是豆腐，是为了这次公路旅行特意切成小方块的豆腐。

我在三十年前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自那时起我的饮食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更关注的是养活越来越多人口的粮食需求，并受弗朗西丝·摩尔·拉普《一座小行星的饮食方式》一书的影响，放弃了吃肉。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从肉食转为素食，大面积的土地就可以不再用来耕种（Lappé，1971）。这是因为我们地球上大部分的农业用地被用来生产粮食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动物，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幸的是，尽管我的愿望是美好的，也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但是这种趋势一直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肉类消费仍在增加（Delgado et al., 1999；Myers and Kent, 2003）。现在全球牲畜放牧和饲料生产占用了地球陆地面积的30%，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大量生态敏感地区（Steinfeld et al., 2006）。

降低人口增长将是解决自然栖息地逐渐减少的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毕竟，地球上的人少了，就意味着需要更少的土地来种植粮食。但谁来决定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点呢？一些国家反对计划生育，一些国家支持本国公民生育，有的甚至为生育提供激励政策（Chivers, 2006）。显然，要协调解决农业生产、人类营养和自然栖息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还有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要考虑。

尽管这样，人类仍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减少农业对生态的负面影响。首先是，要把有利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农事操作实践活动最大化。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在农场保留自然栖息地，为野生动物提供住所（Green et al., 2005；Rosenzweig，2003b）。和只有最敬业的农夫才可以种得了粮食作物的高海拔山脉不同，最具生产力的农业用地通常是在气候温暖、阳光充足的地方，有足够的水和深层土壤，可以繁育种类繁多的动物、两栖类动物及其他生物。例如在哥斯达黎加，各种鸟类、哺乳类动物和蝶蛾类昆虫等原始森林物种，有一半分布在高产农业用地附近。因此，在这些农场留出小块空地做自然栖息地，对相邻野生动植物有利（Green et al., 2005；Rosenzweig, 2003b）。

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农场不能很好生产，农民被迫使用更多土地，进而减少了可供野生动物栖息的土地，那么，农民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农场，既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又可以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食物呢？美国生态学会表明，保持高单产至关重要（Snow et al., 2005）。这种做法可以为自然栖息地减少压力，因为同样产量，占地更少。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提高产量最经济、有效和环境友好的方法是植物育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华盛顿大学生态学家芭芭拉·沙尔认为，植物育种者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类群体都大（Schaal, 2007）。许多科学家也都持有相同意见。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里斯·格林和他的同事指出，如果没有最近几十年里培育出来的高产作物品种，则需要用2到4倍甚至更多的土地才能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生产同样数量的粮食。展望未来，据他们计算，如果单产没有另外增长，在人均粮食消费量保持目前水平的情况下，到二〇五〇年需要的世界耕地面积将增加几乎一倍。相比较而言，如果能将全球粮食产量提高到目前已在北美实现的平均产量水平，就会带来非常可观的土地节约效果（Green et al.,2005；Waggoner, 1995）。

显然，通过植物育种进行的遗传改良，过去已为节约土地发挥了关键作用，未来还将继续这样。但土地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很重要。例如，在北美取得的高产依赖于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合成物质的大量投入，这种代价是昂贵的，并且会破坏环境，降低生物多样性。据估计，在美国使用的农药每年杀死7000万只鸟类和不计其数的昆虫（包括益虫和害虫）。这样的公共环境损失每年约10亿美元（Pimentel and Raven, 2000）。除草剂在灭除杂草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阿特拉津这种在美国（在全世界可能也是）最常用的除草剂，可致使男人丧失男性特征，使非洲爪蟾发生两性畸形。据推测，阿特拉津的过度使用导致世界各地青蛙在过去五十年内大幅减少（Hayes et al., 2002）。全球两栖动物评估发现，世界上6000种青蛙、蟾蜍和蝾螈有近1/3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任何其他动物类群（GAA, 2004）。这些例子说明了下一个世纪要面临的一个全球性挑战：需要开发出只需最低投入的高产品种，这样可以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最小化。

除了植物育种外，取代当前“高投入”农业的另一个方案是增加有机农场的数量。由于有机农民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有机农场的生物多样性会比传统农场的高。此外，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某些作物的有机种植产量能达到传统农业的水平（Reganold et al.,2001；Mader et al., 2002）。不幸的是，由于在某片土地上的农田生物多样性一般随着产量增加而降低，连有机农场的生物种类也比原来的原始生态系统要少得多（Green et al.,2005；Pain and Pienkowski，1997；Krebs et al.,1999；Donald et al., 2001）。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腾出土地来保护野生动植物，即使把所有的农业都转为有机农业（美国目前有机农业还只占2%），还是需要增加单产。

幸运的是，美国有机农民通常会寻找各种方法来提高单位面积效益，其中一个最佳途径就是增加产量（Guthman, 2004）。经济上最成功的商业化有机农场，经营往往是相当集约化的，可以获得相当高的产量。这在福尔贝利农场得到了验证。那是拉乌尔许多年前帮助建立的一个有机农场，他现在所在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生农场也是这样。

我问了拉乌尔一个问题，让他从开车疲劳中警醒一下：“在学生农场，你每年种多少种作物？”

“三种，包括一种绿肥作物。”他回答说，“我通常在早春种植生菜，然后是番茄或茄子，再然后是绿肥作物。”

这类作物轮作和集约化对农场野生动植物是有利的，也可以让节约出来的土地避免成为农田，这对于野生动植物来说是最大的益处。常规农业和有机农业的农民都要依靠遗传多样性和改良植物品种来增加产量，传统的遗传修饰是所有这些品种改良的基础。转基因技术为培育抗病虫作物带来了更多的新工具，从而可以减少传统农场的农药使用量，提高产量（Fernandez-Cornejo and McBride, 2000）。应用转基因技术提高产量，被一些生态学家视为可腾出更多土地免遭破坏的一种途径（Qaim and Zilberman，2003；Snow et al., 2005）。

在中国，转基因的应用效果也非常引人注目：小农场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农药用量减少了80%（Huang et al.,2005；专栏10）。同样，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自一九九六年转基因作物开始推广应用以来，美国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用量下降了约250万磅（Fernandez-Cornejo and Caswell, 2006）。这些结果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转基因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农业耕作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为野生动物腾出更多的土地（图7）。




图7　“拯救地球”T恤衫

有意思的是，转基因作物被设计成可以使用除草剂的植物，也有助于停止使用毒性更强的除草剂，这些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反而给农田带来了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Strandberg and Pederson, 2002）。这是因为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应用的是新的更广谱的除草剂如草甘膦，作用目标只是植物的代谢过程，不会在地下水中留存（专栏10）。相反，在美国大部分中西部州的地表水和雨水中已检测到传统农业中常用的阿特拉津（Durkin，2003；Giesy et al., 2000）。雷切尔·朗是加州大学在优洛县的推广合作顾问和有机农业研究工作组成员。她告诉我，目前在加州中央谷地种植最常规的苜蓿，农民往往用敌草隆来控制杂草。而阿特拉津、敌草隆等除草剂会在地下水中留存，此类除草剂对水生无脊椎动物有剧毒（Extension Technology Network, 1996）。“我希望孟山都公司新开发的转基因抗除草剂苜蓿品种，将有助于改善山谷地区的水质。”她最近这么跟我说。

节约水资源也同样需要农业的高生产力。在世界许多地方，水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许多河流不再一路奔流到海；世界上有50%的湿地已然消失，许多主要地下水含水层遭到不可持续的开采，墨西哥、印度、中国、非洲和北美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多达1米（Somerville and Briscoe, 2001）。约40%的世界粮食生产来自灌溉用地，约10%用地下水种植。因此，增加粮食生产必须是在同样土地面积上，在相同时间使用更少的水。要实现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除了抗旱和抗病虫转基因植物等新一代技术创新外，还需要一系列体制和管理上的改变（Somerville and Briscoe, 2001）。减少病虫为害带来的损失，等于创造出更多土地和更多水，因为病虫害造成的作物生产损失在非洲和亚洲约为40%，在发达国家约为20%。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卡内基学院院长克里斯·萨默维尔说，“提高了抗病虫、抗旱性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带来的好处将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增加贫困地区的粮食和收入，还是减少对水资源的需求，以及限制土地种植面积的扩大，所有这些都将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

我们快到家了，孩子们躁动不安地坐在车里。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到啊？”克利夫可爱地发着牢骚。

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问他，“你想听《飞天巨桃历险记》吗？”

“想！”

我把盒带放进去。在我们听罗尔德·达尔那神秘而富有想象力的散文时，我开始想故事里那个接触了神奇的绿色物质后越长越大，鼓起来后变得甜美多汁的桃。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个桃子里有一个被挖空了的狭窄空间，在那儿养育了各种各样的生物，有蠕虫、飞虫、蜘蛛，还有一个名叫詹姆斯的小男孩。我想，一九六一年写这本书的罗尔德·达尔，看到植物生物学、遗传学的进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农作物看似无限可能的改变，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会发现这是另一本“美味”小说极好的材料来源。

我们到了戴维斯，把车停在学生农场。奥德丽和克利夫光着脚从车里跌跌撞撞地翻滚而出，自由欢快地跑来跑去。拉乌尔给温室里的幼苗（莴苣、无头甘蓝、羽衣甘蓝、甜菜、香菜）浇水时，我和孩子们在漫步。我们穿过一个木门，那里整齐地种着一行行蔬菜，地上还有没收的南瓜躺在那里，它的迷人光彩引来了附近的乌鸦。绿肥作物（蚕豆、紫云英和马格纳斯鹰嘴豆）像哨兵似的站得笔直，茄子下面挂着沉甸甸的紫色果实。我从附近的百年老树上摘了几颗橄榄，那是最早在这里的农民种的，而孩子们在整齐的菜畦间穿行，找寻枯藤上的番茄。本地黄嘴喜鹊和乌鸦在争夺电线杆上的最佳座位。一只赤肩鵟猛扑过来，鸟群四处飞散。戴维斯分校的鸟类学家杰夫·毛雷尔认为，在拉乌尔的农场这里发现的鸟类，比附近传统农场的更多样化，他正在进行研究以验证这一理论。

在中央山谷，我们看到像这样有利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农场数量开始增加。同时，最新的遗传工具正用来使农业的负面生态效应最小化。从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种着转基因水稻、番茄和其他作物的温室，这些都是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学家们研究出来的。就像中央山谷的农业在过去随着人口增长的需求所作的改变和调整，今天为了满足保护日益减少的自然生态区域和保护遗传多样性的需求，中央山谷的农业再次发生改变。

克利夫发出兴奋的尖叫声，他找到了三个红色的小番茄。十二月份的番茄？显然，山谷里还有一些奇迹。由科学家和农民创造的奇迹，与自然旷野的奇迹不一样，但作为新基因的来源、干净的水源，还有很多很多方面，都要依赖于它。正如粮食生产的命运依赖于土地管理，大自然野性的命运也日益紧密地与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九 杂草、基因流和环境



一个寒冷、晴朗的早春，日出几分钟后，我悄悄地来到花园。我要在家人醒来前做一些除草工作。清晨的宁静被忠实的公鸡每天必奏的乐章和小麻雀叽叽喳喳的交响曲打破。我来到工具棚，拿起锄头，系紧塞着小铲子和其他工具的园艺工作带。我从宿根园走过，前面藤架支撑下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苗床，它们已经占据了我半英亩花园中阳光充足的一小块。这一小块地是我特别自豪的。十五年前我搬来时，这里还是一个黄星蓟遍布的丢荒牧马场。这种带着灰绿色、毛茸茸、蜥蜴形叶子的非本土植物是有毒的，如果被马误食，马会发生一种类似于人类帕金森氏症的神经性疾病（DiTomaso, 2006）。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这种杂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传播面积超过了1 200万英亩。

我不认为有多少人会喜欢黄星蓟，也许只有被它鲜艳的橘黄色花朵所吸引的蜜蜂，或着迷于甜蜜蜂蜜的蜜蜂爱好者。绝大多数人觉得这种杂草惹人讨厌，但是又没有简单的办法来除掉它。我花了多年的时间来管理，包括火烧、刈割、锄草等多种手段，并重新种植了多年生草本植物，把它恢复成了原来的牧场。今天，这里满是紫色的针茅草、蓝色的披碱草和黄色的花菱草（加州州花），它们都是这里的本地物种，过去在中央山谷漫山遍野，但后来的人类活动和外来杂草入侵把这些本地物种几乎完全毁掉了。

我用锄头锄掉一些剩下的黄星蓟苗，半恢复的草坪已经基本弄干净了。我看了一下相邻的果园，那里已经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外来草草垫。它们大多是雀麦草和野燕麦，正在和这里的果树——石榴、柿子、柚子、李子、梨、桃、橘子——为争夺地盘而激烈交战。我有些沮丧，于是把果园留着改天再弄，沿着长满马缨丹和加州倒挂金钟的花岗石路走过去。之后的几个月里，这些红色花朵将会引来几十只蜂鸟，花园里就充满了翅膀快速扇动的不规则鼓点。我停了下来，弯下腰去解开一串绞住路旁两棵郁金香的粉红色牵牛花（也被称为田旋花）。我注意到狗牙根朝着草坪和约翰逊草地匍匐而去，正在入侵我的薰衣草和迷迭香花园。我用手锄一把挖出了入侵者，继续往蔬菜和切花花园走去。我沮丧地看着周围。小花锦葵，一种锦葵属植物，带着看似娇嫩的粉红色小花朵已经侵犯到了草莓和芦笋等植物的领地，皱叶酸模也正在取代我的甜豌豆。除非我尽快采取措施，不然我看起来就是在种杂草而不是作物了。

多年来与杂草的斗争，让我了解到了它们对花园、农场和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我已经变得警惕，即使是最小的、看似平常的杂草小苗也不再相信，一见到就拔出来。我产生了好奇，为什么许多杂草能蔓延入侵，而大多数作物和本地物种却不能。作物和杂草这两种花粉都可以广泛传播的，不是吗？那么，为什么在入侵性上有差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学习杂草起源，为什么它们能存留和繁殖，以及驯化作物如何不同于杂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辩论转基因作物潜在影响的重要话题。一些人担心，转基因花粉在环境中的存在将会创建出一个无法控制的入侵杂草新品种，侵扰原始环境，或无可挽回地改变本地物种的遗传组成。

我花园里的杂草有着相似的特征。首先，它们很狡猾。例如黄星蓟，能够快速完成生命周期。它在秋天的第一场雨后就发芽，把根伸到地下6英尺或更深处，它吸收了所有的水分，所以发芽慢的土著种得不到足够水分。其次，这里的杂草大多是外来者，已经进化适应，能够生存和传播。例如，黄星蓟是从欧洲传出来的，几百年前传到了智利。一九五〇年代，它藏在苜蓿种子里从智利来到美国加州，不经意间和干草作物一起被种植。再次，它们普遍能产生大量的种子，或枝叶侵略性生长。盛夏，一株黄星蓟就可以生产10万粒种子。田旋花的地下茎在一个生长季节可生成多达1000个新植株。这是杂草竞争过驯化作物（它们的堂兄弟姐妹，生产上应用的栽培作物）的一些方法，也给园丁（或农夫）带来了无休止的劳作。

在动手拔小花锦葵（另一种难以拔除的侵略性杂草）之前，我一边弯曲、伸展身体，松一下我的老腰（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除草，至少剩下的杂草已经不多了），一边想着去年的甜玉米。这些甜玉米长得几乎完全一致，它们的单茎顶部都高耸着专门培育的穗状雄花，长得比我还高，并长着大大的玉米棒子。大果穗，少分支，株型巨大化，减少种子的散播，缺乏遗传多样性，这些都是被驯化的特征（Ross-Ibarra et al., 2007）。我的玉米确实很适应它的“家庭生活”，符合育种目标，营养丰富，依靠辛劳的农夫来摧毁所有的竞争者。这些玉米如果不是我伺候着而是自己长在野外，显然长不成这样。

从花园往西看，掠过成排的老橄榄树，我看到了阳光明媚的蓝灰色内海岸山脉的山脚，那里隐匿着加州最荒野的土地，偶尔还会有山狮和熊给游客以“惊喜”。在我们的农场和这些山丘之间，是大片的农田。由于农场和旷野的邻近，似乎作物有可能跟随不甘寂寞的杂草，逃到附近的山脚下。但是它们没有。在和学生鉴定该地原生植物物种的旅途中，我们发现了超多的野生燕麦、雀麦草和黄星蓟。然而，山麓的这些杂草中明显没有从中央山谷农场逃逸出来的作物——我们没有看到玉米、大豆、苜蓿、棉花，也没有番茄、红花和水稻。这些驯化的植物也是外来者——番茄和玉米来自中南美洲，棉花来自现在的巴基斯坦，红花和苜蓿来自近东和中东，水稻来自中国。多年的品种选育过程已经把它们残留的杂草性彻底淘汰掉了（Hobhouse, 2005）。驯化作物野生性的去除，正是这些经过遗传改良的玉米和棉花在这里种植了150年，也没有在山脚下建立野生群体的原因之一。在山谷种植的主要转基因作物，转基因棉花和玉米，也都不太可能在这里留存下去。毕竟，转基因作物仍然是作物，作物要想成为杂草，它们的表现可就太差劲了。植物身上这些利于农民的特性使它们难以在荒野中生存（Berthaud Gepts, 2004）。

我跪在地上，拔出剩下的田旋花和小花锦葵，然后整理一下准备在春天播种的苗床。我们昨天撒在这里的堆肥紧密、湿润，深色光泽里不规则地点缀着几片蛋壳——淡蓝色、棕色和白色的蛋壳。我从园艺工作带里拿出铲子，开始小心翼翼地翻挖，把堆肥和黏土混合，怕伤害到那些肥肥的、慢慢挪动的微红色的蚯蚓。除草和翻动土壤时，我产生了转基因作物的花粉可能会飘移到附近的山脚下，产生一种新的杂草，从而破坏当地生态系统一类的顾虑。那么，如果外源基因从转基因作物进入野生近缘种呢？转基因作物的花粉飘移能把作物变成杂草，或将普通杂草变成“超级”杂草吗？大部分专家指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需要发生大量基因流，自发突变组合产生很多遗传改变，才可能变成杂草。

如果没有愿意合作的（性）伙伴，就不能完成交配，也就是说，没有基因流发生。而大多数植物都相当挑剔，它们喜欢近亲属而不是家族外的外来户。作物的花粉（包括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作物），可以根据需要四处周游——随风飞舞，粘在蜜蜂的花粉篮上，被苍蝇携带，或通过人类（如植物育种者）的手——但除非花粉下来后碰到的是相配的伴侣，否则它们不能完成受精，也就没有杂交后代种子的产生。如果没有基因传递过去的后代，也就没有基因流。在中央谷地，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不能为附近的本地植物群体所共享，因为山脚下的植物中没有和在这里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可亲和的近亲属。这意味着，在大山谷区种植的这些转基因物种是被围困在这里的。这就好像加州是一个大大的、椭圆形的平底浅盘，周围是又陡又滑的侧面，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被装在盘底。

当然，转基因的作物越来越多，情况不会一直这么简单。这是因为种植其他作物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此类基因流问题。例如，大多数生态学家认为，如果花粉带有一个能带来“适合度”优势（例如增强所生产种子的活力）的性状（转基因或非转基因），同时它的附近有野生近缘种，这一性状会有传到野生近缘种群体并保留下来的潜在可能。如果该基因没有赋予适合度优势，那么它只能以其最初发生基因流时导入的频率出现在它的群体中（Ellstrand, 2003）。如果该基因赋予适合度优势，则具有带上入侵性的潜在可能。例如，如果带有耐旱基因的小麦和一种称为具节山羊草的近缘杂草杂交，如果杂交群体建立，可能会在美国西部成为一个生态问题。

当然有证据表明作物能与野生近缘种杂交，但几乎没有任何杂交后代成为了具有入侵性的杂交群体。例如，在加拿大魁北克省，驯化转基因甘蓝型油菜能和叫芜菁的野生近缘种杂交（Warwick et al., 2003）。依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群体遗传学家诺姆·艾斯川德所述，“油菜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例在自然种群中发现外源基因的已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Ellstrand, 2006）。虽然可以在两个油菜种间杂交的后代中发现外源基因，但它们在随后的几代出现的频率在慢慢地降低。另一项研究表明，这些甘蓝型油菜杂交实际上降低了野生种的竞争力，把这个特殊的杂草变成了“软骨头”（Adam, 2003；Halfhill et al., 2005）。

去年，我向俄勒冈州立大学林业科学家史蒂芬·施特劳斯教授问起他的研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促进公众对转基因的了解上。他告诉我，所有的研究都表明，驯化作物和野生近缘种间的基因流问题，并没有让野生近缘种得益，尽管集约化培育提高一年生作物的抗逆性，但由此引发的进化为杂草或更具入侵性野生近缘种群体的案例极其罕见（Strauss，2003；Ellstrand, 2003）。

要把驯化作物变成滥交的杂草，显然是相当困难的。

近日，我了解到，一种有着非常轻的花粉的多年生杂草与其他至少12种草发生花粉杂交，这种杂草已经在俄勒冈州的高尔夫球场种了几十年，它就是匍匐翦股颖。不像作物在农场外存活有困难，匍匐翦股颖这种草可以很容易地在野外生存。而高尔夫球员和球道护理员喜欢这种草，则是因为它长得低矮，且容易打理。现在，有两家公司（孟山都和美国施可得公司）已经开发出了可以抗广泛使用的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匍匐翦股颖。这种转基因植物的好处在于，球场上的其他杂草被草甘膦杀死，而它可以在除草剂处理后存活下来（Watrud et al., 2004）。

转基因植物花粉的行为和对应的非转基因植物没有什么不同，这并不出人意料。研究人员在距转基因匍匐翦股颖源区14公里外的野生种群后代中发现外源基因。尽管外源基因在种群中扩散，但在不施用该除草剂的花园或野外，不会成为新的麻烦问题。换言之，转基因杂草仍旧是杂草，它的生存竞争能力没有比相对应的非转基因杂草更强。尽管如此，这个案例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应该拿来培育或转基因？一方面，从一个一星期要花几个小时把杂草拔出来丢到堆肥坑的园丁的观点来说，种植杂草是没有意义的，更不要谈去培育它们了。但另一方面，喜欢平滑草坪的高尔夫球手们也希望远离我那多草的菜园。

在花床上干活时，我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基因流可以从野生种向驯化作物发生吗？到目前为止，在我的花园里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我自己种的原生草，偶尔重新播种，但并没有很强的入侵性，也没有侵入到我种的蔬菜作物中去。因为它们没有与花园里的其他植物分享基因，我也不会粗心大意地创造出有趣的杂交组合。然而，非良性原生植物在世界其他地区会给农民带来麻烦。

去年春天，我因为要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科学院访问，错过了几天最佳园艺时间。在科学院，芭芭拉·沙尔教授说起她在水稻杂草方面的研究。通过与泰国清迈的同行合作，沙尔研究小组发现，野生稻与驯化的非转基因水稻发生低频率的自然杂交，产生杂交的水稻后代（Schaal, 2007）。但这种水稻杂种不能在野外茁壮成长，因为原有野生稻物种的适应性比它更好，因此迅速占领杂交种的生态位。然而，这种杂交给泰国农民带来了杂草丛生的困扰。杂草种子难以消除，因为它散布在土壤里，致使下个生长季节的杂草更多。随着杂草增加，水稻产量以一定比例下降。

这个例子，如同其他人（Ellstrand, 2003）论证的，野生和驯化物种间可能发生基因流，但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入侵，如两个杜鹃花的园艺品种间发生自发杂交产生了一个入侵品种（Ellstrand, 2003）。

虽然生长在加州的转基因植物目前没有机会与野生物种杂交，但是加州的一些作物被广泛出口，如果那里正好有杂交可亲和的物种，最终可能留存在环境中，例如，每年从美国进口数百万吨玉米的墨西哥。

当我跨过苗床继续拔草时，回想起我和朋友在墨西哥瓦哈卡的旅行。我们穿越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热带雨林，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树蕨、苏铁、胡椒属、天南星科、凤梨科植物，还有兰科植物。我们也穿过小村庄，那里的农民从事着自给性农业。他们栽种了不同的现代玉米品种和传统地方品种——选择适应其特定位置和他们烹饪特色的作物。通常，地方品种通过一代传给另一代这样代代相传下来。这些遗传改良的地方品种很有价值，因为它们携带了宝贵的抗病基因和其他农艺性状，或带有饮食文化特色。

转基因玉米的花粉流是否会危及这些宝贵的瓦哈卡农家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科学、政策和管理系伊格纳西奥·差佩拉教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他们在瓦哈卡北部进行的玉米地方种质研究，为这些地方品种中有转基因DNA的存在提供了证据（Quist and Chapela, 2001）。该研究结果的发表在全球引发了爆炸性关注，因为在墨西哥，转基因玉米从来没有得到批准种植，有人担心，外源基因的存在可能危及这些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虽然该结果的发表引发了广泛争议（Editor, Nature, 2002），但没有在随后进行的经同行评审的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中得到证实（Ortiz-García et al., 2005）。文章激起了一场关于基因流的生物、经济和文化影响的重要讨论。这些议题越来越重要，因为墨西哥的玉米种植者想要使用转基因技术来提高生产力，而且贫困的消费者以此为主食。墨西哥玉米产业联合会主席卡洛斯·萨拉萨尔认为，如果可以的话，估计超过90%的中小种植者会选择转基因种子（Garret, 2007）。最近，墨西哥的玉米种植者和孟山都公司签署了一项购买和种植转基因种子的协议。

未来转基因玉米的大量种植会给地方品种造成麻烦吗？正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遗传学家保罗·盖普兹所指出的，由于当地农民在高生物多样性地区广泛种植非转基因现代杂交新品种，“现代”基因已经存在于地方品种中，这些品种通常是由当地想要种植新品种的农民引进的（Ortiz-García et al., 2005），对地方品种的影响早已发生。一个单一的转基因本身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原生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这是不大可能的。

幸运的是，在政策层面上，地方品种已实际得益于墨西哥转基因玉米的讨论。转基因玉米讨论带来了对玉米地方品种价值的更大认可，墨西哥种植者计划开展活动以保护这些地方品种，包括设立一个玉米种质资源库。他们认识到，现代农作物的种植，无论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都需要仔细检查，以保障遗传多样性中心的安全，因为花粉流可能会影响当地植物种群的遗传组成。

我们的花园和农场对面是一个传统经营的大型农场。种植者用小麦、紫花苜蓿、向日葵、玉米进行轮作，偶尔种种西瓜。去年，该农场种植用作动物饲料的黄玉米。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转基因玉米，但很有可能是。不管怎样，我和拉乌尔不在乎这些植物的基因流。正好，住在这里的十五年里，我们几乎每年都种白色甜玉米，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甜玉米果穗上看到任何黄色硬玉米粒。如果我发现有哪怕一颗黄色玉米粒，那可能是我们的玉米受到对面或其他地方的玉米花粉污染的一个明确信号。虽然在玉米花粉源外超过半英里（800米）的地方都能发现有生活力的花粉（Ellstrand, 2006），但98%的花粉保持在离玉米地25～50米的范围内（Sears and Stanley-Horn, 2000；Pleasants et al., 2001）。因此，每年当邻居种植黄色硬玉米来饲喂他的牛时，我们继续享用我们的白色甜玉米。

即使一些花粉飞到了这里，一两个转基因也断然不会对我们的花园、农场或我们的健康造成任何伤害。所有就此问题召集的杰出科学小组（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4；GM Science Review, 2003）基本上都已一致认为，在美国，经认可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花粉飘移，对健康或环境没有增加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风险。

我们也熟悉美国农业部国家有机标准（NOP），知道如果我们的作物不慎混入转基因花粉，我们农场的产品也不能就此被取消有机生产资格。迄今为止，还没有种植业者因为有机产品中发现转基因而被摘掉有机认证（Hawks, 2004）。

尽管我们不在乎，但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种植者都对转基因植物花粉流无所谓。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有机食品消费者希望他们所吃到的是“非转基因”的，虽然美国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92%）农民没有因为他们的作物中存在转基因而造成直接损失或产生额外费用，2%的农户表明他们已因转基因的感知风险造成了销售损失（Walz, 2003）。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购买者已经开始要求有机农产品提供转基因检测证明。

对此，一些农民已为一个称为聚合酶链反应（PCR）的高敏感基因测试来检测转基因买过单。使用PCR，即使一车玉米里含有微量转基因DNA，也能够被检测得出来（表1）。奇怪的是，虽然一些消费者反对（即使是微量的）转基因，但他们对其他可能已经被无意地混入食物里的非计划中的生物材料（例如昆虫或啮齿类动物的粪便，这些同样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PCR来检测）却容易接受。他们甚至可以接受有机农产品上（被飘移过来）的少量农药，即使这些农药已被证实会增加健康风险。事实上，尽管有这些风险，即使有数量有限的农药飘移到我们的有机农田里，我们仍然可以把我们的产品作为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来出售。这是因为美国有机产业的从业者认识到，传统农业的农药飘移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因此，美国农业部国家有机标准允许通过认证的有机产品中含有一定量的农药残留（低于EPA农药残留容许值的5%）。跟农药不同的是，在美国现行法规中不指定有机产品中转基因含量的可接受值。只要有机种植者采取了预防措施来减少农田之间的基因流，他们生产供售的产品仍旧可以通过有机认证。欧盟采取的方法则不同。二〇〇七年，欧盟农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有机食品中含有通过意外或不可避免的花粉传播途径获得的最高为0.9%的转基因物质——这类食品可以保留“欧盟有机认证”的标签（Adam, 2006）。此法为即使检测出微量转基因的有机种植者仍可以继续销售他们的产品提供了保证。尽管这样对种植者明显有好处，美国的一些企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仍然反对在美国通过类似的法律，他们认为对生物材料监管的规定阈值应当有科学依据。因为微量的现有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没有发现有害于健康或其他任何确知安全问题，任何阈值都多少有点武断。

我已经除完了草，手里满是伴着我的日光随想的细柔土壤。等霜冻风险一过，我就要种下一组向日葵。我想象着奶黄、淡金或深酒红色的柔滑的花瓣，围绕着艳丽的黑巧克力色、黄色或浅绿色的花盘中心。到了夏天，我们的花园将满是红色和金色相间的花朵。我将收获精美的花，让它们在罗勒风味的意大利面陪同下放上夏日的餐桌，也许桌上还有自制苋菜芝麻长面包，或是李子馅饼。有些花，我会让它们留在花园里，让飞来飞去的鸟儿们尽情地享用成熟的种子。

我把工具塞进园艺工作带，挪了下膝盖站起来，暖洋洋的。我为人们对这些美丽花儿的担心而感到诧异。甚至，连向日葵也没能逃脱争议。

二十年前，这里的有机农民开始种植特殊品种的向日葵作切花出售。虽然大多数有机向日葵花粉的飘移距离大部分不会超过3米，但有少量会飘得更远一些，最大距离可达1000米，这可能会给认证的向日葵籽生产者带来麻烦（Aria and Rieseberg, 1994）。如果作为切花生产的有机向日葵的花粉飞离了种植它的土地，与作为葵花籽生产的向日葵杂交，所得到的向日葵籽将不再是纯种，这样就降低了产品的价值。这是中央山谷的籽用向日葵种植业者担心有机向日葵向其发生基因流的原因。

认证的向日葵籽生产者和有机花农制定出了一个合适的协议。向日葵籽种植业者给有机种植业者生产可以开无花粉花的向日葵种子。这使得有机种植者可以继续出售鲜花，且消除了基因流的风险。这个妥协商定为讨论邻间互惠互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加州农民在各种农业生产条件下种植了350种作物和禽畜用商品，田块往往相邻，因此良好的沟通和常识是处理花粉流问题的关键（专栏17）。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作物——转基因、有机或常规。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向日葵这样皆大欢喜地收场。

专栏17 共存

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作物共存的模式，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公有土地上确立的一种方案（Byrne and Fromherz, 2003）。全县租赁了约4000英亩农田给农民，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种植抗虫或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由农民、科学家和有关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制定出了一套协议，以减少转基因花粉飘移到附近地块的非转基因玉米。这些协议包括种植者向县里有关部门告知他们的种植意向，和周边农户之间沟通以制订一套相互可以接受的共存计划，田块间设立一个150英尺长的缓冲地带以尽量减少田块间的花粉杂交。

据咨询委员会成员、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副教授帕特·伯恩所述，该缓冲区的大小是根据博尔德县多年的异花授粉研究结果确定的，150英尺的距离足以使异花授粉率保持在1%以下。“我们用蓝色玉米粒性状，跟踪从种在田块中央的蓝色玉米向种在周围的黄色玉米的异花授粉。”伯恩解释道，“我用我在玉米粒颜色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探讨解决诸如共存这样的社会问题，这种感觉很好。”他继续说，“协议的一个指导原则是，共同承担责任，以防止不必要的花粉流产生。县里有关部门和转基因作物种植者须提供足够的缓冲区，以保持异花授粉率低于1%。如果非转基因种植者要求发生率低于1%，那么转基因种植者有责任提供额外的措施。”

萨莉·福克斯是棉花产业里的“另类”成员，因为棉花产业是一个男性农民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户种植转基因棉花。她喜欢穿着宽松的棉质连衣裙，有着明亮的蓝眼睛和亲切的笑容，还有毫无保留的热情，也有花白的头发，她种的是经过认证的有机彩棉。

关于污染，萨莉知之甚多。她接受过昆虫学教育，具有棉花育种的背景，于一九八七年在加州的圣华金河谷开始经营她的第一家棉花企业。几年后，她把她第一次收获的产品卖给了一家日本工厂。没过多久，她的事业开始起飞。李维斯、里昂比恩、Land's End和埃斯普利特都成了她的“自然”棉花的客户。很快，萨莉就有了上千万美元的业务。可是不久就开始有问题了。

萨莉周围的棉农害怕萨莉有机种植的彩棉会污染生长在同一个山谷、用相同的轧棉机处理的白色棉花。他们对她的操作实行了严格的规定，这迫使她于一九九三年搬到亚利桑那州。六年后，亚利桑那州棉花种植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萨莉·福克斯不得不再次搬迁，这一次搬到了加州戴维斯附近的卡贝谷。她现在已经基本上算退休了，时间主要用在养育她五岁的女儿上。

“人们对污染的恐惧被放大了。”几星期前她在邻近农场跟我这么说，“虽然混合确实会发生——可能有人将打破种子的隔离规则，如果他们认为这样会节省时间或增加他们的利润——混入一点彩棉不会毁了这个行业。在白色棉花田里把生产彩棉的棉花在造成严重问题之前剔除，并不是太难的事情。然而在那时，有机还不是一个大产业，通过制定法律来排挤我是比较容易的。”

在加州，并没有法律管制转基因或其他作物的花粉流，种植者需要与对方相互交流以避免类似的“萨莉”情况发生，别再让一个个善意的、创新的、富有成效的种植者被迫离开该地。

玛丽·比安奇是加州大学合作推广部门（一个致力于加强对话的组织）的一名园艺顾问，充满活力。她最近告诉我，要将过去转基因是“好”还是“坏”的讨论，转为一个可以让有机产业和传统种植业并行不悖的农业生产系统。任何农产品要实现100%的纯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农田的空间隔离、错开播种日期或种植不同生育期的品种，农民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或消除花粉杂交。在收获、运输、加工的过程中注意品种的分隔，也有利于防止转基因与有机和常规农业生产发生意外混杂。

曙光渐明，我走到棚子来放好工具，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上的泥土。阳光和煦，马路对面是邻居的苜蓿田，我静静地站着，想着要不要过去谈谈。我不担心飘移过来的苜蓿花粉，但我不喜欢噪声，还有漫游到我们花园、家里和学校的农药。我知道，下个月，可能是在一个晴朗的，就像今天这样的黎明，飞机的嗡嗡声会扰乱这里的宁静，每个种植苜蓿的春天都是这样。这些飞机在田间喷洒一种名为“勇士”的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以阻止苜蓿叶象甲为害。如果有一天，可以用转基因或有机农业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害虫，我会很乐意地接受。我宁愿有一些良性的转基因作物或有机作物的花粉，也不愿要这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噪声和散发着令人作呕气味的农药。踏上前门廊楼梯时，我在想能不能说服我的邻居考虑下一些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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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种子归谁所有？



下午一点半，我把农场工作做完，挑了几样蔬菜，跳上车子，准备回家吃午饭。当我驶上我们的砾石车道，汽车轮胎在路上噼啪作响。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直叫了，早餐后我还没有吃任何东西。我抱起茶杯、毛衣、一袋羽衣甘蓝和番茄，两手满满地朝信箱走去。

我每天满怀期待地查看信件，希望收到支票和邀请函，但通常收到的是账单、产品目录和《省钱一族》等广告杂志。今天的也大多是垃圾信件：信用卡邮寄宣传品、本地优惠券册、目录还有……等一下——这是比支票或邀请函还要好的东西：美国约翰尼精选种子公司二〇〇六年产品目录。

我把信件夹在胳膊下，往屋里走去，把手上的东西一股脑儿堆进厨房。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客厅一把舒适的椅子上，正看着约翰尼公司的种子目录。吃东西的念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已经把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种子、植物和它们的性状特征上。

约翰尼精选种子公司是我经营各种有机农业时蔬菜种子买得最多的一家。我喜欢约翰尼公司，它可以满足各种规模的有机蔬菜农场的需求。这家公司卖很多其他公司的种子，也开发了一些自己的品种。该公司的重点似乎是早熟、一致性好的抗病新品种。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多年的植物育种研究。我从最热门品种的价格可以看到，开发它们的种子公司试图让他们的投资得到回报，然后再获得更多利润。企业需要赚取利润才能在生意场上生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是公平合理的。我好奇的是他们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品种，避免被其他公司、农民或种子保存者繁殖的。我也想知道我能否买得起这些种子。

约翰尼公司的所有人，罗布·约翰斯顿和杰妮卡·埃克特，他们的特写印在目录封面上，手里拿着满满一篮长长的红辣椒。在种子目录上登公司所有人的照片，并不常见，因为蔬菜才是这本目录的明星。也许是为了显示这两人的平易近人以及他们为产品而自豪，但看起来也像是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最新品种，避免不良分子伺机窃取他们的种子。

我有条不紊地翻看着目录，注意到新品种大部分都是杂交种——价格不菲的杂交种。杂交种是植物的同一物种内不同品种间杂交的后代，这些杂交后代有一半的基因分别来自父本和母本。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杂交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首先，育种者需要用多年时间来创建两个“自交系”亲本。要做到这一点，育种者需要让植物“自花授粉”多代，直到植物群体达到遗传一致性，并在下一代不会分离出新的性状。之后，育种者以一些自交系植物作为一方亲本（父本）将花粉（雄配子）授粉到亲本另一方（母本）的雌蕊（携带雌配子）（专栏7）。出于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的某些原因，在一些植物自交系作为父母本异花授粉繁殖所得的杂交后代具有“杂种优势”，这通常意味着产量更高。不幸的是，如果农民再次种植杂交种子本身产生的种子，这些子代种子长出来的植物跟亲代是不一样的——它们不是“纯种”。相反，这些杂交种子繁殖出来的后代里面包含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因为每株新的幼苗继承了杂交亲本基因的不可预知的新组合。从种子公司的角度来看，这样太好了，杂交种子每年都必须由种子公司重新繁制。它们价格昂贵，但大多数有机种植者愿意购买，因为它们具有杂种优势，均一性和抗病性强，产量高，有时味道也更好，这些都被认为是值得额外付出的。而且，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意建立自己的自交系，每年自己授粉，因为很少有时间能既做育种者又做农民。无论如何，约翰尼公司卖出了许多极好的杂交种：帕克曼西兰花、尼尔森胡萝卜、豚草瓜、大肉番茄等，这些仅仅是我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首次有记载的意向性作物杂交于一九〇九年发生在纽约冷泉港，由G.H. 沙尔在玉米大田进行。我不知道沙尔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为种子行业所做的一切。从他的著作中，他似乎知道杂交种子会更昂贵，因为它花费的时间更多，但他不确定增加的产量是否足以补偿杂交种子的额外费用（Shull, G.H., 1909）。过了一段时间，杂交种的理念才得到普及。起初它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太复杂了，农民很愤慨，每年都要买新种子。一九三〇年，仅有1%的玉米是杂交种。然而，发生了几年的干旱，杂交种的表现普遍比常规品种好，它们的应用也因此迅速展开。到一九四〇年，30%的美国玉米是杂交种。到了一九七〇年，96%的美国玉米为杂交种（Federoff and Brown, 2004）。今天，农民可以买到各种受欢迎的杂交蔬菜种子，如番茄、西兰花、甜瓜、辣椒、甜玉米等。随着杂交种的增多，种子公司现在控制了应用最广泛的品种，种子价格也比其他类型种子昂贵，尽管这和它们的较高产量相称（见专栏7）。一九二〇年，玉米产量约为20蒲式耳/英亩。今天，种植杂交玉米可收获约160蒲式耳/英亩。在玉米种植比赛中，已经达到了300蒲式耳/英亩（NCGA, 2004）。

今天，许多生产杂交种的种子公司都是大公司。和有机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类似，大公司已经并购了多家种子公司。二〇〇五年一月，孟山都公司收购了圣尼斯公司，圣尼斯公司在此之前已经收购了皮托种子公司和阿斯格罗种子公司。现在，孟山都公司占据了美国蔬菜种子市场的很大份额。这家开发出转基因玉米、棉花和大豆的大公司，目前控制了有机种植者喜欢种植的很多蔬菜杂交品种。

目录中的品种并不全都是杂交种。当一个亲本植物被另一个相同的遗传稳定群体中的植物授粉，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授粉（OP，或自由授粉）。这些父母本的后代有着酷似亲本的特征，种子可以一代一代保存下去。在发明杂交种前，农民种植常规品种，选出最好的并保存这些种子以用于下一生长季节种植。农民可以直接通过选择决定植物的演化方向以符合他或她的最终目的。例如，番茄，自然是自花授粉，具有比较低的异交率。农民种下一个品种，然后在里面选出最大的、无裂纹的并且最美味的番茄，并保存种子。当农民继续选择这些性状，番茄的基因组合每年都会变得更为均匀些，经过许多代后，番茄可能会变得大一点，开裂少一点，而且味道也好一点，但这种改善是有限的。如果一个特定的品种只有能结出5盎司大小果实的基因，这种番茄一般就不会长出比这更大的了，除非在群体中的某些地方发生了遗传变异。

植物育种者努力改良某一特定常规品种，通常是把它与同一物种中可能有有用性状的其他品种进行杂交。育种者种下杂交后产生的植物种子，然后选择带有目的性状的植株。之后，育种者会尝试选择稳定的群体，这样方可在后续后代中真正携带目的性状的遗传信息。这个过程需要数年来完成。我们学生农场目前是美国农业部有机种子伙伴关系（OSP）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目标是开发出适用于有机生产的蔬菜品种。我们农场正在测试的品种主要由大学里的植物育种家提供，特别是康奈尔大学植物育种系教授莫莉·雅恩通过杂交育种培育的。康奈尔大学植物遗传育种系的蔬菜育种家马特·法利塞在帮助组织有机种子伙伴关系项目，我问他培育一个新的常规新品种需要多长时间，他估计大约要8年。而据莫莉估计，大约在3年至30年。

任何人都可以保存常规植物种子，许多公司、组织和家庭园艺爱好者正是这么做的。有些专门的团体，如美国品种保留交流会专门保存常规品种，特别是可能由某人的祖辈流传下来的，或者种子公司因为开发出另一个改良的新品种而被弃用了的。许多老品种被称为“传家宝”。

我继续翻看目录，并停留在传家宝番茄的页面上。这里种植最普遍的传家宝作物就是番茄。约翰尼公司提供了相当多的品种，包括布兰迪维因、条纹德国、切诺基紫、普鲁登紫。这些传家宝品种一般味道更好，或外表比红色杂交种更奇特，但它们容易软腐，产量较低，容易开裂，而且很容易遭受各种病害。当地有机种植者喜欢种植传家宝品种，因为它们10磅重的一箱就可以卖到20～30美元，相比之下20磅重的红色杂交种番茄才卖到15～25美元。

最流行的传家宝品种，如布兰迪番茄（很多人认为最美味的品种），几乎我手头的所有种子目录上都有。美国地域种子公司目录轻描淡写地陈述了一个不那么可爱的特性，“非高产番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它仍不是一般市场可买得到的品种。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布兰迪种子被出售，但它对种子种植业者或种子公司来说可能不那么赚钱。约翰尼公司的报价是1/4盎司，约2 187粒种子，售价15.90美元。与此相比，我最喜欢的高产、无裂纹的大肉番茄杂交种，约翰尼公司销售同样数量的种子要价169.49美元。繁制杂交种子确实需要更多的工作，但它真的多到10倍吗？

如果你想了解一些关于传家宝蔬菜品种方面的观点，可以找找威迈——安德里欧的《菜园》一八八五年重印本来看。书中有法国一八八五年蔬菜种植的插图、说明和种植方法。它为比较今天和125年前的蔬菜提供了一个基线。如威迈提到，西兰花，“通常不在种子播种的同一年生成花球，而是到第二年早春”。现代西兰花从那时到现在的研究一定经过了漫长的道路，一些现代品种在六十天内就能生成花球。最重要的是，威迈的这本书中所描述的西兰花花球颜色是白色而不是绿色！那时候的胡萝卜有时是橙色的，但更常见的是红色、黄色或白色。我们在学生农场中用的一些传家宝品种在书中也有列出，像早熟南特胡萝卜、埃及甜菜和泽西韦克菲尔德卷心菜。然而，书上的大多数品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些蔬菜看起来就好像它们来自外星球一样。我疑惑所有编码这些不同颜色和形状的基因都到哪儿去了。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家史蒂芬·塔克斯莱和苏珊·麦科奇估计，现代番茄和水稻品种中只含有野生近缘种中所有可能性状中的一个极低比率（1%～5%），因为通过多年来的驯化和育种改良，许多这些性状已不再被选用（Tanksley and McCouch, 1997）。我想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蔬菜改良品种上。

阅读威迈的书，我感觉到，人类被驱使着要去培育植物，改良植物，并选育出了更好的植物新品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意味着多样性减少，造成遗传侵蚀，因为传统育种技术仅选择了几个重要特征，并把没有表现出这些重要目的性状的植物丢弃。那些编码不能很容易看到、尝到或闻到的性状的潜在有用基因都被丢失了。这些丢失的基因只能回到作物品种的野生祖先和被世界各地传统农民保留的地方品种中恢复。如果没有现代遗传技术的帮助，要想恢复流失基因相当困难。

美丽和美味的传家宝品种由一个特定的公司保护并完全拥有吗？非也。一些有机种子公司，比如新变种业公司，有提高传家宝品种质量的计划，他们种植一个特殊品种的大量个体，从中选出性状表现最好的植株。我们已经在学生农场为新变种业公司做了几个品种试验，这让我有机会种植和品尝了许多好的常规品种。这些品种通常和杂交种一样好，有的甚至比杂交品种还要好——帝王茄、深红甜西瓜、橙色加州神奇辣椒、黑田胡萝卜、早熟绿花椰菜和维罗夫莱菠菜，都很适合种植和食用。但是，还没有一种机制来防止种植者、公司或家庭园丁繁殖、保存（和销售）这些种子。而对于新培育的常规品种（不是传家宝品种），情况有所不同。

翻阅约翰尼公司的目录时，我发现上面的常规品种用了另一个图标：PVP。查看蔬菜符号检索表，我看到它的定义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未经授权不得销售种子”。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颁布，为开发商新培育的以种子传播的常规品种提供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合法权益）（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Office, 2007）。该法于一九九四年得到了加强，未经品种所有者允许禁止出售农户私自保留的种子，并把保护时间延长到二十年。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中，农民可以保留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种子在自己农田使用，但不能拿种子去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目的是使育种者收回投在新品种培育上的资金，鼓励他们选育新的非杂交品种。我看到在PVP网站上（Grin, 2006）列出了所有受保护的常规品种，对上面的植物品种的数量和多样性颇感惊讶。虽然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对常规新品种保护的有效性有一些争论，但毫无疑问，种子公司认为有总比没有强。但是，注册一个品种并不便宜。二〇〇五年，该项费用是5 150美元，这足以让后院园丁放弃品种保护业务。在约翰尼公司所有者罗布·约翰斯顿的一封邮件中，他解释了PVP的价值：

我们自己有几个品种受PVP保护，更多的是销售其他人育成的（受PVP保护）品种，因为PVP法仍然允许农民或园丁以自己所用为目的的留种，但不允许擅自作为杂交亲本使用，也不允许未经授权擅自生产和销售。PVP标签作为一种不得擅用的标牌，通常可避免品种被盗用。但是，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品种所有人必须进行PVP举控。我们从来没有起诉过任何人。

杂交种受保护是基于品种育成人持有亲本这一现实，继而可独占该杂交种的经营权。一些公司会将杂交种子的父母本提交PVP保护，这样可防止一或两个亲本被窃取和越权使用。明确地说，我更喜欢以“尊重”的方法而非诸如PVP的法律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我们发现一些种子公司盗用了我们的品种，我想我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停止侵权（R. Johnst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06）。

目录浏览了约3/4，我已经被果实丰硕的杂交种和美丽的常规品种的图片所吸引，但是当我开始把选购物品的账单加起来时，账单数额很快上到了三位数。我开始想，也许我们应该自己在学生农场种收种子。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经保存了罗勒、番茄、欧芹、甜菜、斯图茨至尊瓜、芝麻菜、香菜、洋葱、西瓜、大蒜和土豆的种子。从教学意义上说，保存种子是不错的。看着自己喜欢的蔬菜成熟、开花、结果，是最好的体验式学习。然而，从农业耕作实践来说，保存种子往往是件令人头疼的事。

去年在农场，我和我的学生决定保存芝麻菜种子。为了获得芝麻菜种子，我们需要把它比我们青收时多留在地上一两个月。增加作物在地上的时间，意味着增加了灌溉和除草等工作，畦上芝麻菜所占用的空间本来也可以用来种植一些别的东西。然后，芝麻菜开始开花结籽，结了好多。我们没有联合的或机械的种子收割机，只能人工收种子。对于芝麻菜来说，这意味着用手剥开豆荚，再把它们装进袋子里。剥豆荚的时候，很多种子从手里掉在地上。终于，几个小时后，我们结束了战斗，得到了几十斤还混有相当多壳的种子。我们运气够好的，在学生农场有一台简单的种子风选机，或多或少能把种子和壳分离开来。经过几个小时的风选后，我们得到了比开始时重量要少但要干净得多的种子。我们的两个学生花了四五个小时才收获和清洁了一磅重的芝麻菜种子。

约翰尼公司一磅有机芝麻菜种子卖26.15美元，但即使加上税和运费，也意味着我们每小时的劳动价值只有4美元。（这还没扣除作物种植的成本。我们收获的芝麻菜卖掉的话希望够付清这些费用。但农民种收作物种子，一切都必须做得非常高效才能有盈利。）

最近我问保罗·霍姆斯，今年有没有自留什么种子下来？他是泰丰农场的合伙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有机农场，位于加州温特斯市。泰丰农场年获毛利接近100万美元，他们主要通过CSA（社区支持型农业，一种订单生产的服务方式）、农贸市场、零售及批发网点销售。保罗说，他想留一些名为瓦伦西亚的橙色传家宝番茄种子，他很艰难地找到了种子，但从来没有腾出时间做这件事。他和农场的其他人根本忙不过来去保留种子，这是在加州这片土地上典型的有机农场。

自留种子在美国的其他地区如新英格兰、纽约、西北和中西部地区（好吧，也许是除了加州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等更为常见。在美国农业部有机种子伙伴关系项目组（我是组里唯一来自加州的种植者）的最近一次会议中，我很惊讶于农民在农场各种品种试验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种子自留程度。部分原因可能是加州种植者的土地成本较高，因此无力承担大田自留种子期间所发生的高额费用。或者在加州这个农业天堂，不知何故常年种植几种作物，忙得没有时间来保存种子，甚或没时间反思什么事情重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纽约/新英格兰地区的有机种子伙伴关系项目组有一个移动的种子清选拖车，可以在不同农场来回清选种子，这大大方便了当地种植者。如果在加州这里也推广这项种子精选技术，或将有更多的种植者自留种子。

种植者自留种子的能力让种子公司不能靠销售常规品种发财。如果常规种子价格太高，种植者就有了保存种子的动力。如果价格合理，种植者则更倾向于让种子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此外，在保持种子纯度和保证种子质量方面，种子公司一般会做得更好。如果杂交种价格太高，种植者可以改用常规品种，并且自留种子。如果种植者正好需要杂交种的抗病性、大小或均匀性等特定性状，这可是个不容易的选择，而且换为常规品种的话产量也可能会下降。

读到传家宝番茄才想起，我还饿着肚子呢。我喜欢就着布兰迪番茄片吃三明治，但现在是冬季，所以我是用烤玉米粉饼就着洋葱番茄辣酱和罐装有机传家宝鳟鱼豆解决的。我坐下来吃饭，再次把目录拿到手里，洋葱番茄辣酱滴落到页面上。

虽然约翰尼公司迎合了有机种植业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销售有机种子。美国农业部NOP标准规定，如果市场上有有机种子卖，有机种植者必须使用有机种植的种子。如果没有，那么种植者可以使用传统方法种植、没有使用任何违禁物品如杀菌剂等处理的种子。约翰尼公司每年销售一些有机种子，自二〇〇一年以来卖得更多，但实际上他们卖的很多是杂交品种，大多数杂交种都不是有机种植出来的，有机杂交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有的。因此，如果种植者选择杂交种，他们购买的就是非有机种子。近来，约翰尼公司提供了更多的有机杂交种，像红色王牌甜菜和三个杂交甜玉米品种等。我认为，在未来五年内有机杂交种子将会更为常见。约翰尼公司提供经认证的有机种子商品目录越来越长，还有常规品种，如生菜、番茄、黄瓜和青菜，有了很多选择。

我继续填写订购单，头脑里塞满了种子目录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各种信息。我知道，我看重的是杂交种的产量较高、抗病性和均匀性较好、有的（如纳尔逊胡萝卜）味道更佳等品质。即使开发人员将杂交品种保护得很好，定价很高，我似乎也要再次心甘情愿地为我看重的品种特性埋单。当然，如果价格太高，我会转用常规品种。假如完全受不了高不可攀的种子价格，我会回到自留种子的老路上。

哦，还有最后一件关于约翰尼精选种子公司的事还没提，那就是约翰尼公司的种子都不是转基因的。事实上，在目录开始就有一份声明表示，令他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是安全种子倡议的成员，并保证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不故意购买或出售转基因种子或植物”。他们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自然繁殖方法以外的遗传物质机械转移给属间、科间或界间带来了巨大的生物风险，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威胁。我们认为，转基因品种未经充分测试便公开释放。转基因种子的潜在风险尚需更多的研究和检测来进一步评估（Johnny's Selected Seeds, 2006）。

当我读了这段文字，两个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首先，它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安全种子倡议关注的是转基因品种，而不是品种种植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因为农药的使用是一个正在发生的问题。仅在加州，二〇〇四年就有828例农药伤害的确诊病例（DPR, 2006）。而据我所知，在加州或全美或全世界都没有受到转基因品种伤害的事例。虽然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和转Bt基因作物对于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来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见专栏11），而且它们也不会是我对转基因作物的首选类型，但它们自一九九六年第一次商业化种植以来没有让任何人的身体受到伤害（NAS, 2004）。它们也没有逃逸到野外或引发“超级杂草”问题，而农药依然在污染着我们的河流和地下水层。安全种子倡议提倡关注生物危险，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更关注农药，并据此提倡仅销售通过有机种植方法获得的种子？

目前实现商业化应用的转基因蔬菜只有两个物种。一个是阿斯格罗蔬菜种子公司（现在归孟山都所有）有一些可抗西葫芦黄花叶病毒、西瓜斑驳病毒和黄瓜花叶病毒的黄西葫芦和密生西葫芦（它们属同一物种）。另一个是先正达公司销售的转基因甜玉米种子，转有可防控谷实夜蛾、欧洲玉米螟等害虫的Bt基因（图6）。因为转基因的蔬菜种子只有两个，约翰尼公司和其他种子公司不用放弃太多就可以避开转基因品种。另一方面，如果约翰尼公司撤掉所有用农药处理的品种（包括大部分杂交种和相当份额的常规品种），许多品种将无种可用。

第二，我注意到，安全种子倡议笼统地将所有转基因品种放在一起说事，而不是依据个案分析原则逐一分析。我认为这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经EPA和FDA批准的转基因植物，其非期望风险范围为极低到低，且转基因植物也有一系列的好处，包括一些很适合我们可持续农业标准的优点（专栏3）。

在我看来，安全种子倡议的转基因政策减缓了可用于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作物品种的开发。如果一个番茄品种用植物转基因方法导入了另一个番茄品种的基因，这与自由授粉植物自然发生的或植物育种者使用传统方法人工发生的基因转移，性质上有多大的不同呢？转基因相比传统植物育种的优势是仅导入一个基因——表达所需特征的基因，且转基因技术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性状的导入。例如，如果你想要抗线虫的布兰迪番茄，你可以把一个红日番茄（约翰尼公司也有销售）中的抗线虫基因转入布兰迪番茄。除了增加的一个基因，这个转基因番茄会保留所有传家宝布兰迪番茄的味道。这些番茄看来不会造成任何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如果你把其他的番茄基因导入布兰迪番茄，让它产量增加，抗性增强，消除开裂，稍稍变硬，你得到的将是超级棒的番茄。在未来这样的年代里，约翰尼公司会卖这样的种子吗？有机农民会种它们吗？消费者会吃它们吗？这可能还要看基因归谁所有。




十一 基因归谁所有？



在西雅图会议中心举办的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学会年会的领奖台旁，站着一个五十出头、衣着随意的人，他在聆听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学会理事长罗杰·甘杰致辞，为感谢他在科学与人文领域的杰出贡献，特授予他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学会科学公共服务领导奖。这个人就是国际农业分子生物学应用中心的主席理查德·杰弗森。

“理查德·杰弗森对转基因技术的贡献，对该技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这些技术得以向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免费提供。他的贡献是在科学界，但对公共服务领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罗杰说，“理查德·杰弗森通过成功地应用复杂的专利网，推动植物遗传转化技术走向更广泛的利用。”

当罗杰说完后，理查德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他不用任何幻灯片，而是直接面对观众发言。在那天晚上颁奖前的早些时候，理查德告诉我说：“演讲者指着幻灯片滔滔不绝说下去，人们便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最好是不用这些道具。”我们大部分人不能像理查德那样在数百名国际知名的植物生物学家面前潇洒地发表即兴演讲。然而理查德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做好了他的事情，他的特立独行在植物生物学家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他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

我第一次遇见理查德是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厘岛上举行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水稻生物技术会议上。在十五年的时间里，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一亿美元，促进最先进的遗传学研究，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稻农。那次热带会议的目的是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水稻科学进展。那是一个温暖、潮湿的夜晚，理查德在小平房的台阶上弹着吉他。他是一个很投入的音乐家，会作曲，能演奏吉他和曼陀林。当我走过时，他一跃而起，自我介绍，然后几乎一刻不停地展开讨论。我很快发现了两件事情：理查德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刚在几分钟内结识的他，会告诉你他的爱情生活，他的最新科研成果或失败案例，以及他对某个特定实验的看法——他能同时对一个研究对象既深入沉思又富于激情。那天晚上，他兴奋地谈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目标，说这样可以使生物技术的工具无偿地提供给欠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为什么较贫穷国家的科学家要依靠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进步呢？”他煞有介事地问道。

那年理查德在忙着指导向中国、越南和非洲国家的科学家输出现代遗传技术的项目，他坚决认为，知识的获得和受益不应该仅仅是在发达国家。然而，让他深感忧虑的是，支持自己的款项很快就要用完，因为“不活跃的现状决定了研究发展策略”。然后，他或将要以一种更传统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比如说当个教授。

许多年后，理查德仍然能成功地筹集资金来支持他选择的独异路径，致力于推动生物技术工具的广泛使用。今天，在这次会议上，他讲述了自己对专利所有权的看法。他认为当前的制度扼杀了创新，并给植物生物学带来骂名。他告诉我们，多年来，他不断旅行。“以前，我能够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走进一家酒吧喝上一杯免费的啤酒。我会坐下来，环顾四周，然后开始与人交谈。用不了多久，人们会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会回答，‘我是做植物基因工程的’，‘酷！’他们会说，‘这意味着你创建新的植物品种为人们提供食物，让我给你买杯啤酒吧’。但现在，他们看我，会扭头看别的地方给别的人买啤酒。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今天人们看到植物基因工程，就会想到大化学公司和那些有着诸多限制的专利。”

他说得有道理，最近的数据表明，虽然农业生物技术的发明专利约有四分之一由公共部门（如公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但这些发明很多被独家授权给私人公司（Atkinson et al.2003）。更糟糕的是，私营的部分通过兼并和收购，越来越多地成为五家公司（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拜耳、巴斯夫）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寡头垄断中的一分子，这五家公司同时也是主要的农药厂商。这些合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获得了培育转基因作物这一新技术的知识产权（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和基因）控制权，而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农药市场的，正是转基因作物（Toenniessen, 2006）。孟山都现在卖种子赚的钱比卖草甘膦除草剂（农达）赚得要多，且利润率正在迅速增长。这意味着，对于基因工程技术的使用，私营公司现在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如果该技术的某一方面，比方说把基因导入植物，是整个过程的关键，那么拒绝某单一技术组件的使用，实质上就等同于拒绝了整个过程的使用。这种由大学“独家授权”给私人公司的转基因技术的关键环节，极大地限制了公共研究部门使用转基因技术开发新作物品种的能力。此外，对公共部门的经费支持大幅下降，已经把转基因的研究和发展留给了私营部门（AAAS analysis of President's FY05 budget projections, 2004年5月）。其结果是限制了作物新品种的培育，特别是口粮作物（如木薯）和特殊作物（如草莓、苹果、莴苣）等——这些是公共部门过去的重要农业研究工作。此外，随着监管成本的增加，公共部门越来越承担不起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过程中的费用支出（专栏18）。

虽然“公共利益”是大学里的科学家们的一项重要使命，但是许多人担心这一使命将难以完成。由于最有价值的技术被独家许可授权给几家大公司，以至于这些公司越来越强大地控制了种子生产以及除草剂、杀虫剂产品。同样，许多有机农民和其他小种植业者担心，暴风骤雨般袭来的基因工程技术专利会让这些企业获得农业上的更大控制权。

专栏18 监管成本

在开发转基因木瓜（专栏8）的时候，监管成本非常低，一名大学教授，例如丹尼斯·贡萨尔维斯，从一个小项目中就可以完成支付。今天，监管成本已相当高，实际上已将非营利性组织的作物排除在市场外了。

目前政府的转基因监管制度，主要是因为来源于远缘物种的目的基因（例如来源于细菌的Bt基因）带有的潜在生物安全问题而创建的。然而，现在对于来源和作用效果类似于传统育种的基因（例如水稻的Xa21基因）也不加区别地同样对待。这样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规定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如5万至5000万美元一个新品种），妨碍了从基因组学研究中可获得的公共利益。例如，如果一所大学的研究实验室通过基因工程方法获得转基因抗线虫的布兰迪番茄，很少有组织愿意支付把新品种带入到市场过程的相关监管费用。大学和小种植业者付不起这些费用。而大型的种子公司或生物技术公司，有资金也未必愿意这么做，因为市场对他们来说不够大。这就是一些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议区别对待转基因植物的部分原因。例如，对表达高毒性或过敏药品和蛋白质的转基因进行严格管制，而对代谢方式与自然或诱导突变类似的基因进行宽松管制。俄勒冈州立大学林业科学系教授史蒂芬·施特劳斯解释说：“如果监管成本和障碍显著减少，小企业和公共部门的转基因作物研究会得到促进。由于许多大公司的权力和伦理受到普遍怀疑，而社会质疑在转基因作物的争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给公众以机会支持农业转基因的进程中，这种生物技术的‘民主化’和生物学进展同样重要（Strauss, 2003）。”

“黄金大米”是在公共领域工作的科学家遇到困难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是非营利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一个主要为减少发展中国家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发起的项目。尽管该项公共领域的工作完全以人道主义为目的，但有超过七十项的专利或合同义务潜在限制了黄金大米的开发（Potrykus, 2001）。

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组织援助，他们与持有知识产权的私营公司达成了协议，所需技术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今天，黄金大米通过国家和国际公共研究机构的水稻育种专家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当地农民免费提供。“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成立，可以协助完成技术转让的下一个步骤，以确保该技术能到达最需要它们的贫困人口那里。育种者把高维生素A含量的性状导入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的品系，众多的研究人员对其潜在的健康、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估。如今，阻挡黄金大米进入儿童和母亲肚子的，已不再是知识产权所有者的限制，而是来自监管上的程序障碍，部分原因是对转基因的恐惧。

黄金大米案例说明了需要用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来解决知识产权问题：把作物推入市场也不需要多年的谈判、昂贵的律师费用或过于复杂的公共/私人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正是国际农业分子生物学应用中心和其他组织正在进行的巨大任务。

理查德的研究小组最近成功开发出了一项破解基因工程中使用的专利技术核心农杆菌介导转化的替代技术。他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可以对其他物种的良性细菌进行修饰，让其以令人惊讶的简单方法完成同样的工作（Broothaerts, 2005）。这使公共部门的研究人员能基于“开源”获得转基因技术（Dennis, 2004）。

理查德继续说道：“这一举措（BIOS）的基础是世界上第一个开源生物技术工具包的内核，类似于Linux操作系统的共同发展。对于生物技术来说，内核包括新技术，例如一种新的将基因转移到植物的方法。如同Linux开源技术（为包容而非排斥），获BIOS许可的人不会得到特许权使用费，相反，持有人必须同意和其他所有持有人分享技术改进的成果。

理查德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营销者。他已经和几个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组织签订了协议。最近，国际农业分子生物学应用中心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共同成立了一家大型合资企业，以推进BIOS的发展，希望借此能激励在农业研究中使用该策略消除贫困，减少饥饿。“新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纠缠在复杂的专利网和其他法律权利中，而这些通常是专为富裕国家和富裕阶层的科学家量身定做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罗伯特·齐格勒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以大米为主食，但这也意味着只要有适当的工具包和使用它们的权利，就可以为世界上一半的人迎接水稻生产的巨大挑战带来潜在的创新。”（CAMBIA and IRRI, 2005）

虽然BIOS的许可条款对于许多公共研究机构来说过于严格和昂贵（CAMBIA费，加盟费，要求具遍延式权利，即同意其拥有CAMBIA合作方以此开发产生的任何植物品种的所有权）（PIPRA, 2006），但是在为了公众利益推动基因工程应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理查德的讲话快结束时，他问观众：“你们有多少人是为了钱而投身于植物科学的？”回答他的是满场响亮的笑声和几声狂笑。他继续说道：“答案是，没有人。大家想的是为世界谋求利益，为人类造福。现在的问题是，有时你的发现提交专利保护，并独家授权给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然后你就不能拿回来修改它们或把它们提供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你不能以金钱累积的模式来衡量在植物科学上的成功，但你可以通过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高人类健康等这些方式来衡量。转基因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民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人们对这样一项农业技术的需求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大约在十年前，我就接受过专利和许可方面的直接教育。那是在一九九五年，我的实验室团队刚刚克隆出水稻Xa21基因（Song et al., 1995）。当时，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宝贵的基因发现成果申请专利，然后和私营公司合作开发把发明转化为商业产品。

我在此五年之前就已经对这个基因很感兴趣，因为到国际水稻研究所访问时，我遇到了古德夫·库什。这位亲切而友好的水稻遗传学家，以他在水稻育种上的贡献而闻名于世。他是一九九六年世界粮食奖获得者和二〇〇六年日本食品奖得主。在那次访问中他告诉我，Xa21基因抗一种由水稻白叶枯黄单胞菌引起的水稻细菌性病害——水稻白叶枯病，这是在非洲和亚洲最严重的水稻病害之一。在光景差的年份，单这种病害就能致使水稻减产达50%，这对任何农民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一九七七年，他的同事，印度克塔克中央水稻研究所的迪瓦达斯，前往马里考察一种叫长雄野生稻的非洲多年生野生稻。这是在当地不少地方都能找到的一些看似杂草的栽培稻伴生物（Richards, 1996）。迪瓦达斯确定这种野生稻的一个植株对所有的白叶枯病病原菌检测菌株都具有很强的抗性，于一九七八年把它带到国际水稻研究所，用于育种研究（Khush et al., 1991）。古德夫和他的同事在国际水稻研究所使用传统的植物育种技术把白叶枯病抗性导入栽培品种（Khush et al., 1991），他们发现该抗性基因位于水稻染色体上的单一区域上，并把它命名为Xa21基因。一九九〇年，我用从国际水稻研究所获得的材料，在康奈尔大学史蒂芬·塔克斯莱教授实验室，确认指出Xa21基因位于水稻11号染色体（Ronald et al., 1992）。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实验组成员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子生物学和转基因研究，最终证明，由一个单一的基因负责Xa21基因的抗性。这项工作完全是在以下非营利机构的资助下完成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农业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在完成Xa21基因的分离后，用这个基因培育现代作物品种的国际和商业利益巨大（Blakesle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1995；Rundl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5, 1995）。这是因为基因一旦被确定，就更易于导入新品种中（可以利用现代遗传标记通过传统育种实现，或通过基因工程方法实现，见专栏5和图5）。除了能稳定水稻生产外，许多科学家认为，Xa21基因也将在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小麦、玉米、大麦等作物上开发出新的病害控制策略。最终，开发出可以减少环境中的农药使用量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因此，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开发这项技术以用于作物遗传改良，并免费提供给欠发达国家。

专利旨在奖励那些对社会有实际贡献的发明者。根据最近一篇《纽约时报》社论，“美国人认为专利许可是让发明人享受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创新成果的仁政”。但基因工程的出现，使得过去每一年都有新的问题提出。“基因应该受专利保护吗？那么各种生命形式呢？”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是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九八〇年的裁定（Diamond v. Chakrabarty, 1980），那是第一次允许一个活的有机体用来申请专利。该裁定认为可以分解原油的基因工程细菌是一个符合专利法的专利保护主体。同年，为了促进美国的技术转移和产品开发，通过了《拜杜法案》，大学和其他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可以获得政府资助研究的多项专利和商业化权利（Bayh-Dole, 1980）。

当基因克隆变得常规化后，专利继续在决定生物技术的发展方向中发挥重要作用。基因专利的原则是道德正确还是伦理正确，是人们 激烈辩论的一个方面（Gladwell, 1995）。一些人认为所有的生物材料都是公共利益或是大自然的恩赐，因此不能视为可由个人或公司拥有的东西（Gladwell, 1995）。另一些人担心，如果种质资源和基因从公共领域中除去，专利会限制在育种上的发明和进步。尽管如此，许多人把专利看作是在发现和开发对社会有益产品过程中的一种鞭策，并认为，真正的道德堕落是“构想出具有广泛价值和直接治疗价值的技术，却没有努力尽快推向市场的遗传学家”（Gladwell, 1995）。

黄金大米的发明者之一英戈·伯特里库斯这样说道：“有一段时间，我十分想加入那些专利的论战。待进一步思考，我意识到，是因为专利的存在才使黄金大米的发展成为可能。很多我一直在使用的技术是公开的，就是因为专利发明人可以通过专利保护他们的权利。如果没有专利，这项技术可能会一直保持秘密状态或因为缺乏激励而根本没有被发展出来。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知识来造福于穷人，打击专利没有任何意义。更为明智的是要努力争取能够合理地利用知识产权”。（Potrykus, 2001）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于一九九五年对Xa21基因序列提出了专利申请，认为如果没有专利申请文件就不会有商业利益，这样会降低使用该基因开发其他作物的整体投资。虽然我们决定推进专利申请，但思路很快变得清晰，我意识到下一步的专利授权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与私营部门签订独占许可合同，将丧失我们与国家和国际研究中心等其他公共部门机构分享这一技术的机会，而他们本来可以用它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民开发出新的作物品种。由于水稻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主食，提高水稻产量对全球粮食产量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据估计，世界上大约50%的水稻潜在产量损失由细菌、真菌和病毒引发的病害造成。如果Xa21基因的使用权被一家公司独占，公共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因此，我们想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授权方法。戴维斯分校与孟山都和先锋两家公司商谈Xa21基因的选择授权协议。作为谈判的一部分，该公司不得在欠发达国家用该基因再开发水稻品种。这样一来，非商业性的研究人员，如那些政府资助项目的成员将可以继续免费使用该基因，只要他们将所得到的种子免费分发。戴维斯分校和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签署了正式协议，授权IRRI拥有可以使用克隆的Xa21基因开发水稻新品种的完整权利，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自由发放这些新的改良品种以及克隆的基因。国家育种计划可以将该基因导入适合当地的品种，并向他们的农民免费发放这些新品种。由于基因可以传递给后代，农民能够在下一季用自己的种子种植。新品种除了增加了一个单一来源的水稻抗白叶枯病基因外，其他遗传组成和亲本品种完全相同，对适应当地条件重要的其他性状将保持不变（如抗旱性、杂种优势、耐冷或矮秆等）。Xa21基因专利没有排除育种者通过常规育种手段使用Xa21基因的权利。

一旦排他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可能更为困难的问题我也要解决。据我所知，似乎仍缺乏适当的方法来弥补发展中国家在植物品种上所做出的贡献，这些品种在作物遗传改良和新药物如抗癌药物和抗生素等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生物多样性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对资源保护所作的投资（Brush, 1996）。

在植物遗传多样性得到有意识保护的地方，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广泛收集种质以用于资源评价和育种应用的基因库国际系统已经建立。例如，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种质资源中心保存了全球约12万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的83000份（IRRI, 1990）。国际社会从这些国际中心的工作中获益巨大，其中的绝大部分利益由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低收入的粮食消费者获得。种质资源通过国际研究中心流向工业化国家，每年工业化国家的受益总值超过35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每年仅在小麦和水稻上的受益总值就达到670亿美元（Jacoby and Weiss, 1997）。虽然植物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清楚地使全球粮食生产受益，但某一特定作物遗传资源的来源国却可能没有从中直接受益。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拥有技术和资源进行专利保护和商业产品开发的工业化国家，从生物多样性中所获得的利润，并没有补偿给种质资源的提供者。评估适当补偿额度的困难之一，在于预测一个特定基因能否产生可商业化的产品。事实上，一个特定遗传物质的贡献通常只占“最终产品总价值的一小部分”（Jacoby and Weiss, 1997）。此外，特定产品商业化的研发过程，需要投入巨大的监管成本、技术知识、资本投资、金融资源、市场营销力量、配送能力和时间，这些往往超出了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大学的预算。

由于没有大学补偿种质资源来源国的先例，也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事先约定，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承认和潜在补偿种质资源来源国马里才最合适，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我很清楚的是，必须给他们以某种形式的承认。

我试图通过加州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来建立一种机制，以补偿Xa21基因的种质资源来源国马里，但跟我讨论的工作人员也不确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当时我还是一名新来的教授，不熟悉大型公立大学的工作机制，我被难住了。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我是不愿意把授权计划向前推进的。几个星期后，我飞往菲律宾出席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会议，再次谈论这项工作。建立补偿机制的想法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在我排队等候搭乘航班回家的时候，我看到另一位与会者就在我的前面，他就是温文儒雅、沉着睿智的约翰·巴顿，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也搭乘同一航班飞往旧金山。我们开始谈论。原来，他不仅是一个国际遗传资源法律和技术转移方面的专家，他对我所处的困境也很感兴趣。整个飞行途中我们俩一直聊个不停，直到下飞机，很明显约翰不仅愿意帮我，而且他对打破这个僵局颇有信心。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基金，用于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的进一步研究或保护，这或将是一种适当的补偿形式。这可能比直接的资金转移对来源国更有益，因为通常不能确定谁是应得到补偿的具体遗传资源的所有者。

在约翰的帮助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建立了遗传资源识别基金会（GRRF），用于认可发展中国家对戴维斯分校的成功发现所做出的贡献（Kate and Collis, 1997）。遗传资源识别基金会的资金来自遗传材料商业化产生的特许权使用费，该遗传材料指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种质资源。遗传资源识别基金会的资金可用于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援助，特别是为其本国的农业培训项目，或为保护这些资源丰富的广袤土地上的遗传多样性。该基金的目的是要让来自于与获得遗传资源同一地区的个人和农业社区受益，因此种质来源国（在这一案例中是马里）的学生有优先权。我们希望这一基金的建立将为大学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种质资源的贡献给予承认和补偿树立一个先例。我们也认为遗传资源识别基金会会为科学家提供一种方式，可以在他们为发明申请专利的同时，与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们保持有效合作和良好关系，并为继续分享和保护种质资源创造经济诱因。

虽然遗传资源识别基金会没有试图评估发明在未来产生的潜在收益，但它提出了一个既容易实现又可被广泛接受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因为要预测某单一特定发明的商业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遗传资源识别基金会最好通过许多发明来获得资金支持。事实上，到今天为止，Xa21基因还没有商业化产品。因此，一直也没有产品销售，没有特许权使用费，也就没有资金分配。虽然这一结果令人失望，但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希望的是，戴维斯分校有其他发明授权给行业开发，其中有些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这个基金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理想情况下，只要加州大学的发明中被协议授权的材料有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将来所有的加州大学和公司之间的授权许可都指定将一部分特许权使用费划入该基金。通过将所有特许权使用费存放一部分在一个基金，可以保证即使某一项许可证有无法盈利的风险也不会降低基金的整体效益。因此，每个为遗传资源做出了贡献的国家，都可独立于商业上的成功，从这个基金受益。

今天，Xa21基因已被分发到21个国家，也分发给了美国各地的许多研究人员，并已被广泛用于世界各地的育种计划。因为我们切实地要让Xa21基因用于欠发达国家，中国也同样能够将Xa21基因进一步开发利用，把该基因用于培育杂交水稻品种。转Xa21基因的杂交水稻并没有破坏其原有的杂种优势（因为只有一个基因加入）。相比之下，传统育种一次导入了许多基因，要让这个新的杂交组合可在生产上应用，需要很多年来解除遗传连锁。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贾士荣研究员说，经过八年的实验室试验和田间测试，他的团队已经申请了转Xa21基因水稻在中部省份安徽省（面积大小相当于意大利）生产应用的生物安全证书。“田间表现一直都非常好，”贾士荣在电话采访中告诉路透社记者，“农民可以减少产量损失，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我们的研究数据表明，转基因水稻和传统水稻一样安全。”（Nakanishi, 2005）中国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建议，二〇〇四年底转Xa21基因水稻可进入商业化，但至今仍未被释放，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将面临欧洲消费者反对转基因植物的贸易问题（Nakanishi, 2005）。

我们的非独占许可策略结合遗传资源识别基金会的贡献，是一个很适用于Xa21基因的方法，私营公司和公共领域皆可获益。但这并非对所有基因都行得通。例如，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戴维斯分校没有提交Sub1基因的专利申请（见第1章），因为迫切需要该基因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稻米生产。此外，产生其他作物的商业化产品可能额外需要昂贵的研究经费和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它似乎不太可能产生将有利于戴维斯分校或印度奥里萨邦人通过GRRF获得的利润。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把Sub1基因放到公共领域，这样可以最广泛地让公众受益。

嗓音低沉的加里·滕内森，是一个低调又充满幽默感的人。他精力充沛，四处旅行。他于一九八五年至二〇〇〇年指导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水稻生物技术计划。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微生物学家，他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助于解决环境与农业相关问题的方案，包括找出残留性杀虫剂的替代品，提高农业资源管理水平。

由加里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和支持的水稻研究项目组，在执行早期计划任务时是非常成功的，而且留下了一笔惊人的遗产：水稻基因组的完整序列，开发出可以在世界各地使用的简单的水稻转基因技术，创造出更高产、更强壮、抗性更好、稻米营养含量更高的水稻株系。

如果不是全部，也至少是绝大部分水稻研究人员，希望确保在转基因研究上取得的突破和其他实用技术，对欠发达国家和小农户的水稻及其他农作物有利。几年前，加里和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同事们联合麦克耐特基金会，一起共同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美国一流农业大学和植物研究机构的植物生物技术研究，其中包括美国加州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佛罗里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唐纳德植物科学中心和博伊斯·汤普森研究所。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农业知识产权资源公共部门（PIPRA），为大学和国际农业研究系统之间的交流注入新的活力，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与私营部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Atkinson, 2003）。

农业知识产权资源公共部门让大学推销他们的技术给私营部门，让他们可以从自己的发明中获利的同时，保留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和小作物的权利，这对于小农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目标与国际农业分子生物学应用中心的相类似，但限制较少（http://www.pipra.org）。由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滕内森和阿兰·班纳特对农业知识产权资源公共部门发展的大力推动，该机构现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现在是三月，在中央山谷通常是凉爽和阳光充足的日子，但是刚过去的一个月里一直在下雨。北加州的许多县因为洪水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站在窗前放眼望去，我想该略过游泳的日程安排，改为直接游泳回家得了。我听到敲门声，一看是丽贝卡，她是我的助手，勤奋、努力、富有创造性。她走进来，看了看窗外，说：“加州不是应该阳光明媚的吗？我的意思是，当我的室友说服我搬到这里时，她告诉我，这里比威斯康星州气候更温和，阳光充沛。现在倒更像回到了布基纳法索的雨季。”

我知道丽贝卡在来戴维斯之前，她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美国和平队做健康志愿者，但我们一直还没有机会好好谈谈她的经历。我觉得她的意见很有意思，因为布基纳法索以炎热和干燥著称。为此，我让她解释一下。

“在那里，骄阳似火、万物萧条的热季到了五月底之后，如果运气不错的话就会像现在这样下雨，一直下到十月份。”她指着窗口说，“我过去几乎每天都渴望有雨，但这并不是当我想到布基纳法索时就会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那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我问。

“炙热和贫穷。当我一走下飞机站在停机坪上，滚滚的热浪就排山倒海地袭来。那个晚上也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在与其他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简短问候后，和平队把我们这些新来的志愿者迎到几辆车里，开车带我们越过布基纳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我没法把视线从街道上移开，那里有数百个大多是木头和铁皮屋顶做成的货摊，沿街摆放着各色各样的东西。有穿在小棍上的熟肉，还有芒果和在我们那的超市里偶尔才能见到的其他水果。然后是孩子——身上穿着看上去像美国二手店里的破烂衣服——光着脚在街道上走。”

她告诉我，有超过1 400万人生活在这个只有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小的国家，而科罗拉多州只有约400万人口。“最让我震惊的是贫穷，孩子们以10法郎（相当于2美分）卖纸巾或口香糖。城市的气味，是一种刺鼻的法国奶酪夹杂着汗水、肉类、香料，再带着点水果甜味的味道。这里的人们吃很多的tô，一种用小米粉制成的胶状物质。虽然在我们所在的村也有些人做兼职，像在市场上卖点东西之类，但全村各家各户主要还是务农。他们大多种植小米、高粱、玉米、花生和豆类作物。妇女们把小米秸秆放在一个巨大的臼和杵上锤击，这样谷物很容易在平坦的石头上磨成粉。他们将小米粉放入沸水中搅拌，然后搅打成糊状；煮的时候会变硬，所以当它凉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在你手里压成一个球。这种小米的不断锤击声，我把它叫做郦邸坡——我所在的村庄——的心跳。”

她补充说，他们能否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儿童。他们往往会在晚餐的tô里放上点市场买来的干鱼，加点调味料，如果有客人或许还有鸡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可能还会有山羊肉，但羊肉、牛肉是少有的，因为它们更贵，更难得到。如果有肉，通常是客人先吃，然后是家里的男人，再接下来到妇女，如果还有剩下才是孩子们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能得到足够的热量，因为有tô吃就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得不到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因此，她看到许多孩子肚子肿胀、头发发红，这些是夸希奥科病的病症，是一种由于蛋白质缺乏引起的恶性营养不良病。

“你觉得郦邸坡村的人会有兴趣种高蛋白的小米或维生素A强化的水稻吗？”我问。

“他们应该会很乐意了解转基因食品以及它们将如何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作为全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每年花好些天骑自行车在我负责的健康中心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给小孩子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发放合成维生素A补充剂。在这些路途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相同的说法‘La santé avant tout’，意即‘健康第一’，或者‘Laafi beeme’，这是莫西人的语言，意思是‘健康相伴’。在村子里，种庄稼是一个靠手拿锄头的艰苦又缓慢的过程，想要健康状态良好可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Laafi’（即健康）是可以回应所有日常问候的答语。另外，我觉得，他们将有兴趣了解高产作物，因为可以极大地减轻他们的工作量。但是如果要说我在那里的工作体会的话，那就是，要实现的技术或想法无论多么美妙，你的愿望有多么美好，当地如何特别需要，最终还是人，是用户对它做出决定。您可以免费分发种子，这些种子的试验效果也很好，但如果它们在农民手里收成不好，或者用人们讨厌的方式来进行管理，那么无论理论上能带来多少好处，他们可能也不愿意继续再用它。”

这个评论让我想起了一个经典案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利兰·格利纳，这位在获得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前曾在哈佛大学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教授，曾经这样向我描述：“数年前在东非，农民尝试种植了高产矮秆小麦品种。一两年之后，农民又用回了他们的老品种。研究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社会科学家到那儿问农民原因时才知道。原来，矮秆品种可能在试验站的试验田提高了产量，但在农民的田里产量并没有提高。另外，矮秆小麦的茎秆比较强健，鸟容易站在小麦茎秆上吃粮食。”显然，单靠遗传改良（不论是通过传统育种还是转基因）并非解决复杂的饥饿问题的灵丹妙药，方法必须得在用户和贫困农民的手中奏效才行。

和丽贝卡的这次谈话让我想起了最贫困人口的情况。我们怎样才能够将转基因技术提供给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如何能够确保该技术对他们有用？

加里指导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现在努力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目前，他所领导的基金会的工作，旨在提高非洲的粮食安全能力，并帮助建立了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AATF）。因为当地组织最能够确定和发展与他们自己消费者相关的需求。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通过明确那些想利用公开材料的非洲组织，并使他们与私人机构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帮助他们开发新的作物品种，同时进行适当的生物安全测试（这是因为目前测试费实在过于昂贵），以及分发种子给资源贫乏的农民，帮助过剩产能建立起当地市场。迄今为止，一些国际种子公司和美国农业部已经对与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一起携手工作表现出了兴趣（http://www.aftechfound.org）。

在很多情况下，基因工程是一个很合适的提高粮食安全能力的工具，但并不是所有情况都是这样。例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土壤肥力耗竭是当地人均粮食产量低的一个重要生物物理因素。在引进新品种之前，无论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都得先恢复地力，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除非有一天转基因作物可以更好地利用土壤养分或固定氮素（Sanchez, 2002；Oldroyd, 2006）。美国国际土壤肥力和农业发展中心（IFDC）的一份报告指出，非洲土壤营养被过度剥夺，75%的农田已经严重退化。“当农民一季又一季地在相同地块种植作物之后，又不能补充更新被农作物带走的养分，导致土壤被过度开采。”国际肥料发展中心主任阿米特·罗伊如是说（Henao and Baanante, 2006）。非洲的化肥使用水平比其他地方低，尚达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0%。这是因为在非洲化肥成本比其他地方高出2至6倍，肥料价格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都太高了。在农场生产有机肥的方法，包括使用营养构建植物或准确地施用少量化肥在正需要它们的地方，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低成本的增产策略（Barhona and Cromwell, 2005）。只有嗷嗷待哺的土壤肥力得到了补充，高产作物才能茁壮成长。

如果没有良好运作的政府，没有建立促进粮食生产（而不仅仅是商品生产）的政策，没有确保农业技术可为公众获得的适当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公开、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单个可能帮助世界各地农民和消费者的科学发现是没什么用的。转基因能够帮助布基纳法索，但只在具备了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的前提下。

利兰同意这个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公众利益的农业和粮食系统，而不是一个私人利益占主导地位的东西。”这可能正是我们互不信任问题的核心，包括决策者、农民、消费者、大学植物育种者和企业界植物育种者之间的不信任。以我的观点来看，转基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对私人利益的潜在过度扩张的担忧，已经完全压倒了对可以实现的公共利益的讨论。转基因似乎处在权衡取舍问题的中心，因为知识产权问题是与转基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公众利益有关的问题正迷失在转基因的花粉飘移、知识产权、耕作系统和食品安全的争论中。这些都是更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们都是重要的问题，但即使没有转基因，它们也一样会出现（L.Glenn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通过加里的工作和项目，如PIPRA、GRRF、AATF、BIOS等，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正以创造性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开发来实现这一公益事业。我们的农业需要这些工具。“如若不然，将恶化世界应对饥饿和疾病问题的能力”（Jacoby and Weiss, 1997）。

理查德在西雅图跟植物生物学家的讲话结束时，他敦促大家要成为活跃分子，以确保他们的发现被广泛使用，使它们可以用于改进农业以及改善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如果植物遗传学家能够在数年前推进这个开源的做法，我还能喝到免费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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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解构晚餐：转基因与有机食品



与其沉湎于什么样的策略适于农业这种徒劳无功的辩论，不如为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生态和经济状况寻找最好的方式，这样将更有价值。寻找可持续和平允的耕作方式意味着……避免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专注于务实的决策，为一个特定区域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我们必须兼收并蓄。

瑞士伯尔尼大学植物园园长Klaus Ammann，“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for All by 2020”, Sept. 2001

沟通研究焕发着无穷魅力，对沟通的理解，在我看来是人类自我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农民，前美国肯塔基大学英语教授Wendell Berry, Home Economics: Fourteen Essays, 1987

学校在叮叮当当的铃声中放学了。学生们把作业和饭盒塞给在一旁等待的父母，并很快忘记，鞋子也被一下踢掉了。这是温暖春季里的一天，现在到了比学习更必不可少的活动——课后餐的时间了。克利夫拉着我的手，跟同学们道别，快步走回家。我们家在这个只有两间教室的小型小学的街对面，在这座小镇里尘土较多的地方。房子用的是褪色的雪松木瓦，栗色格调的装修，是一个类似名匠风格的乡村平房。在后面，挨着小小的有机农场的，是一个大大的谷仓，里面是拉乌尔的造船工场。巨大的户外墙上绘着以DNA双螺旋结构为背景的丰富多彩又奇思妙想的动植物。

克利夫蹦蹦跳跳地走过前面的小路，路两旁都是花园。花园里万紫千红，花香怡人，有粉色花朵的月见草、黄色连瓣的糙苏和紫色小花的迷迭香，令人心旷神怡。他突然停下脚步，注意到鲜绿的月见草叶子被踩了下去，便背对着小路做起了调查研究。

“妈妈！这里有个窝，还有蛋在里面！这是什么蛋啊，妈妈？”克利夫兴奋地大叫起来，期待它是奇异的外来客。

我仔细看了看。这枚蛋大得可疑，蓝色的蛋壳表明这可能就是我们家里的阿美迦拿母鸡下的，这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开发出来的一个品种，带有最受青睐的来自南美鸟的“蓝色”基因。又有母鸡跑出来，也许是打算建立一个小家，但她出师不利——色彩柔和的鸡蛋已经冷了，被遗弃了。

“我想是我们的母鸡逃出了笼子。”我回答。

克利夫略带失望地拿起鸡蛋，问道：“我饿了，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我们走进屋子里。我用黄油和盐炒了蛋，烤了一片自制全麦面包，那是用朋友保罗的农场里的核桃做的（食谱7）。我把烤面包涂满黄油和自制李子核桃果酱（配方来自罗纳德祖母，见食谱8）。这就是一个饥饿小男孩的完美课后餐。

食谱7 帕梅和崔西的核桃全麦面包

原料（2条面包的量）

1杯碎麦片或珍妮弗混合谷物（混合谷物：硬质小麦、软质小麦、大麦和黑麦参。见后面的珍妮弗配方说明）

3 1/4杯水

1/3杯蜂蜜

3汤匙黄油或油（我们喜欢一半油一半黄油）

2茶匙盐

3杯全麦面粉

2包酵母（4 1/2茶匙）

1/3杯速溶脱脂奶粉

3至3杯半的中筋面粉

1杯切碎的核桃

步骤

1. 在中型平底锅中倒入碎麦片和水，烧开。

2. 关小火，盖上盖，煮8分钟。加入盐、蜂蜜、奶油，放凉到微温。

3. 在搅拌机碗内加入全麦面粉、酵母、奶粉，倒入放凉的混合谷物，在低速下打30秒。

4. 再用高速打3分钟。之后用手搅入够量的通用面粉，做出硬度适当的面团。打点面粉在面上。

5. 揉8～10分钟至面团光滑有弹性。加入核桃并揉成球状。将面团放到抹油盆中，再倒扣过来，使油沾满面团表面。

6. 盖好面，再把它放在一个温暖的地方约45～60分钟，直到面团膨胀为双倍大。

7. 烤箱预热至200℃。

8. 面团排除气体后均匀地分割成2块，盖好。静置10分钟。

9. 塑成长面包状，放入抹了油的烤盘中。盖好，放置约30分钟，直到面团膨胀为双倍大。

10. 放入烤箱中，200℃，烤30～35分钟。如果面包褐变速度太快，用箔片盖住。

11. 从盘里取出，在架子上放凉。

待享用时，在烤面包片上涂上黄油、蜂蜜或李子果酱。

珍妮弗混合麦片：今年我种植了种类繁多的传家宝谷物，准备混合使用。所以，我可以不用分离保存种子。有点像基因混合池麦片。

食谱8 崔西的李子核桃果酱

原料

4杯圣罗莎李子片

3杯糖

1杯切碎核桃（产自泰丰农场）

1茶匙黄油

步骤

1. 李子和糖加热至完全沸腾。煮至果酱沾着勺子，滴入冰水中能保持形状完好。

2. 加入切碎的核桃，并再煮一分钟，然后关火。

3. 撇去上面的浮沫，加1茶匙黄油到果酱中。

4. 立即倒入到干净的罐子里。拧紧上盖，放凉。

果酱应在冰箱中存放。

在中央山谷，虽不能总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有东西弄来吃，但也差不多啦。这里食物丰富，也很容易弄清楚什么是可以吃的，特别是如果你不过于担心有转基因成分的出现，或是流浪的遗传改良母鸡生的蛋的话。如果要讨论每餐的意义，那么不在于食物是不是转基因，而在于食材的新鲜度，农场工人的健康，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用餐者的心境和态度。

即使最基本的食物，也需要精心细致的照料，需要创造性地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以我们面包里的核桃为例。几个月前，我参观了一个320英亩的本地核桃农场。迈克尔·波伦是《杂食者的困境》的作者，对美国食品如何从农场走到人们的餐桌进行了新闻调查，那天他正和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一起在农场访问。优洛县农业顾问雷切尔·朗也在那里，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放置引诱苹果蠹蛾（为害核桃树）的信息素诱捕器。这样做是为了混淆能与雌性进行交配的雄性昆虫的视听。在我们兴致勃勃地学习诱捕器放置方法时，迈克尔问农场主克雷格·麦克纳马拉他的核桃林的树龄。这些核桃树看着都还相当小，似乎只有短短几年。

“问得好，”克雷格回应，“这些树都已经种了十五年了，它们发育迟缓长势弱，但蛾子不再是什么大问题了，这得感谢雷切尔使用这些合成的信息素进行生物控制。”他继续解释说，现在的问题是土壤已经严重地感染了线虫，这是种很微小的蠕虫，“没有有机的方法来控制这些线虫，因为我们不想在栽种前用溴甲烷来熏蒸土壤，我们得接受产量的降低。”

有很充足的理由不去使用溴甲烷。它会杀死土壤中的所有生物，并具有使农场工人患上前列腺癌的高风险（Alavanja et al., 2003），这还是一种增加地球臭氧层耗损的化学物质。尽管这样，美国每年还是用掉数千万磅的溴甲烷——主要用于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土壤熏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看到，在种植季之前整个山谷到处用防水布盖着地面以防止这种气体逃逸（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North America, 2005）。

线虫问题可能是转基因可以使农民、消费者和环境受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几乎所有的商业化核桃树都是遗传嵌合体，即基部的树干和树根是一个物种（加州黑胡桃），可以抗一种严重的真菌性病害，而接穗（生产核桃的树体的上半部分）是另一个物种（英国核桃），可以结出消费者更喜欢的坚果。这类生物学技术（两个品种混合在一棵树上）是被美国农业部国家有机计划所允许的。

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通过应用基因工程方法“沉默”该线虫生存所需要的一个重要基因，以DNA片断改良核桃树砧木的可能性（专栏19）。想法是，当线虫取食植物细胞时也将吃进这些沉默结构，几个小时后，线虫会死掉（V. Williams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pt.5, 2006）。如果这种方法有效，那么英国核桃接穗就可以嫁接到新的抗性砧木上，生产出来的核桃并没有“外来”基因。我试探地问这个倾向于有机农业的群体，他们对使用基因工程来防治这种有害生物有什么看法。

雷切尔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总体来说，我很高兴基因工程作为一种工具来减少有毒农药流入水域的可能性。水质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他人的热情不高。克雷格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不知道面对基因工程该考虑些什么。”

我把那短暂的犹豫和不确定的意识，视为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对评估基因工程是否可以让自己的农场受益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个信号。在这个组里，总体来说似乎没人认为基因工程是个坏主意，这令我感到鼓舞，因为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生态农业的群体放弃这项别人已经证明有用的技术。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创建一个新品种（手动授粉、嫁接、突变或转基因），但似乎与帮助种植者耕作得更生态的推广活动有点离题了。

专栏19 RNA干扰：基因沉默

RNA干扰发生在植物、动物和人类中。除了将其用于产生对如番木瓜环斑病毒等植物有害生物的免疫（见专栏8；Gonsalves, 1998）外，这种方法也可用于开发治疗黄斑变性，一种逐渐损害视力的眼科疾病（Campochiaro, 2006；Shen et al.，2005），拉乌尔的父亲就患有这种病。

这种技术作为研究基因功能的一种方法，在植物和动物上也有产生新治疗方法的应用前景，并得到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的认可，他们为这一技术向美国科学家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颁发了二〇〇六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基因组通过从核细胞DNA向细胞质中的蛋白质合成场所发送蛋白质合成指令进行运作。这些指令通过信使RNA（mRNA）进行传递。一九九八年，法尔和梅洛发表了他们发现的一个机制，这一机制可以降解来源于一个特定基因的mRNA。这种RNA干扰机制在RNA分子在细胞内发生双链时被激活。双链RNA激活了降解那些携带与双链RNA相同遗传密码的mRNA分子的生化机制。当这些被降解的mRNA分子消失，相应的基因发生沉默，也就没有编码相应的蛋白类型。

在家里，几个小时后，前门打开，拉乌尔走了进来，手臂里抱着一大筐刚收的羽衣甘蓝、番茄、莴笋、青蒜苗和香草。

“我们晚餐吃什么？”他开玩笑地问道，因为很明显，答案就在篮子里。我们喜欢吃农场种的，因为它们种类丰富，食材新鲜，容易获取。平日在家里，我们要迅速地准备食物，我们希望食物多彩（如果盘里的菜颜色多样，那么我们就会获得足够的维生素）和美味。

“我们吃豆腐玉米饼怎么样？”他问。

这对我来说似乎不错，于是我打开冰箱，拿出一些豆腐。我想起我们得把花园里的芦笋吃了，要不就老成纤维秸秆了。“拉乌尔，”我问，“你去为我们的晚饭摘点芦笋怎么样？”他走出后门，很快地回来了，手里满是新鲜的绿色芦笋嫩茎。我洗好芦笋、莴苣和番茄（拣出了一只鼻涕虫），然后甩干生菜，开始切羽衣甘蓝。我把羽衣甘蓝、芦笋放在一起炒，加了点大蒜、辣椒和盐。

豆腐玉米饼，我们将拉乌尔的食谱（食谱9）作了点小改变。我拿起一把刀，把装豆腐的塑料袋底部切掉。水从砧板流到地板上，小家伙们拐进来说：“给我切一块吧，妈妈。”我赶紧收拾好烂摊子，给每个孩子切了厚厚的一块。他们倏地到了餐桌旁，开始大嚼起来。我在橱柜周围哐啷哐啷地找刨丝器，它从塞得鼓鼓囊囊的橱柜里掉出来，把松木地板砸了个小坑。我把它捡起来，把豆腐块刨成白色丝状。豆腐是一家几英里远的工厂用经过认证的有机大豆加工成的那种熟悉的白色方块。

我切完豆腐，把炉子打到大火，倒入几勺橄榄油。油没有经过有机认证，但它在让利促销，而且是本地生产的。一方面是价格低吸引了我，另一方面是我倾向于吃本地生产的食品，因为这样能支持我们周边的农民。这瓶橄榄油绝对不会是转基因的，因为市场上还没有转基因橄榄。尽管这样，瓶上仍有标签标着“不含转基因”。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营销策略，我们当地的食品合作社往往喜欢这样，许多消费者将转基因与大型农场、通过径流流失的农药、大量使用的化肥联系在一起。然而，转基因并不是导致这类型农场发展壮大的原因。农业产业化需要相应农药和化肥的高投入，在转基因出现之前就已经这样运作了好多好多年，这主要是由政府的农业政策推动的，这种政策没有优先考虑社会和环境成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部分标有“不含转基因”的食品可能是从远方进口进来的，生产过程可能用了剧毒农药，或营养方面可能不如本地产品。相反，转基因食品可能是当地种植的，没有农药残留，或许有这么一天，也比用非转基因作物种子种植生产出来的更有营养。

食谱9 帕梅和拉乌尔的豆腐玉米饼

原料

12个玉米饼

2杯格吕耶尔奶酪或切达奶酪，磨碎

2瓣大蒜，切碎，捣烂

1汤匙孜然

1/2茶匙辣椒（碎）片

1 磅硬豆腐，打碎

1/4杯葵花籽

3汤匙酱油

步骤

1. 用橄榄油两面煎玉米饼。撒上磨碎的奶酪。保持温热。

2.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锅，炒大蒜、孜然和辣椒。加入碎豆腐、葵花籽、酱油等。当颜色开始变黄时，装入玉米饼。

3. 配上新鲜的沙拉、鳄梨、青菜和切碎的番茄。

“砰！”我挥动一把大菜刀，拍碎了一瓣大蒜——这一招，是从我第一个学生宋文远的母亲那里学会的。几年前我去了他在中国的老家。我剁碎蒜瓣把它扔进热油里，加了一汤匙孜然（可能是从印度或中东进口的，传说中孜然能留住小鸡和情人让他们不要远走高飞），倒入碎豆腐。几分钟后，洋葱和大蒜变软，加一把葵花籽，倒一点酱油。酱油也不是有机的，很可能是用含有微量细菌蛋白的转基因大豆做的，这种转基因大豆可以抗草甘膦除草剂（见专栏10）。没事，反正只是洒了点。毕竟，这种细菌蛋白对人体是没有毒性的，并且，如果有任何细菌蛋白在大豆加工后留了下来，在平底锅里一加热也得立马变性。

我取出另一只锅，把一个炉灶打到高火，倒了些油，放进两个米卡埃拉玉米饼，这是此地以北10英里的一家工厂生产的。成分很简单：玉米、水和盐。玉米没有经过有机认证，玉米饼里可能含有微量的Bt蛋白。我们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玉米饼，而且就在我家附近生产。

在我看来，这些转Bt基因玉米做成的玉米饼跟我们大力支持的生态农业框架很相符。首先，现在每年全球使用上亿磅更毒的农药，环境几乎无一幸免正在遭受破坏（Toenniessen, 2006）。再者，转基因玉米饼可能含有的霉菌毒素量比传统玉米饼或有机玉米饼更低（Kershen, 2006, 专栏10）。

夏天，如果我和帕梅准备这顿饭，我们极可能用上一些刚采摘的新鲜甜玉米，穗尖通常因为虫蛀被砍掉。砍掉穗尖不影响我们，我的许多客户也容忍虫子的存在。但是，我想知道，消费者会不会更愿意要没被虫蛀的转基因玉米棒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和帕梅去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学与社会课堂的大学生里进行了调查。我们对Bt毒素是一种蛋白质，它已被用于设计抗虫植物这些专业信息进行了解释。在我们的讲座结束时，我们问学生，他们是否愿意吃如下一些东西：（1）施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和肥料种植出来的甜玉米（没有虫蛀）；（2）有机种植的甜玉米（有虫蛀）；（3）用有机方法种植的含Bt毒素的转基因甜玉米（没有虫蛀）。一个班的25名学生中，22人选择了选项（3）。这很让我惊讶，因为我知道伯克利分校学生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行动是出了名的。但这个班都是理科专业的学生，他们认为，转基因作物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合理的。他们也很喜欢环境友好的有机农业，转基因和有机农业的结合，似乎是未来农业的最佳策略。有趣的是，帕梅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做了同样的调查，得到的也是类似的结果——有机方法种植的转Bt基因玉米被列为最佳选择。后来我们发现了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道格·鲍威尔做的一个更为严谨的研究（Powell et al., 2003），研究表明，在标签清晰和解释明了的情况下，消费者会首选转基因玉米而不是非转基因玉米。换句话说，如果有简单明了的美感和环境效益，很多消费者会选择转基因。

“啊哈。”我们的食物开始散发出香味，孩子们也都饿了，于是帕梅离开炉灶，多切了几片豆腐，倒了几杯牛奶，拿过来给孩子们。当她过来忙活时，油开始冒烟，玉米饼焦了。我赶紧过去关掉两个灶，扫了帕梅一眼，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没有从几百道被她这样烧坏的菜里汲取点教训。

“哎呀，对不起！”我说着冲过来翻转玉米饼。我知道拉乌尔不喜欢我这样同时干几件事，但一般情况下，如果我的时间刚好合适，我可以做点别的事情，还可以在玉米饼冒烟之前把它们翻转过来。我很快就磨好了成堆的格吕耶尔奶酪，抓了一把撒在玉米饼上。

拉乌尔备好沙拉酱（橄榄油、红莓醋、盐和胡椒），撕好沙拉用青菜。他把胡萝卜刨成细丝，把山羊奶酪打碎放上面。

我们订了粮食送货服务，每月给我们送来面粉、豆类和山羊奶酪。过去和拉乌尔在福尔贝利农场工作的农民珍妮弗，现在有了她自己的农场，坐落在离这里三小时车程的壮观的三一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的一个山谷里。她让忠实客户有机会购买一或两只羊，以换取奶酪。在我们第一次参观农场时，我们买下了露西，今天我们吃着她的奶酪。嗯，好吃。

在我弄沙拉时，帕梅从筐里拿了些杂交柯本拉番茄出来——这是我们在学校学生农场温室里种植出来的第一批，好让我的客户在初春也有番茄，可以一直提供到七月大田番茄上市。在戴维斯，番茄通常要到终霜后才栽植，一般会迟至四月十五日，因为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番茄植株会被冻死。

虽然回忆很痛苦，但我还是回想起了那次深刻的教训。那是我第一次移植番茄到我们家后面的地里。那时是四月初，我已经计算过霜冻的风险相当低，而且番茄早上市带来好价钱的概率相当高。农民计算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四月十日，气象站宣布，一道冷锋正在到来。我用轻质薄膜盖住幼苗，希望这一点点额外的保护可以让番茄苗保暖，维持幼苗活下去。由于没有办法给植物喷淋点水，虽然这也有助于使其免受霜冻，我什么也做不了，只好抱着最好的希望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起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外面去看。地面看起来像是一个洒满糖粉的蛋糕——遍地都是霜，白白的，和我们黑色的番茄枯叶形成鲜明对比。几个星期后，我对损害作出了评估。我们地里已经死掉了大约一半的番茄苗，幸存下来的植株也生长很缓慢。我肯定不是那年最好的天气预报员，但幸运的是，那还不是生死攸关的境地。

拉乌尔知道，这种情况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对冷害、盐碱或淹涝等环境波动的耐受性差异可能意味着有没有饭吃，而这些特性又难以用传统育种方法来实现。在未来，这将有可能是转基因技术带给人类的最重要影响。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承受极低温度的转基因植物（Thomashow, 2001）。

我切着番茄片，红色的汁液与豆腐水搅和在一起。我拿起一块，放入嘴里。甜甜的、浓浓的味道唤起了我对农场和土地以及夏天到来的关注。要是有一些可以耐霜冻的品种，口感好，能在我们的后院茁壮成长，无论它是不是转基因，我都会鼓励拉乌尔去买些这样的种子回来种上。只要可能，人们选择当地食物，通常意味着想要更新鲜、营养更丰富的食物。如果遗传学家和育种家可以拿出耐寒的植物品种，我们可以不需要像温室番茄那样消耗大量能源，就能延长本地种植生产新鲜农产品的季节。

去年夏天教李桑民有机农业时，我意识到农民应该尝试一下，哪怕很难，也要寻求最合适的、对环境安全的技术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即使只是从一些人那里得知新思想和新技术。正如农民作家迈克·麦迪逊所说，“在处理大自然问题的时候，独断专行几乎总是错的。从长远来看，如果农民学会容忍复杂性和模糊性，事情会发展得更好……有合适的工具是有帮助的。”（Madison, 2006）

在某些情况下，转基因对农民来说会是一个合适的新工具吗？虽然常规育种的遗传改良和转基因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过程，但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改变和改良植物的遗传组成。回答转基因植物是否符合生态农业框架的这个问题，要回到我告诉我的学生们的第一件事：有机农业是关于健康的——对土壤、植物、动物、农民、消费者和环境的健康。农业与生物科学的结合一直是有机方法的重要一环。几乎我们吃的所有食物都是已经用老旧方法进行过“转基因”的。这样的作物，抗病、虫或是线虫，适合于有机农业生产。在我看来，转基因植物在生态农业中也可以发挥合适的作用。

同时，我认为许多转基因作物的潜力迷失在继续使用农药和化肥的传统农业系统中。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带来的利益，转基因植物最好是整合进有机农业系统中。这样可以实现方法和技术上的互补——有机耕作可以保护环境，转基因技术有助于减轻病害或环境逆境造成的作物损失。

晚餐准备好了。我、拉乌尔和孩子们坐下来，每人拿个玉米饼，就着融好的格吕耶尔奶酪，堆上孜然大蒜味的豆腐、鳄梨、米卡埃拉洋葱辣酱、切碎的番茄和新鲜蔬菜。我们做好的羽衣甘蓝和芦笋也在旁边。

我倒好水和酒。孩子们拿起他们自己堆得满满的、滴着汁的玉米饼。

“等一下！谁来做祷告？”

“我来。”奥德丽说。她把手擦干净，我们一个一个手拉手。

“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个可爱的晚餐，我希望全世界的每个人都会很快好起来。”

孩子们站在椅子上，大喊“嗨，嗨，万岁”，然后安静下来开始吃饭。

不多久，就有一个孩子要甜点。今晚的甜点是李子糕，这是来自我莉茜阿姨的配方（食谱10）。

食谱10 莉茜阿姨的李子糕

原料

1杯黄油

1杯糖

1个鸡蛋

2茶匙杏仁提取物（或香草精）

1茶匙盐

1杯白面粉

1杯薏仁粉

10个李子，去核切成两半

2汤匙温过的杏果酱

步骤

1. 黄油和糖打匀。加入鸡蛋、盐和杏仁或香草提取物。

2. 加入面粉，揉成一个面团。

3. 把2/3个生面团拍平放入8英寸、带有可拆卸边缘的蛋糕烤盘中。李子切面朝下摆入烤盘。

4. 把剩下的面团弄成格子状放在上面，浇点杏果酱。

5. 180℃烤45分钟。

去年夏天我存了一些加州圣罗莎的李子，冷冻保存到像今天这样的场合用。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一个果园，有很多“核果类”水果，如杏和桃子，我希望它们能一直在这里茁壮地成长。希望是这样，但不敢肯定。核果类果树容易感染李痘病毒（PPV），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这在欧洲一直是一种破坏性的病害。一九九二年，在智利首次报道发现李痘病毒。一九九八年，该病毒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亚当斯县的果园发现。虽然这个病害现在只是局部发生，但是一旦爆发，目前已知的唯一控制方法就是把果树拔掉，在病害传播到美国其他地方前把它们清除（The Plant Disease Diagnostic Clinic, 2001）。由于这一威胁，美国农业部培育了一个转基因抗病李子品种，采用的是类似抗番木瓜环斑病毒木瓜的技术（见专栏8）。这种转基因果树看起来像非转基因母本缎李——传统育种方法育成的一个商业化品种，它们果子的味道是一样的。与（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接受记者采访时，园艺学家拉尔夫·斯科尔扎说：“这是从根本上实现了对李痘病毒的免疫。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它们是抗病毒植株，能抗我们测试过的所有主要病毒株系。”（McBride, 2006）最近，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验检疫局（APHIS）宣布，已经对转基因李子品种“放松管制”，这使得它向商业化种植更推进了一步（Iadicicco and Redding, 2006；Kaplan, 2007）。

美国有机消费者协会反对这种李子新品种，认为批准转基因李子品种的商业化将给授权其他转基因核果“打开大门”（Organic Consumers Association, 2006）。他们可能是对的。如果转基因李子很受欢迎，桃树的种植者也有可能要应用转基因技术。由于一直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李痘病毒目前还没有在桃园发生，但专家们说，很可能还是有少量潜入了后院的小果园（Haire, 2001）。美国佐治亚大学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病理学推广服务专家菲尔·布兰嫩说：“李痘病毒可以摧毁整个桃园。受感染桃树结出的是不甜、有烂斑、卖不掉的桃子。而且一旦树被病毒感染，目前还没有治愈的办法。”

对生物学基础的强烈科学好奇心推动了遗传学的发展。新技术的突破加速了科学发现的进程。例如，我们现在知道一些植物的基因组序列，以及许多侵染植物的微生物的DNA序列。我们也知道，科学家和育种家可以用这些信息制定出面向生物学的、完善的、简明的方法来解决农业问题。

似乎在有机和传统农民之间还有一个沟通隔阂，就像消费者和科学家之间一样。现在是时候来缩小这个差距了。如果我们要走的是生态平衡、基于生物的农业系统的道路，对话是必要的。科学与农业本身，尚不足以为健康、贫困或营养不良人群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或解决我们目前的生态危机。政府的稳定以及政府的政策在确保粮食安全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科学和好的农业，我们甚至不能梦想维持这样一个安全的未来。转基因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如同常规育种或有机农业也不是一样，但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农民可以用它来解决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如病害、虫害、草害、逆境胁迫、自然栖息地破坏等。跟其他工具一样，转基因也可以被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操纵，产生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影响。

目前，绝大多数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携带杀虫Bt毒素或耐受孟山都的草甘膦（农达）除草剂。只有极少数的其他类型出现在市场上，但转基因应用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转基因在农业上看来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该应用转基因，更迫切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用好它——出于什么样的负责任的目的。消费者有一个重大的机会来影响所育成、开发的植物种类。如果我们是要以生态的方式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农业需要我们的集体智慧和所有的适当工具。让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重要的地方——支持对环境友好和消费者有益的农业方法。与其关注李子Prunus domesticus（最初来自日本）携带可食病毒片段的不可预见后果，我更喜欢“庆祝人类创造力的胜利”（Moses, 2006），这样我可以继续把莉茜阿姨的李子蛋糕端上我们的餐桌。

我们的孩子没工夫去想这些“细枝末节”，正吃着他们的甜点。最后，别忘了，我们谈的是关于吃和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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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术语表



AATF（Afric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oundation） 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

Agrobacterium 农杆菌

一种可以将自己的基因穿过植物细胞壁和细胞膜转移到细胞核中，从而将细菌DNA整合到植物基因组中的土壤细菌。通过农杆菌介导可将任何物种的基因导入到作物。

Alleles等位基因染色体上相同位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形式的基因

例如，眼睛颜色基因就可能存在蓝色和棕色两个等位基因。

Allergen 过敏原

又称变应原。食用或吸入会引起过敏性反应的物质。常见的过敏原有灰尘、花粉、宠物毛屑等。

Allergenicity 致敏性

引起过敏性反应的可能性。

Amino acids 氨基酸

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有至少20种氨基酸。蛋白质是由不同氨基酸组合组装而成的链状分子。

Amniocentesis 羊膜腔穿刺术

一种在妇女怀孕期间检测胎儿染色体是否异常的诊断技术。

Antibiotic 抗生素

一种能杀死细菌或减缓细菌生长的药物。

Antibiotic resistance 抗生素抗性

有机体对抗生素治疗具有耐药性的一种特性。

Antioxidants 抗氧化剂

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氧化破坏的化学成分或物质。

APHIS（the USA's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美国农业部） 动植物检验检疫局

Arabidopsis 拟南芥

一种亲缘关系上与白菜和芥菜相近的模式植物，是第一种实现全基因组测序的植物。植株很小，可以生长在培养皿中。

Aspergillus 曲霉

一种致使食物变质的霉菌。有的能侵染受损玉米粒并产生能致癌的霉菌毒素。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三磷酸腺苷

又常称为腺苷三磷酸，简称为腺三磷。为细胞生化过程提供大量化学能的化合物。

Atrazine阿特拉津

又叫莠去津。一种最广泛使用的农用除草剂。能在地下水中残留，并能致青蛙产生雌雄同体的畸形。

Bacillus thuringiensis（Bt） 苏云金杆菌

也常称为苏云金芽孢杆菌。一组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土壤细菌。产生的一类蛋白质对某些类群的昆虫幼虫具剧毒性。作为一种对环境无害的有毒细菌孢子，被有机农户用作商业农药。Bt毒素能杀死棉铃虫、蚜虫、舞毒蛾幼虫、日本丽金龟等害虫。自1989年后，表达 cry 蛋白的基因已被转入植物中，使植物具有抗虫性。Bt有时也指杀虫毒素。

Bacteria 细菌

单细胞生物。

Biodiversity（biological diverisity） 生物多样性

在生物体及其生境（或栖息地）之内或之间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分为三个层次：遗传（当地种群或物种内的基因）；生物种类（组成当地群落的全部或部分物种）；生态系统（组成生态系统的各群落）。

Biotic controls 生物防治

解决虫害问题的生物学措施，如利用天敌控制害虫种群数量等。

Bt crop Bt作物

一种能产生杀虫蛋白的转基因作物，其毒素来源于苏云金杆菌。目前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Bt作物有棉花、玉米、大豆等。

CAMBIA（Center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olecular Biology to Agriculture）国际农业分子生物学应用中心

也译作澳大利亚生物技术研究所或“堪比亚”。一个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Carbamate pesticide 氨基甲酸酯农药

用作农药的氨基甲酸盐或酯，已知在高浓度时会导致动物死亡。涕灭威（一种氨基甲酸醋类农药）对蓟马、蚜虫、红蜘蛛、绿盲蝽、盲蝽和斑潜蝇有效，但主要用于线虫防治。

Carbofuran 呋喃丹

又称虫螨威、克百威或卡巴呋喃。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中毒性最大的一种，用于土豆、玉米和大豆害虫防治。西维因在杀死靶标害虫的同时杀死有益昆虫和甲壳类动物。2—（1—甲基丙基）苯基甲基氨基甲酸酯（巴沙、仲丁威）常在水稻和棉花生产上用作杀虫剂。

Carcinogenic 致癌剂

任何能引发癌症的物质或因子。

Carbohydrate 碳水化合物

又称糖类。一类包括糖和淀粉的有机分子。

Carotenoid 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A的前体。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和动物中的黄色至红色色素。

Cell 细胞

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通常由一个细胞核、细胞质和一个封闭的膜组成。所有植物和动物都由一个或多个细胞组成。

Chemical fertilizers 化学肥料

化肥。合成生产矿物形式的氮、磷和钾，可促进植物生长。合成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化石燃料。

Chimera 嵌合体

一个遗传组成来自不同基因型个体的个体。

Crohn's disease 克罗恩氏病

克隆氏病，一种肠道疾病，尤指回肠远端，具有腹部疼痛、溃疡、纤维组织积聚等特征。

Chromosomes染色体

在细菌中，指一个包含遗传信息的环状DNA链。在真核细胞（如植物等高等生物）中，染色体在细胞核中，由包含成千上万个基因的线性DNA链组成。

Compost 堆肥

碳氮比为20∶1的有机混合物，在有水分的条件下，经各种微生物分解，变成发臭、不定形的有机颗粒。在有机农场用作肥料。

Conventional farming 常规农业

也叫传统农业。一个笼统的术语，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的耕作方法。从农户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收益率的现代农业，到种植业者有节制地使用化学品的生态农业都可称为常规农业。越来越多的传统农户种植转基因作物，尤以美国为盛。

Cover crop覆盖作物

常称为绿肥，用来改善土壤养分和有机质的作物，如紫云英和蚕豆。

Crop yield 作物产量

一种农业产量的度量方法，常以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表示。

Cultivar 栽培品种

同一物种内性状表现一致的一组植物个体。一个特定品种的子代具有与亲代植物相同的特性。

DHMO 一氧化二氢

水。

Diuron 敌草隆

一种剧毒性除草剂，能在地下水中残留，对水生无脊椎动物具高毒性。

DNA（Deoxyribonucleic acid） 脱氧核糖核酸

所有活细胞（和一些病毒）的基本遗传物质，为蛋白质构建提供蓝图（即基因）。DNA是由多个碱基对组成的双螺旋核苷酸双链，链状分子的核苷酸由磷酸、核糖和碱基组成。

Domestication 驯化

为使植物具有较少不良性状而进行的人工选择过程。

Ecological farming 生态农业

一种涉及协调农业生产各元素（如轮作、品种选择、施肥、耕作、植保、生产力、作物品质、种植特定农作物的生态适应性等）的农业系统。

Ecosystem 生态系统

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形成正常运作的生态单元的集合。

Enzymes 酶

细胞内引发或调节特定生化反应的蛋白质。

Fitness 适合度

也称为适应值。生物体繁殖效率（即繁殖某一基因型的相对概率）的相对度量，通常指达尔文适合度。适合度包括生存力、发育速度、配合力、育性和有病原微生物条件下的致病性。适合度同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估密切相关。

Fluoridation 氟化（作用）

在公共饮用水中加入氟化物。

Frostban 一个用来保护植物免受冻害的基因工程细菌

Gamete 配子生殖细胞

如植物中的胚珠和花粉。雌配子和雄配子结合形成一个单细胞称为受精卵，通过分裂可成为一个胚胎，并最终成为后代个体。

Gene 基因

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特定位置，是DNA上的一段碱基序，负责传递植物和动物的遗传特性。一些基因编码一种或多种蛋白质，而另一些具有调控功能（控制其他基因的表达）。一个基因可能包含成千上万对碱基，但通常是几千对。

Gene（genetic） marker（or marker gene） 遗传标记

标记基因。用来示踪某一遗传特性的DNA序列、基因或性状。可选的标记基因一般产生可鉴定的表型（即可观察到的特性），可用来示踪在转移入细胞的同一DNA片段上的其他基因（例如感兴趣的基因）存在与否。

Gene flow基因流

又称基因漂流、基因飘流或基因扩散。指两个种群通过杂种繁殖，基因从一个种群进入另一个种群的移动。在植物中，基因流发生在花粉（雄配子）或种子的转移上。

Gene silencing基因沉默

基因在转录或翻译水平上中断或抑制表达。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实现基因沉默。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

又称遗传工程。指通过遗传转化而不是常规的育种方法，转入、修饰或消除特定基因，改变生物体基因组。不同于原有的遗传修饰方法，基因工程可将任何物种来源的基因插入到生物体中。

Genetic modification 遗传修饰

通过转入、改变或消除特定基因等人工干预手段改变生物体的基因组。方法包括传统的植物育种，如花粉转移、胚挽救、嫁接、突变等。遗传修饰常被限制在一个物种内进行基因转移，但也有不同种间进行的修饰。

Genetic resource 遗传资源

又称种质资源。作为资源供人类使用的遗传材料。对于植物而言，通常包括现代品种、地方品种、野生近缘植物，以及以上这些植物所含有的基因。植物育种家和遗传工程业者都要依赖一个宽广、多样的遗传基础，来提高作物的产量、品质和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

Genetics遗传学

研究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及其性状从亲代到子代的遗传模式等。遗传学是关于生物学特性遗传规律的一个科学分支。

Genetic transformation遗传转化

使用根癌农杆菌或机械方法，把基因从一个供体生物直接转移到受体细胞中以产生转基因生物的方法。

Genome 基因组

生物体的所有遗传信息。一个细胞或病毒的全部遗传物质，包括所有的功能基因和非功能性基因。在高等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中，基因组包括细胞核内染色体的完整集合。

Genomics 基因组学

研究生物体中基因的结构、性质和特定功能的科学领域。

Germplasm 种质

某一特定生物种群的遗传变异，以生殖细胞池（精子或卵子）为代表，也用来形容在作物育种、科研和资源保护工作中，以研究、管理或使用它们所带有的遗传信息为目的而保存的植物、种子或其他有用部分。

Glassy-winged Sharpshooter 玻璃翅叶蝉

一种传播皮尔斯病（Xylella fastidosa，也叫正皮尔斯病） 病原菌到葡萄植株上的昆虫。

Glyphosate草甘膦

一种靶标为植物代谢过程，对动物没有毒性的除草剂。一般认为该除草剂不能在地下水中留存。

GRRF（Genetics Resources Recognition Fund） 遗传资源识别基金会

Heirloom plant“传家宝”植物

一个较老的自由授粉品种，在现代化大规模农业上已不再使用。通常情况下，“传家宝”是由个人选育而成，然后代代相传保留下来。

Herbicide 除草剂

一个用来灭除杂草的化学品。

Herbicide-tolerant（HT） crop 耐除草剂作物

也常叫做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能够在施用一种或多种化学合成除草剂后存活下来的作物。这些除草剂大多能同时杀死普通作物和杂草。可以通过传统育种和基因工程导入基因（或突变基因），使作物对该除草剂不敏感，或能解毒相应除草剂。

Homeopathic顺势疗法

通过小剂量药物或治疗提高机体自然防御机制，以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目的的方法。

Hormone 激素

影响生物体化学反应和调节各种细胞功能的物质（通常是蛋白质）。

Hybrid 杂种

由同一植物物种内不同品种间杂交产生的后代。

Hybrid vigor 杂种优势

杂交子代比纯系亲本产量高的现象。

Hybridization 杂交

通过自然过程或人工干预（即人工选择）产生与亲本不同遗传信息的子代。在植物育种中，包括将两种不同品种杂交产生杂种后代的过程。如果杂种比亲本任何一方适合度更大，则可称为杂种优势。栽培作物和野生近缘种间发生的基因流，也可能会产生杂种。

Inbred 自交

或近交。遗传组成一致植物的自花授粉。

Insect pheromones 昆虫信息素

又称昆虫外激素。帮助昆虫互相沟通的化学物质。

Insecticide 杀虫剂

用来杀死昆虫的化学药剂。

Intellectual Property（IP） 知识产权

具有商业价值的智力成果，包括种子、发明方法，以及基因序列等方面的专利。

Invertebrate 无脊椎动物

缺乏脊柱的动物，如昆虫和蜗牛。

IRRI（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国际水稻研究所

Landrace地方品种

又称本地品种、农家品种。指在实行自给自足的农业地区，由农民选育出的特定类型的植物品种。这个词也常用在由农民驯化，之后又由当地和外来农户进一步改良的植物品种上。对特定小气候环境和特定土壤类型高度适应，遗传基础丰富（高度杂合）。对植物育种家和遗传学家来说，地方品种都是丰富基因的一个重要来源。

Lepidoptera 鳞翅目

为昆虫纲的一个目，包括蛾、蝶两大类。

Ligases 连接酶

催化连接两个DNA片段的酶。

Marker

见genetic marker

Marker-assisted breeding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应用遗传指纹图谱技术将一个感兴趣的基因从一个植物品种引入另一植物品种中。需要对某一特定基因组区段的DNA序列有较好的科学认识。

Messenger RNA（mRNA）信使RNA

携带从细胞核中一个DNA特定序列（基因）的遗传信息到细胞质的核糖体，在核糖体作为模板指导翻译产生蛋白质的RNA。

Metachlor 甲草胺

又名拉索、灭草胺、草不绿、杂草锁。一种除草剂，用于防控大豆田杂草。是已知的地下水污染物，被纳入疑为有毒的一类除草剂。

Monoculture连作

亦称重茬、单作。年复一年，连续种植栽种遗传一致作物的做法。连作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收益（因为可以实现种植、病虫害防治和收获等标准化生产），但如果作物对某一病害易感，则会导致大规模减产。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s 单不饱和脂肪酸

一类可在坚果、鳄梨、橄榄油、葡萄籽油、花生油、亚麻籽油、芝麻油、玉米油和菜籽油中发现的长链分子。

Mutagen 诱变剂

可能会导致基因突变的物质。多种化学物质、病毒、辐射、阳光照射等都可引发突变。

Mutation 突变

遗传物质改变致使发生的新变化。

Mutation breeding 诱变育种

将种子放入化学溶液，或以辐射处理诱导DNA产生随机变化。发芽后，带有新的有用性状的存活植株将为育种家所用。

Nematode 线虫

寄生于植物的一类低等动物，可为害植物的根和其他地下部分。

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美国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和提供资金资助的联邦机构。

Nitrogen 氮

占大气含量78%的元素，是组成所有生物体组织和氨基酸的重要元素。各种含氮化合物被用作肥料。

Non-target effect非靶标效应

又称非靶效应、非目标效应。源于有意引入自然、农业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植物、化学物质、蛋白质或微生物产生的影响。例如有显著特点的苏云金杆菌（Bt）毒素，对作物的靶标害虫，如螟蛾、蚜虫、舞毒蛾幼虫、日本丽金龟和其他害虫具有毒害作用，但对其他昆虫的非靶效应也有报道。

Nucleotide核苷酸

构成核酸的基本单位。由四个特定的嘌呤或嘧啶碱基中的任何一个、核糖或脱氧核糖和磷酸基团组成。

Nucleus（细）胞核

简称核。在所有真核细胞中发现的一种细胞结构（细胞器）。它含染色体，被核细胞膜包被。

Open pollination（OP） 自由授粉

指通过风、昆虫等自然授粉，而无须通过人工授粉完成的杂交。

Organophosphate insecticide metabolites 有机磷杀虫剂代谢物

有机磷杀虫剂的分解产物。已在暴露于有机磷农药残留环境的成年农场工和儿童的尿液中发现。

Outbreeding（outcrossing） 远交（异交）

亲缘关系较远的同种之间的交配方式。与亲缘关系较近的近交不同，在异交植物，花粉和子房来自遗传组成不同的植物，为品种间的基因流提供机会。

Pest有害生物

任何干扰人类活动与财产或健康，或任何其他不可接受的物种。主要农作物有害生物包括杂草、节肢动物（包括昆虫和螨虫等）、植物病原微生物、植物线虫以及鸟兽等。

Pesticide 农药

灭除有害生物的任何物质或药剂。常见的农药包括杀虫剂（杀虫）、除草剂（除草）、杀菌剂（灭菌）和杀线虫剂（杀线虫）。

Patent 专利

授予发明者以保护他/她对其发明的独占权。

Perennials多年生植物

可存活超过一或两个生长季节的植物。多年生植物在结实后也不会死掉。

Pesticides 农药

用以预防控制有害生物的化学品。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

植物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

Photovoltaic cells 光伏电池

光电池。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太阳能技术。

PIPRA（Public-sector Intellectural Property Resource for Agriculture） 农业知识产权资源公共部门

Plant breeding作物育种

对植物的遗传特性进行改良，以创建符合特定目的的优良变异。

Plumpox（PPV） virus 洋李痘疱病毒

核果类水果的一种病毒性病害。

Plutella xylostella小菜蛾

Pollination传粉

亦称授粉。植物花粉（雄配子）转移到雌配子上的过程，可由昆虫、鸟类、风、水或人类协助完成。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多不饱和脂肪酸

对维持细胞膜稳定，炎症调节，凝血调节，以及维生素A、D、E、K的吸收起重要作用的脂肪酸。

Potassium 钾

植物生长所需，并用作肥料的一种元素。

Protein 蛋白质

由基因编码，由氨基酸组成，并由肽键连接的精确序列。可以作为酶调节基因活性、运转、激素或其他催化和结构成分。

Prunus domesticus 李

Psoralens 补骨脂素

芹菜产生的一种有毒化合物，以阻止植食性动物取食。

PVP（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 植物品种保护法

Recombination 重组

有性繁殖过程中，等位基因在染色体对之间交换（从父母本处继承）。重组创造了染色体不同位点的等位基因的新组合。

Rennet 凝乳酶

用于凝结牛乳和制作干酪的酶。

Restriction enzymes 限制性内切核酸酶

简称限制性酶，或限制性内切酶。切割DNA分子的特定碱基对的酶。

RNA（ribonucleic acid）核糖核酸

活细胞中对蛋白合成起关键作用的单链遗传物质。

Rootone 萘乙酸

诱导生根的植物激素。

Rotenone 鱼藤酮

从植物中提取而得，对人体有毒的一种杀虫剂。

Roundup 农达

孟山都生产的草甘膦除草剂的商品名。

Salmonella enteritidis肠炎沙门氏菌

引起人类食物中毒的一种细菌。它在生鸡蛋和家禽上发现。

Scion 接穗

用于嫁接的树的顶端或枝芽。

Seed stock留种材料

农民每次收割之后要用于下一次作物生产的种子、茎和根。可供种子储供。

Snomax大雪菌

又称冰核细菌，霜菌。一种跟促进冷冻有关的细菌，可在滑雪场地的造雪机上使用。

Soil erosion水土流失

或称土壤侵蚀。土壤被风力、水力破坏后流失，使可用土壤资源大为减少的过程。人类活动（如过度耕作和夯实等）也可导致水土流失。

Soil fumigants土壤熏蒸剂

用于熏蒸土壤以准备耕种，可起杂草防除、线虫灭杀等作用的农药。

Soil solarization土壤日光消毒

一个有效的、非化学的、控制杂草和土壤害虫的方法。该技术要求在炎热的夏季，在潮湿的土壤上盖上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6个星期。

Solanine龙葵素

亦称茄碱。一种味苦、有毒的化学物质，可由绿色的土豆、茄子、番茄和辣椒作为一种自然防御机制所产生。食品店的灯光照射可导致土豆中的龙葵素含量增加。

Species 种

亦称物种。生命体的一个分类单元。通常由可能存在实际或潜在的相互自然交配并繁殖的生物。一个物种的学名（拉丁名），包括属名和种加词，属名放前先置（例如Bacillus thuringiensis）。

Spontaneous mutation自发突变

一个自发产生的，而不是化学物质或辐射引起的突变。

Steinernema feltiae夜蛾斯氏线虫

一种有益线虫，可侵袭蚊、蝇、跳甲和一些植物寄生线虫等土壤和地上害虫的幼虫。

Submergence tolerance 耐淹涝

亦称耐淹性。一个能让水稻秧苗抵抗或耐受被水淹没2周的特性。

Surfactant表面活性剂

亦称表面活化剂。一种可减少液体的表面张力的物质。可用来使有机化合物溶解，并增加其溶解度。在除草剂中有此类物质。

Symbiotic relationship 共生关系

亦称共栖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物种生存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有利的一种生态关系。

Synthetic fertilizers化学肥料

来自化石燃料的肥料，如氨、硫酸铵和尿素等。

Teosinte 类蜀黍

Zea mexicana，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玉米的祖先。玉米粒不是结在玉米棒上，而是长在雌花序（穗）上，由6粒或多粒种子排成一行，其中每粒都像爆裂玉米一样有一个硬质胚乳，并由一个坚固的外壳覆盖。

Tansgene外源基因

亦称转基因。通过遗传转化（遗传工程）方法插入细胞基因组中的基因。伴随着目的基因的插入，外源基因还可能含有启动子、其他调控因子和用以标示的遗传物质。

Transgenic plant转基因植物

整合有外源基因的植物。该外源基因能传递给后代。

Transposable elements 转座因子

可移动位置的DNA片段，它们能把自己插入到新的地方，有时也会给自己带入其他基因片段。

Trichogramma赤眼蜂

一类体形极其微小的蜂，益虫，寄生在鳞翅目昆虫（蛾、蝶类）的卵内。

USDA（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美国农业部

美国开发和管理农业政策和项目的联邦机构。

VAD 维生素A缺乏症

Variety 品种

植物和动物在种下一级使用的分类单位。同种内各品种间的个体遗传差异明显，但可以与其他品种杂交繁殖。品种的各特性可遗传继承。

Vector 载体

在细菌中发现（称为质粒），能自我复制，被用来把新基因导入细胞的环状、非染色体DNA。在植物病理学中，指带菌体，能将病原从一寄主传到另一寄主的生物体，如传播病毒的植食性昆虫。

Vermiculite 蛭石

可用于隔热、涂抹和包装材料中，也可作为种植基质的硅酸盐矿物。

Vital-force theory生命力理论

该理论认为，有一种叫做生命力的东西决定了有机和无机化合物的不同。从植物和动物中分离的有机物质被认为含有生命力，而无机物则没有。

Vitamin A 维生素A

一类在鱼肝油、牛奶、绿色和黄色蔬菜，以及蛋黄中发现的脂溶性化合物。为细胞生长和发育、上皮组织的生长和保护，以及保持视力正常所需。

Vitamin D 维生素D

一类在牛奶和鱼肝油中发现的脂溶性化合物，为牙齿和骨骼的生长所需。

Warrior功夫菊酯

也叫高效氯氟氰菊酯。可用来灭杀象甲和防控蝇蛆的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Waxy 蜡质基因

一种编码控制直链淀粉合成的酶的基因。

Weed杂草

任何干扰人类活动（包括农场和花园）或自然生境的、不想要的植物。植物可以因为各种原因（例如快速生长、持久保留、入侵性、对牲畜有毒性等）而被认为是杂草。

Xa21一个可对水稻白叶枯病大部分菌株具有抗性的基因

Xanthomonas oryzae水稻白叶枯黄单胞菌

一种引起水稻发生白叶枯病的细菌。

Xylella fastidosa苛养木杆菌

一些重要植物病害，如葡萄皮尔斯氏病等的主要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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